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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教育部“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项：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与政策研

究”课题和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十三五”重大项目“城乡发展一体化背景下的新

型农村社区建设与治理研究”（编号：16jjd790053）的阶段性成果。

①黄祖辉，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准确把握中国乡村振兴战略*
黄祖辉①

摘要：准确把握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效率。一个重要的关键是把握

好乡村振兴战略与城市化战略的关系，其次是对“二十字”方针科学内涵以及内在关系的把握，再次

是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路径协调。本文认为，乡村振兴战略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统领，而

在具体的实施中，则要从区域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差异化发展实际出发。乡村振兴战略“二十

字”方针所体现的五大具体目标任务具有相互联系性，因此，既要准确把握“二十字”方针的科学内

涵，又要把握好这“二十字”方针中的五大目标任务的相互关系。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还应重视

“三条路径”的协调推进，即：“五个激活”驱动，“五位一体”协同和“五对关系”把控的协调推进。

关键词：中国；乡村；振兴战略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继中国新农村建设战略后着眼于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和着力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又一重大战略，而且也是着眼于解决新时代中国发展不平衡和不

充分，尤其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矛盾的重大举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需要充分认

识这一战略的重大意义，而且需要准确把握好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内涵、目标任务及其实施路径。

一、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内涵

首先，要准确把握好乡村振兴战略和城市化战略的关系。通过乡村振兴战略解决中国城乡发

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并非意味着中国城市化战略将放缓，更不是要用乡村振兴战略来替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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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化战略。恰恰相反，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置于城乡融合、城乡一体的架构中推进，并且应以新型城

市化战略来引领，以实现“以城带乡”“以城兴乡”“以工哺农”“以智助农”“城乡互促共进”，融合发展

的美丽乡村和乡村振兴。当前，无论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协调发展的要求，还是从三次产业结构

的演进规律看，中国均处在城市化加快发展时期。尽管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中国城市化进程

中仍存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滞后和城市群发展不充分等问题，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重大

方针和举措表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到 2020年

解决“三个一亿人”①问题，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②，正在成为中国城市化战略坚定不移推进的重点与方向。从世界发达国家的现

代化的历程看，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城市化是人口和非农产业在空间的集聚过程，城市化

必然是乡村本土人口的减少过程，但是，城市化并不排斥乡村的现代化和振兴，相反，乡村的现代化

和振兴要以城市化的充分发展为前提。因此，从人口流动和空间集聚的角度讲，中国乡村振兴的过

程，一定是城市化充分发展的过程，是人口与产业在城乡之间优化配置、城乡互动和融合发展的过

程。其基本的逻辑是：城市化离不开乡村人口和要素的融入，而乡村振兴和现代化也离不开城市对

乡村的带动和城市人口对乡村的向往。

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与城市化战略的逻辑关系进一步表明，乡村振兴的战略重点与任务既在乡

村，又在乡村以外。要实现城乡人口的交互流动和优化配置，必须拓宽乡村振兴战略的视野，既重

视乡村内部的建设发展和体制机制的创新，又重视乡村振兴外部环境的改善。由于中国的城乡二

元结构具有社会保障和财产权利双层二元的特性，因此从城乡二元结构破解的体制机制角度看，以

城乡社会保障体制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为重点的三大联动改革，即城乡联动，区域联动，中央和地

方联动的改革，应纳入乡村振兴的战略框架，并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驱动力。也就是说，破解

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一体、城乡融合、互促共进的体制机制，应成为乡村振兴和乡村现代化的必

要条件。

其次，要准确把握中国乡村形态及其变化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

的发展，中国不仅已有 2.6亿农村劳动力转向城镇就业，而且村庄的数量也在不断减少，从 2000年的

66万个行政村，减少到 2016年末的 52.6多万个行政村③，并且这些村庄已经分化成不同的类型，从

人口的集聚状况与生活方式看，大体可以分成三大类型。一类是已被城镇化覆盖或即将覆盖的村

庄，如城中村、镇中村和城郊村，这些村庄的人口比较集聚，村民生产和生活相分离，空间人口既包

括村民，又包括非村民。另一类是 2005年国家新农村建设以来逐步形成的由若干村庄“撤扩并”、人

口相对集聚、农民生产与生活相分离、社区服务功能基本健全的中心村。还有一类是人口集聚度不

高、村民生产生活依然不分离的传统村庄。很显然，这些不同类型的乡村村庄，在乡村振兴中将会

有不同的发展走向，有的会很快融入城镇化，直接成为城市的组成部分；有的有可能成为乡村社区

的服务中心或新型的田园生态小城镇；有的村庄，如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口的贫困村，或者空心

①李克强，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国政府网，www.gov.cn。
②习近平，党的十九大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
年 10月 18日，中国政府网，www.gov.cn。
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6年城乡建设统计公报，住建部官网，www.mohurd.gov.cn，2017-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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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则有可能随着人口和村庄的迁移或撤并，会逐渐消亡；而大量的村庄，通过乡村战略的实施，会

成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和乡愁依旧的美丽家园。

中国乡村形态的分化与发展态势表明，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国，中国乡村人口分布正在

逐步从分散的自给型经济分布，向集聚的市场型经济分布转变，乡村人口的空间格局与分布正在发

生着剧变。这种剧变过程，一方面意味着乡村的发展和振兴不仅需要城市化的引领，而且也需要乡

村人口自身在空间的相对集聚和优化分布，这两者应该是同步的过程。另一方面，乡村人口的空间

格局与分布的变化，也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空间运行提供了创新空间，具体而言，是为

“乡”和“村”的有机结合、优化配置和融合发展提供了创新空间。从中国不同区域乡村的不同类型

和发展实际出发，既可以以“村”为基本载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可以以“乡”为载体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也就是说，在有条件的乡村区域，可以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探索以“乡”主导，以“乡”带

“村”、“乡”“村”共治与融合发展的乡村治理结构，对乡村组织、干部体制、人口集聚、产业发展、公共

服务、产权制度等进行更大空间范围的优化配置，实现乡村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总

而言之，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与城市化战略并不是个矛盾体，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交融

关系。在中国乡村振兴的进程中，乡村定将成为乡村“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助推器，城市群中田

园生态城镇的新空间，城乡居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与追求的宜居地。

二、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

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是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将分为三个阶段。也

就是，到 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 2035年，乡村振兴取

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 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

标全面实现①。具体的建设目标和任务集中体现为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二十

字”方针，也就是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

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二十字”方针与 2005年党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生产发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生活宽裕”的“二十字”方针相比，无论在提法的表述及

其内涵，还是在目标的要求等方面，都有了不少全新的意涵和指向，必须予以准确把握，使相关政策

和建设举措既切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又与各地乡村发展的实际紧密结合，产生切实的效

率。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产业兴旺”具有丰富的内涵，不能仅局限于第一产业农业

的发展，而应着眼于接二连三、一二三产融合、功能多样、质量取胜的现代农业产业的兴旺与发展。

因此，必须着眼于建立现代农业的三大体系，即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的建构与完善；注重

现代农业产业链延长、价值链提升和利益链完善；突出产业发展的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和品牌

①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新华网，

www.xinhuanet.com，2018年 2月 4日。

②习近平，党的十九大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胜利，2017年 10月 18日，中国政府网，www.gov.cn。

05



CARD三农研究

化；推进多类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多元化专业化农业服务；统筹兼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

持小农户，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环境基础。要赋予“生态宜居”更多的内涵。首先，这种宜居的乡村

生态环境不是仅仅针对乡村百姓宜居的生态环境，而且也应该是能满足城市居民对美好生活向往

宜居环境，是对城市居民开放、城乡互通的“生态宜居”。其次，实现乡村“生态宜居”必须对生态保

护、生态产权、生态交易、生态利益等体制机制进行改革创新，以实现乡村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开发

利用的和谐统一，使“生态宜居”的乡村既成为城乡居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所在地，又成为“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所在地和富裕农民的重要源泉。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文化基层，也是乡村德治的本质体现。中国是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

的古国，同时也是个崇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生态文明的大国。这意味着，实现乡村振兴中的

“乡风文明”，既需要体现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五千年历史传承的乡村农耕文明，又应该彰显与现代

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文明，也就是说，是要体现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相互

融合与发展的“乡风文明”。如何把这两种文明有机结合、融为一体，形成中国特色的现代乡村文明

体系，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需要重点研究和探索实践的课题。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治理与管理的重要区别在于治理强调的是多元参与性与

协同性，而管理强调的是纵向主导性和服从性。乡村的“治理有效”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乡村

“善治”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组成，“治理有效”应该既体现治理手段的多元化和刚柔相济，即“三治合

一”，又体现治理效果的可持续性和低成本性，并且能为广大群众所认可、所满意。法治、德治、自治

这一乡村治理体系从制度安排的角度看，法治属于正式制度和他治偏向的制度安排，德治则属于非

正式制度和自治偏向的制度安排，两者一“刚”一“柔”，可以实现刚柔相济、张弛有余的治理效果。

自治是村民自主和民主参与的重要前提和制度安排，是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制度基础。要实现

乡村社区的有效自治，一方面要清晰自治边界，并对乡村社区组织进行必要的赋权，另一方面要充

分发挥社区集体组织的自主性和协调性。

“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民生目标。具体而言，就是要消除乡村贫困，持续增加乡村居民收

入，同时缩小城乡居民在收入和公共保障方面的差距，实现乡村人口全面小康基础上的“生活富

裕”。居民收入水平是“生活富裕”的最重要衡量标志，但“生活富裕”不仅仅体现在收入方面，而且

还应具体体现在居民生活的质量层面，体现在家庭的和睦、社会的和谐等方面。从这一意义上讲，

“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终极性目标。

还需要把握的是，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方针所体现的五大目标任务是相互联系的有机体，因

此，不仅要准确把握这“二十字”方针的科学内涵和要求，而且还要把握好这“二十字”方针所内涵的

五大目标任务的内在逻辑性和相互关联性，以便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能做到整体设计、突出重

点、方法得当、有序推进、促进共进。具体而言，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过程中，首先要把实现乡村

百姓的“生活富裕”作为乡村振兴的根本性目标；其次要把乡村“治理有效”与“乡风文明”的建设有

机结合起来，要通过“治理有效”促进“乡风文明”建设，通过“乡风文明”建设提高乡村“德治”水平，

实现“三治合一”的乡村“善治”格局；再次，要把“产业兴旺”与“生态宜居”有机结合起来，使“生态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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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既成为乡村百姓“生活富裕”的重要特征，又成为“产业兴旺”的重要标志。这是因为，中国乡村

的“产业兴旺”并不单纯是体现一产农业的“产业兴旺”，更要体现乡村一二三产融合和功能多样的

“产业兴旺”，这其中，诸如乡村的休闲旅游业和各种类型的康养产业的发展，无疑要以乡村的“生态

宜居”为基础和前提。

图1 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思路与路径框架

在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科学内涵和目标任务的同时，还应确立科学的推进思路和推进路

径。本文建构了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思路和路径框架，详见图 1所示。

按照本文图 1的构想，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应从区域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差异化发展

的实际出发，把握“二十字”方针的科学内涵及其五大建设内容的相互关系，然后制定具体的落地规

划。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推进过程中，还应把握“三条路径”的同步协调，即：“五个激活”驱动，

“五位一体”协同和“五对关系”把控的同步协调。也就是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对乡村振兴

战略的科学内涵和三阶段目标进行充分论证；其次，要与区域城镇化进程和乡村发展实际紧密结

合，对各地区不同形态的乡村与发展进行合理定位，做好顶层设计，制定分阶段和分重点计划安排，

不宜仓促出台与实施建设项目，切忌操之过急，避免走弯路。

三、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路径

（一）“五个激活”的驱动路径

推进乡村振兴必须激活市场、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政策、激活组织。这五个激活要通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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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深化来实现。换言之，乡村振兴战略要靠改革来驱动，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重要的推进路

径。

1.激活市场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乡村振兴，尤其是实现产业兴旺中的作用。激活市场主要

涉及两个层面的改革。一是推进发挥市场机制与功能的改革。即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

置的改革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

汰①。二是推进政府职能转换的改革。即改变政府干预与包办过多，进而替代市场的状况，以实现

政府和市场的合理分工。就乡村振兴的诸多建设任务而言，如果没有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单纯靠

各级政府主导和投入，充其量是短期可行，但长期一定是不可持续的。

2.激活主体就是要激活乡村振兴中的经营主体。首先，经营主体能否激活取决于它是否是市

场的主体。从这一意义上讲，激活市场是激活主体的前提，市场不活，主体一定不活。其次，激活主

体还必须赋权主体。换言之，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要通过产权制度和经营制度的改革，赋予广大农

民更多的财产权益和经营权利，使其能在市场竞争中拥有平等的主体权利。

3.激活要素就是要激活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这些基本生产要素。激活要素实际上是市场能

否被激活和要素所有者能否被激活的基础与关键。因此，还是需要坚定不移地推进要素市场化的

改革。

4.激活政策实质上仍要通过激活政府的途径来实现。这并不是要求政府无所不能，而是要求

政府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为的政府应该是既能在“市场失灵”时能替代市场，又能在“市场

有效”时能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也就是说，政府的政策应该是既能及时弥补“市场失灵”，又能有效

发挥“市场作用”。

5. 激活组织既与主体有关，又与制度有关。组织本身就是主体，不同的组织代表着不同的主

体；同时，组织也是一种制度，不同的组织代表着不同的组织制度安排。在乡村振兴中，激活组织的

重点是通过组织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促进农户家庭组织、农民合作组织、农业企业组织、农业行业组

织等多种产业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协同发展，以激活不同类型的经营主体和经营机制，实现现代农业

经营主体与经营体系的有机契合。

（二）“五位一体”的协同路径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全社会多主体、多力量、多机制的介入与协同，这种介入与协同的结构

应该是农民主体、政府主导、企业引领、科技支撑、社会参与的“五位一体”。

1.“农民主体”就是让广大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而不是旁观者和跟随者。要使农民成

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力量，必须确立农民在乡村的主体地位。首先要完善乡村治理体系，赋予农

民主体权利和责任，强化村民自主意识和自治功能。其次，作为乡村振兴中主体的农民，必须是组

织化的农民，而不是分散的农民，分散的农民难以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难以担当乡村振兴的主体

责任。因此，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如农民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乡村社区集体组织的完善发展，

应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农民，一定是“老农人”和“新农

①习近平，党的十九大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2017年 10月 18日，中国政府网，www.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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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并存、相互交融和融为一体的农民，这是中国农业农村发展中人力资源变化的趋势所在。因此，

通过教育、社保、产权等体制的深化改革与“新农人”政策的完善，提升乡村人力资源质量，优化农民

主体结构，是农民成为乡村振兴主体的重要环节。

2.“政府主导”是指政府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应主要发挥制导和引导的作用。所谓制导，首先

是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推进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以清晰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内涵、推进思

路、发展目标、阶段任务等，确保乡村振兴战略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其次是各级政府根据顶层设

计，结合地方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规划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改革方案与工作计划。所谓引导，

可以看成是政府制导作用的进一步体现和延伸，只有将政府制导和引导有效结合，才能充分体现政

府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主导作用。政府的引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策引导；二是

示范引导；三是投入引导。中国政府对农业农村的发展应该说很重视，将“三农”工作置于各项工作

的“重中之重”地位，每年都发布与“三农”有关的一号文件，经常出台支农惠农政策，频繁建立各种

类型试验区、示范区，不断加大农业农村投入，但从政府引导的作用效果来看，仍存在政策与政策协

同度不够，政策精准引导作用发挥不够；不少改革试验区和发展示范区流于形式，实际的示范引导

作用发挥不够；政府投入面广量大，但“四两拨千斤”的引导作用发挥不够等问题。这表明，有效发

挥政府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主导作用，还有很大的提升与优化空间。

3.“企业引领”是指各类企业，尤其是涉农类企业，应在乡村振兴中发挥龙头引领的作用。这种

引领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投资农业的引领。农业不仅是个投资回报期较长的产业，而

且也是一个集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于一体，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同时存在的产业。对于这样

的产业，单纯依靠农民的投资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鼓励和引导企业和工商资本投资农业，使其

对农业投资起引领作用，并且支持企业进入农业的适宜领域，与农民共同推进产业兴旺发展。二是

产业融合的引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纵向一体化发展的必然，是农业

多功能发展的要求。产业融合程度既取决于产业链相关主体利益机制的建构，又取决于产业链中

核心主体的引领作用。尽管中国农业产业的基本主体是农户和以农户为基本成员的农民合作社，

但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现实看，却是企业主导的格局。因此，在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除了重视农民主体和合作组织的培育，应重视企业在产业融合中的龙头引领

作用和企业与农民之间的利益机制完善，以形成产业融合的共赢格局。三是带动小农的引领。企

业对小农的引领不仅体现在发展理念、技术应用、市场开拓这些方面，而且还应该体现在引领小农

融入现代农业。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是着眼于大国小农

这一中国基本国情的发展要点。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既取决于小农自身能力的

提升，小农组织化以及适合于小农的现代农业模式选择，又取决于有助于克服小农局限性的体制机

制建构，如面向小农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与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和社保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政府

产业政策对小农的惠及和惠及方式的创新等。在这些方面，企业有很大的引领空间，如组织小农，

建立基地，提供培训；建立面向小农的服务体系；通过小农生产要素的资产化、股份化，与小农建立

长期的互利共赢关系，等等。

4.“科技支撑”就是要在乡村振兴中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力量。首先是发挥农业技术对现代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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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支撑作用。现代农业是接二连三、功能多样的农业产业，要支撑这样的农业产业发展，必须拓

宽农业的技术范畴，建立现代农业的技术体系。也就是说，不仅要重视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

率的技术进步，而且要重视提高资源利用率和质量安全率的技术进步；不仅要重视一产农业的技术

进步，而且要重视二三产农业的技术进步；不仅要重视单项技术应用的效率，而且要重视技术集成

与组合应用的效率。其次是发挥互联网技术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撑作用。短期看，互联网技术对

农业农村的发展既是机遇，更是挑战，集中表现在分散、小规模、组织化程度不高的小农及其产业难

以经得起代表高科技、由精英主导的互联网技术及其产业的渗透和冲击。这说明，要发挥科技在乡

村振兴中的支撑性作用，不仅取决于科学技术本身的效率及其对农业农村的适用性，而且还取决于

科技应用对象对技术进步的适应能力以及与适应于技术进步与推广应用的体制机制变革，如小农

组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构，线上与线下协同，互联网规制完善等，都应加快跟进。

5.“社会参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和关键。这种社会力量既内涵于乡村社会，更来自于城市

社会。社会参与的主要力量包括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与民间组织以及自愿者；社会参与的方式主

要包括自主参与、合作参与、协同参与等；社会参与的形式主要包括创业参与、服务参与、援助参与、

投资参与等。高校与科研机构具有人才和科技的优势，应成为社会参与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具

有乡村情怀的能人贤达是社会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力量，应予以积极鼓励和引导。重要的是，要建

立和完善社会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体制机制。如：出台鼓励高校和科研机构在乡村建立研发基地、

科技平台的相关政策；建立乡村振兴信息供需平台；建立大学生到乡村就业和自愿服务的激励机制

和政策；为返乡创业和服务者提供对接平台；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的考核与激励机制；梳理和完善各

种形式的社会帮扶乡村振兴的选项与激励措施等。

（三）“五对关系”的把控路径

同步协调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还需把控“五对关系”，即乡村与城市、政府与市场、人口与流动、

表象与内涵、短期与长期。

一是把控乡村与城市的关系。本文在乡村振兴科学内涵的阐述中，实际上想进一步表明一个

基本观点，即城市化离不开乡村要素的支撑，乡村振兴离不开城市化的带动，乡村振兴战略与城市

化战略是相互依存与互动的关系，不能把两者对立开来。再者，从中国现阶段三次产业结构的演进

趋势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的“三化”关系看，中国仍存在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均滞后的

问题。其中，农业现代化滞后的一个重要成因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不协调，即全社会从事农业的

劳动力比重依然大大高于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①。通过城市化的加快发展，不断减少农业

劳动力，是解决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双重滞后的基本途径。这表明，城市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不

仅要双轮驱动，而且要有机衔接。现实的难点在于，中国仍然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因此，要实现这两

大战略的双轮驱动和有机衔接，还是要在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这一城乡发展一体化最大制约因素②的

同时，以新型城市化战略的引领，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实现两大战略的互促共进和有机

①黄祖辉、邵峰、朋文欢，2013：《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中国农村

经济》第 1期。

②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会议公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3年 11月 15日，新华网，www.xinhua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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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

二是把控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主体中，政府主要扮演主导作

用。但政府能否发挥好主导作用，关键还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本质上不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不同机制或制度之

间的关系，两者构成经济社会最重要的治理架构。政府运行机制的主要优势在于通过科层体系的

制度安排，降低市场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而市场运行机制的主要优势在于通过竞争体

系的制度安排，提高竞争效率，并且降低科层体系下的组织控制成本。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

实现政府和市场的合理分工、优势互补，要求政府在乡村振兴中除了发挥制导和引导的作用外，还

应对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资源配置以及类似公共产品与物品的供给，提供制度安排和发挥主导

性作用。除此之外的资源配置以及产品与物品的供给，应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由市场机制来

配置和供给。实践中，还应注重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或公共产品，然后由

市场来具体营运。此外，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需要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制度的作用，以克服政

府和市场都低效情况下的不足，形成政府、市场、行业“三位一体”的经济治理结构。

三是把控人口与流动的关系。在乡村振兴中把握人口和流动的关系，实际上与对乡村振兴的

内涵认识有关，与乡村振兴与城市化的关系把握有关。改革开放 40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

展，中国大量乡村人口实现了非农化和向城市的转移。但与此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中

国乡村人口的非农化和向城市的转移又很不彻底。集中表现为：乡村年轻人流向城市的多，举家流

向城市的少；非迁移性质的流动人口多，迁移进城定居的人口少。这种乡村人口的流动性状导致了

乡村“三留”人口（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的常态化和村落人口经常性（除春节、清明节等重

要节日外）的“空心化”或人气不旺，这不仅对乡村家庭的稳定性和和谐性带来了隐患，而且也对乡

村社区的治理和建设带来了“缺人”的挑战。面对如此性状的乡村人口，出路并不单纯是通过乡村

建设吸引乡村外出人口回归乡村或“返乡创业”，而是要通过城乡二元体制的破解和城乡一体化的

发展，实现乡村人口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和择业。与此同时，要结合乡村村落的差异化发展，不

断优化乡村人口在乡村空间的布局。毫无疑问，振兴的乡村是有“人气”的乡村，但这种“人气”的形

成一定是城乡人口布局优化和乡村繁荣发展基础上所形成的“人气”，而不是单纯依靠乡村人口增

加所产生的“人气”。从城市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关系看，乡村振兴的过程应该是乡村本

土人口减少、但空间布局优化的过程。乡村振兴中的乡村“人气”，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城市化的充

分发展和城市人口对乡村的向往。

四是把控表象与内涵的关系。乡村的振兴应体现在表象与内涵两个层面。表象是乡村振兴的

外在形态，内涵是乡村振兴的内在本质。乡村振兴的外在形态因乡村自然生态与资源禀赋的不同，

会呈现不同的形态风貌。在振兴乡村的过程中，首先要从区域乡村自然生态特点出发，进行乡村形

态和风貌的规划设计，不宜脱离自身实际，简单照搬其它不同自然生态地区的乡村表象模式。乡村

振兴的外在形态和风貌，既取决于乡村的自然生态特点与资源禀赋，更取决于乡村振兴的内涵，即

内在本质。换句话说，决定或衡量一个地区的乡村是否振兴，不是它的外在形态，而是它的内在本

质。主要体现为乡村发展的体制机制，如：治理有效的乡村自治制度；激励约束相融的乡村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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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与利用机制；健康向上的文明乡风；界定清晰并且具有活力的村集体产权制度；完善的乡村

社保制度和农民财产权益制度，等等。因此，乡村振兴应高度重视内涵建设，要内涵建设和表象建

设两手抓，并且以内涵建设促表象建设。

五是把控短期与长期的关系。把控乡村振兴战略的长短期关系，有利于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中做到轻重缓急和可持续发展。乡村振兴是个需要长期实施的战略，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切忌操

之过急，更不能搞形象工程，单纯追求乡村外在形态的变化。要按照中央有关乡村振兴战略的三阶

段发展要求，制定短期与长期相结合、内在与外在相结合的规划与行动计划。此外，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中长短期关系的把控，不仅要考虑战略目标和建设项目的长短期结合及其可持续性，还要考虑

体制机制改革与建构的长短期的把控。要突出改革先行和重点突破，注重改革的配套和落地。对

于国家已经明确的改革思路和举措，力求在短期内抓落实，大胆推进，力争取得成效并有创新；对于

国家没有完全明确，但有原则性意见的改革，应根据自身发展的实际与条件，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大

胆的试验，争取为国家提供经验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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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质量安全监管的成就与展望*
周洁红① 武宗励② 李凯③

摘要：我国的食品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向好，但要实现从管理向治理的跨越，监管的现行体制仍

需完善。本文首先回顾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发展历程，梳理各时期的监管特点，并重点分析

了我国当前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总结美国和欧盟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经

验，提出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未来改革的展望，包括建设多层次多元化的标准制定与评定体

系，监管流程、资源与手段的集成优化，部门间横向协作机制的建设与资源的整合，他律完善基础上

自律的规范与发展，食品安全全程追溯体系的完善与源头追溯要求的调整，政府主导下多元共治格

局的建设。

关键词：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社会共治；展望

始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改革试验的中国改革事业迈入新时期。

回首中国农村改革 40周年，“三农”发生了巨变，农民职业化、农业现代化以及农村城镇化的趋势日

益明显，新时期改革的重心已然从满足温饱需求转向满足美好生活需求，转向乡村的全面振兴。面

对“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目标，提升安全优质农产品供给，提高

农产品竞争力成为现代农业转型的题中之义。。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建设健康中国，是未来农村改

革的重要目标，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十三五”时期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

段，也是全面建立严密高效、社会共治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关键时期。在经过一系列改革之后，

我国的食品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向好，食品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法律法规标准体系逐步健全，监管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协调环境与质量安全治理的市场激励机制研究：以亲环境认证

购买产品为例”（编号：71773109）、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城乡发展一体化背景下的新型农业经

营体系构建研究”（编号：16JJD630007）、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产业链视角下食品安全风险

识别与评估”（编号：71633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周洁红，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导；

②武宗励，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③李凯，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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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不断完善。但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现行体制仍存在问题，食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需要进一步

反思和提升。

一、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历程

关于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划分的阶段，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例如政府和市

场的关系、政府内部的监管组织及其职能演变、纵向体制等，划分出了多种类型。本文主要从监管

部门以及监管的分散程度，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发展历程划分为：

（一）主管部门为主的分散化监管阶段（1949～1977）
建国初期的食品安全事件大部分是发生在食品消费环节的中毒事故，基于近代历届政府和战

时公共卫生工作的经验，加上对苏联经验的借鉴，食品安全的管理就落在了卫生部门。20世纪 50
年代开始设立省市县三级卫生防疫站，1959年卫生防疫站扩展到乡镇一级（Liu，2010）。但随着卫

生防疫站规模的扩大，其食品卫生职能反而弱化，并逐渐转移到新组建的部门中，如轻工业部、食品

部、农业部、化学工业部和商务部等。1965年我国第一部中央层面的综合食品安全管理法规《食品

卫生管理试行条例》出台。部门监管以国有企业的“从属关系”为基础，许多企业的管理人员同时也

是国家干部，更看重晋升而非利润，因此经济利益驱动的掺假引起的食品安全事故并不常见，更多

是生产、经营、技术等客观条件限制带来的食品安全卫生知识的缺乏引起的。这一阶段建立了我国

基本的食品安全监管框架，食品安全管理部门分散化，但政企合一无法形成监管关系而仅是政府内

部的一种等级制度，食品监管方式较多依靠行政任免、思想教育、质量竞赛等组织内部和群众运动

等，法律、经济和专业化标准等手段很少使用。

（二）卫生行政部门主导监管阶段（1978～2002）
改革开放以后，生产力水平提高，食品安全卫生管理的重点从预防肠道传染病发展到防止一切

食源性疾患。1979年国务院颁发了《食品卫生管理条例》，明确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负责本地区、本

部门和本系统的食品卫生管理工作，但对于司法机构和卫生监督机构的职责描述不清，只笼统规定

违反条例要处罚。1982年，全国人大发布《食品卫生法（试行）》，结束了我国在食品卫生领域缺乏专

门基本法的立法空白，但该法没有为卫生行政部门提供必要的监管权力，而一些国有企业内部机构

的食品安全管理由其自身负责，使得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管呈现破碎化。1995年的《食品卫生法》确

立由卫生部门统一对食品卫生进行监管的体制，但没有规范种养殖及储存等环节中的食品和食品

添加剂、饲料等的生产或使用，出现了法律监管盲区，卫生部统一监管体制无法涵盖食品从农田到

餐桌的全过程（马小芳，2014）。只关注餐饮和消费的食品卫生概念日趋陈旧，在 1998年新一轮的体

制改革中被“食品安全”取代，食品安全标准建设和其他相关职能也从卫生部交由国家质量技术监

督局，原由国家技术监督局监管的食品流通环节的职能被转移到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这一阶

段法制化水平明显提高，法律法规以部门立法为主，行政执法、经济制裁和司法仲裁不断加强，但计

划经济管理模式、法律的不成体系带来了许多监管漏洞。

（三）多部门分段监管阶段（2003～2012）
阜阳奶粉、苏丹红事件等暴露了之前阶段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由于各自立法而出现的交叉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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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无人负责、检测手段和体系不完善甚至缺失等问题（Pei等，2011）。2003年成立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不直接参与监督执法，负责综合监督、组织协调、依法组织对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查处。

200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提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采取分段监管为主、

品种监管为辅的方式，明确各个监管部门对应的环节，强化了责任。但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食品安

全标准制定、食品安全信息发布等依然缺失。同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只是国务院下设的一个副

部级直属单位，无法有效支配其他部门的资源履行综合协调职能，分段监管的分工依然存在漏洞。

对此，2008年“大部制”改革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划归卫生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省级以下垂

直管理改为地方分级管理。2009年《食品安全法》实现了我国从食品卫生监管到食品安全监管的根

本性转变（Jia等，2013），提高了食品安全标准，加大了处罚力度，使我国过渡到部门分段监管与综

合协调相结合的体制。但食品安全事件仍然频繁发生，地沟油、毒豇豆、瘦肉精、染色馒头等暴露出

分段监管职责不清、检测标准和体系不适应监管需要、忽视全程管理等问题（Xue等，2013；Wu等，

2014）。这一阶段在食品安全事件的不断推进下确立和完善了分段监管体制，食品安全理念从法律

层面得到确认，法律有了总体框架，在政府部门之外媒体也发挥了食品安全监管的作用，但对于分

段监管体制的优化改革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部门交叉、职责不清等弊病。

（四）一体化监管时期（2013年至今）

新阶段的变化主要围绕 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的相关要求，互联网引发的生活方式变革使食

品消费和监管更加复杂。自媒体崛起使我国传统的社会舆论生态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它爆出一

些行业惊人内幕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谣言的迅速传播等问题，给食品行业带来极大困扰；同时网络

食品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暴露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问题。针对分段监管体制中存在的多头管

理、分工交叉、职责不清等突出问题，2013年将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质检总局生产环节食品安全监管职责和工商总局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职责整合，组建了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从多部门监管开始向大部门制的单一部门监管发

展。农业部门和食药监部门对于食用农产品监管的具体职责得到了明确。关于地方的改革要求是

将工商、质监相应的食品安全监管队伍和检验检测机构划转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乡镇或区域

设立食品药品监管派出机构。但现实推行中机构数量超编、财力不足等问题严重，面对食品安全问

责的压力和机构改革的政绩动力，各地机构调整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整合工商、质监和食药等部

门职能进行“两合一”、“三合一”或者“多合一”，组建市场监管局的模式。总体上县（市、区）一级得

到了整合，地级市通常为工商与食药合并（胡颖廉，2016），省级除了天津相应设置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委员会，其余保持不变。二是将食药监部门单列的模式，以内蒙古、湖北、深圳为代表，其中深

圳是在组建市场监督管理局后重新将食药监部门独立的。这一阶段的最大成就在于将食品安全监

管职责统一整合，提高了监管效率，但面临着能否真正实现无缝对接的挑战。

二、我国当前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标准要严谨，统一性、科学性与实用性需提升

最严谨的标准是食品安全监管落实的前提。但从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建设情况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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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与发达国家和国际食品法典的标准还存在差距，而且在科学性、严谨性与实用性等方面也存在

不足。第一，部门标准不统一甚至冲突。过去分段监管模式下，每个部门负责特定环节食品安全问

题的监管，拥有各自部门主导制定的监管标准。改革后，由于中央、省级部门仍旧存在，部门标准仍

存在，基层就不可避免地面临执法标准的不统一甚至冲突问题，突出表现在改革后部门监管职责发

生调整的环节以及监管职责在部门内部进行重新调整的环节；第二，标准更新滞后导致实效性受损

与空白层见叠出。食品药品及其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材料与添加剂更新换代速度不断加快，但标

准体系中未修年限长的标准占比很高（周永刚等，2014），标准的实效性明显滞后，这也导致执法标

准出现空缺，体现在新生产、流通、销售业态的管理上，例如当前的微商、食品电商等。再如，新《食

品安全法》虽规定“食品检验机构的资质认定条件和检验规范”，但对第三方食品认证机构资质认定

却没有明确规定，也缺乏食品安全检测试纸的标准；第三，部分标准不够明确，缺乏可操作性与实用

性。例如与生猪定点屠宰相比，家禽屠宰管理滞后，缺乏可执行的标准。再比如虽然明确了食用农

产品在收获之后开始销售前由农业部门监管，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生产加工企业后由食药监部门

监管，但农田到市场之间的运输流通环节如何监管、以何种标准监管都不明确。

（二）监管要严格，监管流程不畅与资源配置失衡需解决

第一，“下变上不变”导致令出多门、多头管理的问题严重，部门工作衔接与协调不畅。2013年

中央食品安全机构改革之后，出现了省、市、县/区不同层级机构设置不同的问题，无论是从上至下

的政令传达还是从下至上的问题上报，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纵向协调问题，使得原本资源配置薄弱

的基层监管部门压力倍增；第二，行政扁平化尚未落地，中层机构职能有待调整。由于我国多数省

份的省级部门都没有调整，作为中层的市级部门只能是传声筒，政令的协调与整合功能缺失，既增

加了自身上下协调的成本，也造成了基层职能众多、任务繁杂，最终影响了食品安全监管的落实；第

三，垂直管理、属地管理并行，部门冲突与矛盾多发。虽然强调了属地管理，但国家和省级的部门设

置不变，市和县/区就会存在垂直管理与属地管理并行的问题。由于各相关部门食品安全监管内容、

标准与目标存在差异，市、县/区乃至乡镇社区经济利益各不相同，因此，部门之间的冲突（包括目标、

执法标准、考核标准等方面）、垂直部门与肩负属地管理责任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

的；第四，监管资源配置失衡，基层监管力量严重不足。“多合一”整合后，基层监管人员的监管对象更

加庞大，在基层食品安全监管队伍专业能力短期内难以迅速提升、结构难以迅速调整的背景下，职能

的复杂多样与监管人员专业能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一方面，部门自身的监管对象与监管职能增

加，同时乡镇一级监管所的市场监管人员往往还承担其他社会职责，造成一人身兼多职的情况；另一

方面，食品安全监管队伍人员结构不合理，由于质监及食药监部门在乡镇一级无派出机构，因此基层

市场监管局一线监管人员以原工商人员为主，普遍年龄较大，具备食品相关专业知识的少；第五，执法

资源的配置匮乏，公车改革没有充分考虑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特殊性与基层监管人员食品安全监管

工作的特殊性，导致很多基层市场监管部门、农业部门无法拥有执法专用车辆，基本的快速检测设备、

取证设备甚至执法服装都难配齐，不仅影响执法形象，更直接影响执法效率。

（三）处罚要严厉，检测能力不足与执法不严的问题需克服

检测与抽检结果是最严厉处罚的重要依据，检测能力不足直接制约严格执法落实。第一，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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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资源利用率低与无法满足需求并存。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部门利益，不同部门的检测资源很

难共享，农业部门与食药监部门的监管职责明确前，国家设立县级农产品质检站负责区域内农产品

的检测，职责明确后如果不能将检测资源整合，会形成资源浪费；第二，检测项目有限，还有很多威

胁人体健康的残留物质项目未涉及。批发市场的蔬菜准入检测往往只包含农药残留，缺乏重金属

检测。屠宰场的检测仅仅是检疫、肉品品质检测（外伤等）、瘦肉精三项内容，缺少重金属、微生物等

检测。而水产品方面更是缺乏统一的检测项目；第三，检测比例在提升但仍存在不足，对于新兴问

题的监管没有跟上，比如不能对网络食品进行长期且连续的质量检测；第四，抽检费用的分担问题

易引起食品安全隐患。批发市场是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的关键环节，当前抽检费用多是由批发市场

自行承担（亦有部分市场是政府和批发市场共同承担），批发市场盈利的目标导致批发市场主导的

抽检往往流于形式，难以发挥市场准入“过滤”的功能。而政府检测中心抽检费用虽由财政支持，但

预算偏紧、报销要求高，导致很多检测采购的费用难报销；第五，整体处罚力度仍较轻，失信成本过

低。新《食品安全法》虽加大了违法的罚金额度，情节严重的违法经营者还可能被吊销许可证，但是

吊销后仍可重新申请，对其打击并不大，许多违法企业或个人缴纳罚金后还可能留下可观的收益。

此外，《食品安全法》与刑法的衔接不顺，在可诉性方面有所欠缺，导致应当移送刑事司法机关的案

件可能没有及时移送。对于某些既可以责令整改也可以罚款的违法行为，基层在执行时就可能只

责令整改，长此以往，无法对违法主体产生震慑作用。

（四）追责要严肃，唯结果导向的负面惩罚机制要改变

第一，有问责无免责，考核问责等制度影响监管人员积极性与主动性。目前各地区的食品安全

问责办法中，仅有湖北、上海等极少数地区包含了免责条款，但相关免责情形的表述极为笼统，不便

于具体实施。例如上海的免责条款仅一句“依法履职尽责的可免予责任追究”，湖北罗列的免责情

形包括“情节轻微并主动改正的、勤勉尽责符合规定的、情况紧急但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以及其他

按照规定可以免予问责的”四种，当前关于可免责的规定本就少，“其他”类又包含了前三种未涉及

的全部情形，实际操作时难以参考；第二，追责多是基于合格率等结果指标，而非基于整个监管过

程，不注重问题的发现与事后处理解决。近年来不断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基本都经历了媒体曝光、

监管部门紧急查证、追责这一过程，正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在食品安全领域的严峻形势以及政府因

此承受的巨大公众压力，重结果轻过程的趋势愈发明显。地方政府可能出于政绩考虑与企业进行

共谋，粉饰监管效果，导致抽检合格率虚高、不能真实反映食品安全水平。面对极高的合格率和之

后再次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公众对于食品安全的信心日益下降，形成恶性循环；第三，奖励等正面

激励缺失，使得监管人员不得不承受更多的监督压力与负面警示，担心被追责而选择隐瞒回避问

题。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企业负责人显然存在过错，如果监管人员在日常监管时主动发现问题，就

可能对食品安全事件实现事前预防或事中控制，减小对公众利益的损害。但由于缺少对主动性的

激励，加之食品安全问题的曝光可能带来舆论压力甚至依旧被追责，利益权衡之下监管者积极性降

低。

（五）质量安全信息要充实，追溯体系覆盖窄信息不完整的问题要突破

第一，缺少全国统一的、覆盖全程的食品安全可追溯制度。批发市场入场材料的检查不包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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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档案，禽畜屠宰环节也仅要求承诺书和检疫证明，并不要求出具养殖档案，这就意味着不同环节

的信息并未有效对接。不同地区也在针对各类食品推出区域性的可追溯制度，没有全国性统一的

追溯信息采集、发布平台，追溯成本高，且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第二，追溯信息不完整。产地环境

与蔬菜产地重金属污染和畜禽集中养殖面源污染问题有紧密关联，但未被纳入追溯体系，遑论将此

信息整合到生产档案中以便相关主体能够掌握信息；第三，过程追溯落实难。分散的小农户和各类

产业化组织普遍存在生产档案落实困难的问题，经济激励不足是根本原因，产生于市场准入缺失、

未建立优质优价机制，生产档案格式复杂、内容填写费时也是重要原因；第四，电子信息技术利用不

充分。依靠人力对海量信息进行处理效率较低，且不利于实现对食品安全信息的动态追踪。

（六）多元格局要建设，主体责任不明确风险信息沟通不畅现象需消除

第一，媒体记者专业贮备知识不足，易过度解读、夸大食品问题。虽然新《食品安全法》明确规

定对新闻媒体的食品新闻报道监管，但没有实施细则与处罚制度，对于舆论暴力事件无规可依；第

二，公众与专家信息不对称而有效沟通不足。例如“一根雪糕含有十几种添加剂”，专家会考虑添加

剂用量是否符合标准，而公众由于知识水平的欠缺，对添加剂的用途以及用量会基于以往的负面印

象做出判断。食品安全谣言传播时往往冠以“专家学者披露”等名头，真假难辨，造成专家公信力下

降，形成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危机；第三，职业打假人的存在被认为有助于食品企业规范产品标识管

理，但由于其打假侧重的往往是标签而非真正安全风险隐患高的“三无”产品及生产厂商，因此解决

食品安全问题的作用十分有限，而且大量职业申诉挤占行政资源，影响普通消费者的正常维权申

诉；第四，消费者缺乏专业知识、加之对食品安全的焦虑心理，极易误读相关信息，比如追求食品安

全“零风险”；食品的信任品属性和消费者对物美价廉的追求使其对不安全食品的认知和防范并不

总能实现，举证、鉴定、索赔等困难降低了消费者的维权积极性。

三、美国和欧盟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经验借鉴

我国仍处于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凸显和食品安全事件集中爆发期，食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美

国、欧盟等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美国的多部门监管模式、垂直管理的制度设

计于我国有极大的借鉴意义，欧盟食品安全体系的多样性则与我国地域和省际差异高度相似，并且

在近年的改革中也有集中监管的趋势。乱世需用重典，在新《食品安全法》“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

程控制、社会共治”的治理原则基础上，参照美国和欧盟食品安全监管法律法规与标准体系建设、监

管机制建设、风险管理等方面经验进行体制性的变革，有助于更好的处理集权与社会共治关系，实

现从管理向治理的跨越。

（一）完整统一协调的法律体系和标准

美国和欧盟历来重视食品安全立法工作，这些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最显著的特点是统一协调、

配套性强、涵盖整个食品产业链。美国的法律涵盖了所有食品和相关产品，还制定了一系列更为详

细的机构或部门法规。强制性标准以技术法规形式出现，自愿性标准则由私营标准机构、行业协会

等制定，可操作性强。1938年修订原有基本法并更名为《联邦食品、药品及化妆品法》，因 2010年某

企业花生酱感染沙门氏菌造成大量人员死亡，2011年进行了大规模修订通过《食品安全现代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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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MA）》，加大对 FDA的监管权力，推动“反应型”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向“预防型”转化。除此之外，

美国食品安全法律的内容会进行制度性的实时更新。

欧盟的消费者和贸易伙伴的信心被 20世纪 90年代末开始的疯牛病、食物中的二噁英等食品安

全事件严重动摇，于是欧盟对食品立法进行了更新(Bánáti，2011)，1997年发布的《食品法绿皮书》为

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提供了基本框架，2000年又出台《食品安全白皮书》作为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基

础，以实现“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2002年制定基本法《通用食品法》，明确了相关管理机构的

基本职责，使其有法可依，强调对食品安全风险与危机的有效预防和遏制。之后为了统一和协调成

员国的食品安全规则，欧盟颁布了 20 多部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技术法规体

系。2006年开始实施《欧盟食品及饲料安全管理法规》，对标准和政策进行了大力度调整。2013年

为了应对马肉危机，一揽子立法提案对原有法律法规进行了精简，更系统地覆盖了食品安全相关的

各产品以及环节，而不仅仅是食品，通过对风险分级有弹性地提高了标准。

（二）权威高效的协调机制

建立权威、高效的协调机制来实现食品安全的有效监管是美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设置的特

点。美国是合作式监管的典型，食品安全由卫生部、农业部、环境保护部等多个机构共同监管，以食

品种类为基本分类标准，避免了因机构之间责任混淆而出现监管真空。这种监管模式需要大量的

协调，于是美国成立了总统食品安全管理委员会（曲峻岭，2012），并出台了 50个部际协议。

欧盟于 2002年成立独立机构欧盟食品安全局（EFSA）(McCarthy等，2013)，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

估，最重要的任务是对欧盟、欧盟理事会或欧盟成员国提出的特殊风险管理要求或问题作出反应。

但它仅提供科学评估以及技术支持，风险管理由欧盟机构和成员国自身负责。在对食品安全监管

体系的改革中欧盟成员国纷纷将分散的职能转移到单一机构，精简和巩固监管体系（Chen 等，

2015），例如英国成立独立的食品监督机构食品标准局，丹麦合并重新规划相应职能后更名为食品、

农业和渔业部。除了欧盟食品安全局，还有两个机构直接负责欧盟食品安全的监管：一是健康与消

费者保护总司（DG-SANCO），专注于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和消费者事务三大领域；另一为食品与兽

医办公室（FVO），负责监管确保欧盟成员国和第三国遵守欧盟食品卫生法律法规。2013年的改革

建立了超国家食品安全集中监管制度，规定欧盟食品安全局有权对欧盟范围内食品安全的任意环

节进行抽查、行政处罚，对进口货物的监管则新设机构BCP统一负责。

（三）专业化强分工明确的检测体系

美国既有针对不同品种的专业性检测机构，也有分全国性和地域性的检测机构。检测机构等

通过食品检测实验室认可标准即可从事食品检测活动。《联邦肉类检验法》明确规定政府承担全部

肉类检验的费用，国会每年拨付 300～500万美元来组织联邦调查员对牲畜进行检验检疫工作（毋

晓蕾，2015）。联邦调查员有相对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进驻屠宰场、食品工厂，可以任意检查食品加

工的各道程序，调查员有权检查肉品中是否含有防腐剂、添加剂等，对于不合格肉品的生产企业必

须在政府调查员面前销毁不合格批次的全部产品（李婷，刘武兵，2014）。政府对调查员也有严格的

管理制度，会对派驻同一厂家的调查员定期轮换，若其收受贿赂、徇私舞弊，将立即被解雇（何猛，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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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没有统一的官方检验检疫机构，而是欧盟各成员国自行按商品类别进行专业化分工，然后

由政府各部门分管，法律授权或政府认可部分第三方检测机构弥补政府检测监管力量的不足。各

政府部门下设相应的检验机构，如卫生部下设食品检验局、肉品检验局，农渔部下设农产品检验局

等（Mensah等，2011）。欧盟认识到必要的资金支持是保障食品安全的关键，因此在改革中努力实现

经费的独立性而非依靠政府有限的拨款，强制食品产业链相关企业缴费（中小企业除外），作为专项

资金用于欧盟的食品安全监管。

（四）多措并举的严厉制裁

责任制裁主要有三种。一是压制性制裁，包括处罚、起诉和召回，更严重一些的还包括查封产

品、取消交易资格（Rouvière等，2012）。美国针对质量安全事故，要求企业承担对消费者的惩罚性赔

偿责任，法院判决的对受害人人身损害赔偿的数额也较高，往往大于实际支付的医疗费用和其他支

出。英国如责任主体违法，不仅要承担对受害者的民事赔偿责任，还要根据违法程度和具体情况承

受相应的行政处罚乃至刑事制裁。欧盟一揽子立法提案强调了加大对造假的处罚力度；二是信息

制裁，执法机构对于不太严重的违规行为可能会采取建议、通知和警告等纠正措施；三是通过向消

费者提供的负面信息进行制裁，英国对企业实行分级管理，检查结果发布在官网，消费者可以随时

查询，负面信息被曝光的企业会丧失信誉，甚至最终倒闭。

（五）预防功能突出的风险评估

美国和欧盟要求全面推广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通过科学技术对食品生产流

程和措施进行风险预测评估，找出潜在危害点并加以控制（Garcia等，2007；王向阳，2017）。它的重

点在于预防，还建立了严格的档案制度，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基本可回溯到相应的生产过程。为进一

步提高质量安全水平，一些大的食品企业已经开始实施更高级别的认证标准，如美国大型食品分销

商组织推出的 Safety Quality Food（SQF）。考虑到较难实现进口食品的整链追溯，相应的控制制度

也以安全认证为主。

1979年欧盟开始建立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系统（RASFF）(Pei等，2011)，依据 2002年的法律正式

启动，主要是针对各成员国内部由于食品不符合安全要求或标示不准确等原因引起的风险和可能

带来的问题及时通报各成员国，使消费者避开风险，由欧盟食品安全局、健康与消费者保护总司和

成员国协同运行。

（六）贯穿全产业链且信息完整有效的追溯体系

欧盟最早开始进行食品安全追溯，主要目的是应对疯牛病事件。2002年进一步将追溯范围扩

大到全部食品，可追溯性成为市场准入的最基本要求。欧盟各国普遍采用由全球统一标识系统来

开展质量安全追溯，生产阶段要求每一地块农药、肥料等的使用情况进行报备，牲畜饲料、防疫、管

理等方面的信息被录入编码中，牲畜的身份信息在地方政府管理部门、农场以及屠宰场均有保存。

加工阶段会对牛重新编号，来自同一农场、相同饲养管理条件下的牛可使用一个编号，而若是牛肉、

猪肉等制作的混合肉，标签中则需包括动物品种、部位、数量、农场、屠宰场及操作人员等相关信

息。销售阶段产品标签应包含供应链各环节的信息，来自非欧盟国家的产品须在标签中明确显

示。各环节政府部门记录的信息在产品出售两个月后才能清除（周峰等，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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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因“911事件”美国国会通过了《生物反恐法案》，要求实行从“农田到餐桌”全程追溯的

风险管理。但企业出于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考虑，抵触政府对其生产行为和财务支出的监管，加

之完整记录生产信息的巨额成本，强制追溯只能变为自愿执行，但对跨州运输的牲畜要求必须按各

州要求记录相关信息，联邦政府有权提取检查。FSMA法案要求企业有一份完整的产品追溯和强制

执行登记报告(Charlebois等，2014；Dandage等，2017)，并将档案至少保留 2年。从农田到餐桌各环节

的相关信息都要被记录，包括产品品种、生产时间、农场信息，以及种植处理、土壤消毒、栽培方式、

化肥农药施用情况、灌溉、收获采摘等。美国遵循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制定的规则制作一维条形

码、二维码和射频识别标签(RFID)等，高速收集信息集合至数据库，终端为面向公众的信息平台。

（七）市场机制与社会治理相结合的治理方式

政府依法履行监管职能、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社会力量参与食品安全协作监管。美国立

法保障消费者权益，法律法规制定程序的透明度很高并向公众公开，多种形式对消费者进行食品安

全知识教育，提高其预防食品风险的能力，如美国农业部、FDA等多部门与食品企业主办食品安全

电视节目、制作影碟小册子、创办消费者热线等，民间的消费者保护团体等起到了敦促政府监管落

实的作用。这也促使行业、企业的自律作用得到强化，食品企业自愿采纳一系列食品企业通用规范

并融入自身管理系统。

欧盟高度重视消费者利益，通过标签、广告的真实性以及信息公开保证风险交流信息的透明

度，帮助建立专家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平台，使消费者能够了解到食品营养等各种知识（Houghton
等，2008）。欧盟定期发布消费者市场记分牌，反映消费者对市场服务的评价，消费者也可以对产品

进行监督、投诉、参与风险沟通，成员国对投诉分类统一标准以便处理。

四、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未来改革的展望

（一）建设多层次多元化的标准制定与评定体系

完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的建设，需要填补法律法规和标准的空白、解决部门法律法

规冲突问题，但更关键的是强化标准的基础研究，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标准制定与评估体系。食品

安全“十三五规划”中已经明确提出要“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制定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地方标准的

企业标准，鼓励行业协会制定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团体标准”，但无论是企业标准还是行业标

准，都具有一定的外部性，因此政府如何“鼓励”才能最大程度上激发企业和行业参与标准制定的积

极性，值得研究。同时，要发挥市场在标准制定中的激励作用，使食品安全恐慌状态下的消费者能

够接受并信任国家标准之外的标准，除了完善食品安全标准网上公开和查询平台建设以增加信息

透明度之外，还需探索如何强化对这类标准制定过程和使用的监管。最后，如何发挥高校、科研院

所等机构在标准制定与标准评估中的作用，增强标准基础研究的科学性，提升标准研究的及时性和

实效性，亦值得研究。

（二）监管流程、资源与手段的集成优化

在“下变上不变”的基本格局下，要加强基层的监管能力，不应仅仅是保障监管机构业务用房、

执法车辆、执法装备等监管资源配备的标准化和强化人员队伍的培训，更重要的是从流程、资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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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三方面入手，做好集成创新与优化，以最大限度满足“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凸显和食品安全事件

集中爆发期”的监管要求。流程、资源与手段的集成创新，关键是食品安全信息的及时有效沟通。

食品安全风险识别与评估是食品安全信息的重要来源，因此如何通过与企业、新闻媒体等多元主体

协作，建设完善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数据分享机制，扩大食品安全风险源的监测范围。同时如何控

制政府之外信息源的信息质量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也是至关重要。在强化风险监测与评估能

力的基础上，还需进一步探索应如何完善风险信息的交流，如何将加快信息横向纵向传播速度与行

政扁平化改革相结合以优化机构设置与资源配置。在信息交流中，需要处理好消费者知情权与促

进行业发展的关系，确保增进消费者信任的同时避免非理性恐慌对行业的过度冲击，这就需要从消

费者视角进行深入研究。最后，如何依据不同行业、不同环节、不同主体风险特征差异，重塑监管流

程，制定差异化的风险控制策略与监管手段，同样值得关注。

（三）部门间横向协作机制的建设与资源的整合

建立长效的横向协作机制，破除部门壁垒提升监管资源的利用效率，是提升治理能力、实现严

厉处罚的基础。横向协作一方面体现在部门间政策与技术的整合。以源头污染治理为例，虽然食

品安全十三五规划明确将源头污染治理的有效治理列为重要目标，也专门出台了针对重金属污染

与土壤污染、兽药农药残留、农业标准化生产与过程控制等一系列措施，但这些措施的背后是农业、

国土、环保等多个管理部门，措施也往往是由主导部门负责推行实施，而事实上环境污染治理、农业

生产与质量安全监管本就相互交织相互影响，都是安全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此，如何从

政策和技术等层面实现源头治理过程中环境治理、生产标准化与质量安全管理的整合，增强绿色安

全生产的发展动力，对于源头污染治理的实现至关重要。横向协作还体现在部门资源的整合与专

项行动的合作上，如何将散布于不同部门的食品安全检测机构与检测资源进行优化整合，如何推进

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发展，提升技术支撑能力，对于提升监管资源利用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探索专项

整治的实施流程的优化，做好专项整治与日常监督巡查的衔接，使之能够在确保提升专项治理效果

的同时降低基层负担，值得关注。最后，立足于行政村这一级别行政力量薄弱的现实条件，探索实

现食品安全监管与治安管理网络两网“合并”的路径，对提升基层网格发现问题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四）他律完善基础上自律的规范与发展

他律与自律相结合，以他律促进食品行业从业主体自律的发展，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推动

食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建设，大幅提升失信失德违规违法主体的惩处力度，从而重塑良好的市场秩

序。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不仅需要食品企业生产经营许可的时候强化各项资质的认定，更需要

建立严格的全程管理制度，完善召回制度与不符合标准或存在安全隐患的食品的处理制度。同时，

还应充分发挥保险的风险控制和社会管理功能，总结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试点的经验与推广条件，

探索建立行业组织、保险机构、企业、消费者多方参与、互动共赢的激励约束机制和风险防控机制，

完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政策。最后，建立跨部门的信用体系，将生产主体的惩罚与其信用信息挂

钩，探索如将个人信用状况与火车票等出行票务购买挂钩限制失信者购买票务购买，对违规者采取

像交通违规处罚处罚类似的小额多次但递增的违规惩罚方式等一系列灵活的惩戒措施，督促无知

或无良的生产者诚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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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食品安全全程追溯体系的完善与源头追溯要求的调整

尽管我国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建设试点过程中暴露出一系列问题，但从国外发达国家尤其是欧

盟、美国的经验来看，贯穿食品产业链全程的追溯体系仍是保障食品安全、强化食品安全监管不可

或缺的重要工具。因此，如何在技术上实现不同部门不同主体追溯信息平台的整合，发挥信息平台

的规模效应，降低其运行成本越低，不仅有助于扩大追溯体系的覆盖范围，同样有助于追溯信息格

式与内容标准的统一，从而解决不同环节信息对接的问题。其次，探索食品安全追溯与“三品一

标”、GAP等安全认证的融合，在提升认证产品可信度的同时亦可降低消费者质量安全信息的搜寻

成本，从而提升消费者对可追溯体系与安全认证产品的信任程度。最后，在分散的家庭经营将长期

存在的现实下，如何立足小农户的认知特征与决策习惯，调整源头追溯的重心，使之从真伪难辨的

繁杂信息转向可信度更高的身份特征，并据此优化生产档案设计，对解决源头追溯的落实难题具有

重要意义。

（六）政府主导下多元共治格局的建设

政府仍旧是多元共治的核心，因此不断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才能更好的担负其核心重任。提升

治理能力，不仅要提升按规矩治理的能力，还要提升治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因此，从监管主体激

励的视角探索不同类型的激励或惩戒政策对其主动治理意愿或行为的影响，建立正负激励相结合

的多元化激励政策体系，无疑有助于提升其主动治理的积极性。同时，探索如何调整免责条款，如

何制定更为科学合理明确的过程考核标准，实现问责制度从结果导向到问题导向的转变，同样有助

于鼓励监管人员主动发现问题、报告问题、处理问题。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实现多元共治，首先需要

明确的主体责任界定与相应的约束规则。无论是鼓励新闻媒体发挥其在曝光食品事件的监督作

用，还是鼓励行业协会在破解“行业潜规则”中发挥作用，都需要从法律层面首先对其主体责任和义

务做出明确说明；其次，如何创建公开且具有公信力的食品安全信息交流平台，使政府、食品从业主

体、行业协会、专家学者、消费者能够汇聚一堂进行热点问题的面对面对话与交流，在消除知识鸿沟

的同时降低各类噪声因素对沟通效果的影响，从而使专业的、权威的观点能够更好服务食品安全治

理事业；再次，如何通过法律条款的完善推动职业打假人转型，推动食品行业敲钟人制度的建设；最

后，如何从信息爆炸时代消费者信息处理与食品选择习惯处罚出发，优化食品安全知识科普宣传的

设计，最大化提升消费者食品安全素养，引领消费观念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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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化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分布规律*
——农机跨区服务的视角

方师乐① 卫龙宝② 伍骏骞③

摘要：农机跨区服务实现了区域间技术外溢和农业内部分工。本文基于 2001-2014年省级面板

数据，运用空间Durbin模型研究农机化水平对谷物产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得出的主要结论有：第一，

农机的跨区服务导致农机化水平对谷物产量有空间溢出效应，即其他区域的农机化水平对本区域

谷物产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从空间范围来看，农机化的空间溢出效应辐射面广，经济距离半

天之内的地区空间溢出效应占比为 68.3%，一天之内的地区占比为 85.4%；第三，从空间分布来看，

农机化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发生在纬度不同的区域之间，而在纬度相近的区域之间并不显著，这契

合了中国农机跨纬度作业的实际情况；第四，从时间范围来看，2001-2014年间，农机化水平的空间

溢出效应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 2011-2014年空间溢出效应是 2001-2005年的 4.6倍，这契合

了我国农机跨区服务规模逐年上升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空间溢出效应；农业机械跨区服务；谷物产量；农业分工；时空范围

一、引言

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这不仅是2015年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所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延续，也是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农业生产条件深刻变革

的内在要求（杨进等，2016）。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变革传统农业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编号：07AJY0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

年项目“空间计量经济学视角下产业集群对农村减贫作用的研究”（编号：7150321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机理与实证研究”（编号：71473100）、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农产

品目标价格制度路径选择及风险管理”（编号：17NDJC110YB）的资助。作者感谢“2017年首届农业经济理论前沿

论坛”与会专家的点评，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文章修改提出的意见，当然文责自负。本文的通讯作者是卫龙宝

①方师乐，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研究所；

②卫龙宝，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③伍骏骞，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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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模式，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四化”同步发展（孔祥智，2016）。其中，农机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表现形式之一（李显刚，2013）。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鼓励发展农业生产全程社

会化服务，扶持培育农机作业等经营性服务组织。

事实上，早在 500年前，中国就出现了横跨数百公里提供专业割麦服务的“麦客”（伍骏骞等，

2017）。而在现代，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失①，在某些地区开始出现驾驶大中型

农机提供粮食收割服务的“现代麦客”。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农业机械作业服务的社会化、市场化

进程加快，1995年以来出现的横跨全国范围的小麦机收服务就是这一进程的典型（李斯华，2004）。值得

一提的是，这种跨区作业是农机户在现实农业生产中摸索出的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商业模式。它的出

现、推广与成熟推动了中国小农户在耕地细碎化的约束下实现机械化生产（Yang et al.，2013）。
农机跨区服务的出现改变了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路径。由于非农就业的小农户和兼营农户更

倾向于购买农机服务而并非直接投资农机（纪月清和钟甫宁，2013；Wang et al.，2016），通过大型农机

提供农机服务成为小农户实现农机化的主流，加之国家政策逐渐向大中型农机倾斜，2001年后，我国

的农业机械化呈现出明显的大型化趋势。与此同时，大范围的农机跨区服务使得农机对于粮食产量

产生了空间溢出效应。这种效应表现为某个地区的农机储备不仅服务于当地的粮食生产，也对周边

地区的粮食生产产生辐射作用（伍骏骞等，2017）。
研究农机跨区服务有多重意义。首先，从理论研究来看，农业难以实现生产环节的分工和专业化

是主流经济学家的共识。斯密（Smith，1776）认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但是农业由于其自身特性，

无法实现工业生产那样流水线式的分工。马歇尔（Marshall，1920）在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等古典经济学

的框架下讨论分工效应。但他认为这种分工局限于工业领域，农业难以实现分工的规模经济。此后，

学界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农业分工的不可能性，例如，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中间产出的不可剥离性导致

分工会产生较高的协调费用和考核费用（Shi and Yang，1995；韩朝华，2017），农产品的鲜活易腐性导致

使得农业分工伴随着很高的交易费用并限制了农产品市场规模的扩大（Stigler，1951）。但是，农业虽

然在自身领域内难以实现分工，其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农业机械从工业“进口”分工经济、增加

生产迂回度而获得（杨小凯和张永生，2000）。因此，农业机械化是农业和工业部门间分工的表现形

式。而农机的跨区作业则进一步提高农业部门内部的分工水平，产生了只参与农业生产某一特定环

节的专业化服务组织。因此，研究农业机械跨区服务，能够打破传统经济学理论对于农业不可分工的

假定，为中国现阶段推行的社会化、专业化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提供理论支撑。其次，从实证研究来

看，如果用农业机械总动力作为衡量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指标但不考虑其对粮食产量的空间溢出效应，

将高估农机化发展水平对当地粮食产出的直接影响，而低估农业机械发展水平对粮食产出的总效应

（即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的总和）。例如王跃梅等（2013）利用农业机械总动力表征农业资本，得

出其对粮食产量没有显著性影响的结论。再次，从政策研究来看，农机跨区服务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农

业机械化实现方式，研究这一现象能够立足中国全局，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约束和土地细碎

化的资源禀赋下，科学地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机械化推进战略和发展政策。

①1990-2015年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的数量减少了约1.7亿，占全部就业人员比重

由60%缩减至28.3%，数据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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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在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中机器是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贯穿于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其重要性是

显而易见的。大多数研究聚焦于人多地少的发展中国家农业机械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尤其是分析在

种粮劳动力大规模迁移的背景下，农业机械对于劳动力的替代性。对于农业机械化是否能够促进粮

食产出的问题，早期有学者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中普遍存在劳动力剩余的情况，所以一味地

追求劳动效率的提高和农业机械化是行不通的（刘运梓和宋养琰，1980）。传统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生

产方式能够充分利用相对稀缺的土地资源，农业机械化虽然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不能增加每块

土地的粮食产出（罗象谷，1985）。发展中国家忽略自身资源禀赋，一味效仿发达国家追求农业机械化

的失败经验，使得国内对于农业机械化的讨论变得十分敏感。

但是随着全球范围发展中国家城镇化浪潮的兴起，在农业劳动力流失的背景下农业机械化对粮

食的增产效应得到了学界普遍的共识（Zhang et al.，2017；Yang et al.，2016；Yamauchi，2016；Gollin et
al.，2014；Takeshima，2013；王鸥等，2016；王建英等，2015）。现阶段的研究热点是小农户如何在全球化

的背景下适应农业规模化发展的趋势，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小农户如何对接大农机？不少学者指

出，中国土地产权制度所造成的耕地细碎化阻碍了农业机械化的实现（例如Ruttan，2001；Pingali，
2007；Otsuka，2012；Manjunatha et al.，2013；祖辉等，2014），从而难以突破小农经营的困境（Yamauchi，
2016）。而有部分学者认为，在中国土地产权制度的约束下，寻求农业生产规模经济的途径应由土地

的规模化转向服务的规模化（例如 Ji et al.，2017；罗必良，2017）。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农村劳动

力老龄化、妇女化的背景下，由于以农机服务为代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支撑作用，各类粮食生产效

率并未出现明显下降（胡雪枝和钟甫宁，2012；周宏等，2014；彭代彦和文乐，2016；周振等，2016）。杨

进（2015）在四川农村的调研中发现，来自江苏的专业化农机服务团队横跨数千公里在农忙时节为当

地的农民提供专业的水稻收割机械化服务。而同样的农机服务市场也存在于湖南、河北、黑龙江等十

多个省份。纪月清和钟甫宁（2013）的实证研究表明小农户在非农就业导致农业劳动力不足时倾向于

购买农机服务而并非直接投资农机。可见，在农业劳动力短缺、耕地过于细碎化的背景下，专业化的

农业生产服务组织相比于小规模农业生产更具优势（罗必良，2017），而这些组织的出现也使得农业分

工成为可能。传统的认为农业不可分工的理论需要被重新审视。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微观层面农业机械对于粮食产量的直接影响，但是，宏观上来看，由于我

国农机跨区服务的广泛存在，农机化水平除了直接影响本区域粮食产量外，还会辐射到周边区域，形

成空间溢出效应。现有的关于中国农机跨区服务的案例研究（例如Yang et al.，2013；Houssou et al.，
2013）可以揭示其形成的机理以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方式的影响，但只能局限于现象层面的探讨。少

数实证研究方面，杨进（2015）和Zhang et al.（2017）利用省级层面的宏观数据发现农业机械对粮食产出

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利用农户层面的微观数据却发现农业机械对于粮食产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指

出大规模的农机跨省服务是这一矛盾性结论的原因。高鸣和宋洪远（2014）利用1978-2012年的省级

数据和空间分析的研究方法得出，粮食生产的技术效率呈现出空间自相关，且这种自相关性不会随着

距离的扩大和降低，形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农机的跨区作业，其不仅提高了农业机械化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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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传播至周边地区，成为技术溢出的途径和工具。但空间自相关性不能推出

因果性关系，其研究结论无法直接验证农机跨区服务是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呈现出空间自相关的原

因。由于研究方法的制约，上述的实证研究也无法回答农机化水平对粮食产量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多

大、统计上是否显著、在时间和空间上呈现出哪些特征、为什么会有这些特征等问题。

与本文视角和方法相近的是伍骏骞等（2017）的研究，他们创新性地从跨区服务的视角利用空间

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定量测算了农机化水平对粮食产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得出的结论为1999年后

农机化发展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且这种效应主要发生在纬度不同的区域。该研究但存在如下

不足：（1）农机跨区服务主要发生在粮食生产领域，而中国地区间农业内部结构差异性大，使用农业机

械总动力（包括农、林、牧、副、渔业）作为衡量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的指标不能准确的体现地区间粮食

生产机械化水平的差异；（2）进行跨区服务的主要是大中型农机，该文将农业机械作为一个整体研究，

不能得出农机化发展水平的空间外溢性的来源是农机跨区服务这一结论；（3）该文研究的是农机化水

平对粮食产量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其计量模型中的控制变量诸如化肥、播种面积等指标口径均为种植

业，存在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口径不一致的问题；（4）其计量模型中缺失了农业劳动力这一重要生

产要素，重要控制变量的缺失导致估计结果是有偏的。

因此，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强调农机跨区作业对粮食产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即一个地

区的农机化发展通过跨区服务对其他地区的粮食产量产生重要影响。为此，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

开研究：（1）运用空间分析的方法，测算大中型农机和小型农机的全域Moran’I指数及其演化趋势的差

异，对比大中型农机和粮食产量的Moran散点图，研究它们在空间自相关性上的关系。（2）在区分大中型

农机和小型农机的基础上，构建空间Durbin模型，验证并测算农机化发展水平对谷物产量的空间溢出

效应和产生这种效应的原因。（3）考虑到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时空差异（参见 Rosenthal and Strange，
2004），本文将进一步测算农机化发展水平对谷物产量空间溢出效应的空间分布和时间变化趋势。

本文对已有研究可能存在以下边际贡献：（1）理论视角方面，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农业不可分

工，本文认为农机跨区服务其实是农业分工的表现形式，农业不可分工的理论需要被重新审视；（2）研

究内容方面，本文在已有研究强调农机跨区服务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例如高鸣和宋鸿远，2014；伍骏

骞等，2017）的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方法测算了这种空间溢出效应的大小，且对其在时空两个维度做

了进一步讨论；（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以区分大中型和小型农业机械为突破口，证明跨区服务是导致

农机化发展水平空间溢出效应的原因。此外，本文采用经济距离的倒数作为空间权重矩阵，突破了常

用设定方式（如0-1矩阵和两地直线距离矩阵等）的局限性，并将数据口径统一调整至谷物生产领域，

所以空间计量分析的结果比以往实证研究更加精确。

三、统计分析

（一）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及其路径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机化水平呈现平稳上升的趋势，2015年农机总动力达到11亿千瓦，为1978
年的9.5倍，截止到2014年，机耕、机播、机收水平分别为77.5%、50.8%和51.3%，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①数据来源：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编，《中国机械化年鉴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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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①。虽然总量上农机化发展平稳，但其内部结构在2000年左右发生了明显转变。如图1和表1所
示，1978-2000年间，我国的农机化是由小型农机主导的，小型拖拉机动力值在这一期间年均增长率达

到10%；而大型农机增长乏力，大中型拖拉机动力值年均增长率仅为1.4%。但是新世纪以来，城镇化

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就业非农化的浪潮，非农就业的小农户和兼营农户更倾向于购买农机服务而并非

直接投资农机，大中型农机跨区服务流行开来，加之国家补贴政策逐渐向大中型农机倾斜，2001年后，

我国的农机化呈现出明显的大型化趋势。由图 1可以看出，2001年是我国大型农用机械发展的分水

岭，之后10余年间出现指数式的上升，2001-2014年年均增长率达到15.9%。而相比之下，小型农业机

械市场已经接近饱和，机械动力更是在2013年和2014年连续下降。2014年，我国大中型农用拖拉机

总动力第一次超过了小型拖拉机动力，成为最主要的农业机械。

图1 1978-2014年我国分类别农业机械动力变化图（单位：万千瓦）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农业机械化年鉴》。

表1 1980-2014年主要年份中国主要农业机械数量和增长率

年份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1980-2000平均

2001
2006
2011
2014
2001-2014平均

小型拖拉机

（万台）

187
382
698
865
1264
—

1305
1568
1811
1730
—

年 均 增 长

率（%）

—

15.4
12.8
4.4
7.9
10.0
—

3.7
2.9
-1.5
2.2

大中型拖拉机

（万台）

74
85
81
67
97
—

83
172
441
568
—

年均增长率

（%）

—

2.8
-1.0
-3.7
7.7
1.4
—

15.7
20.7
8.8
15.9

联 合 收 割 机

（万台）

2.7
3.5
3.9
7.5
26
—

28
57
111
158
—

年均增长率

（%）

—

5.3
2.2
14.0
28.2
12.0
—

15.3
14.3
12.5
14.2

数据来源：原始数据摘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笔者采用复式计算法则得到年均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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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农机跨区服务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最初的跨区机收小麦是由北方农机手发起的。据《人民日报》报道，1986年，山西省太谷县五家堡

村农民温廷玉驾驶自己购买的大型东风牌联合收割机，和同村另外五位农民一起，先到运城地区帮助

当地农民机收小麦，然后再返回老家收麦，利用麦熟时间差，率先搞起了“南征北战”，获得了可观的经

济收入（李斯华，200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陕西省农业厅开始推广跨区机收小麦这一农民自

发兴起的商业模式，虽然有了政府的引导，但操作过程中组织化程度较低、规模较小。

在经历了从无到有的摸索之后，农机手逐渐意识到跨区机收所蕴藏的巨大商机，随后的 1996-
1999年，迎来了井喷式的增长。随着政府对于农机跨区服务的支持和管理，市场运作也逐渐正规化，

这激发了越来越多的农机户参与到跨区服务的队伍中。小麦的农机服务开始出现跨省的规模，并覆

盖至全国，农忙时节出现了农机服务供不应求的现象，农机户通过参与跨区服务获得了丰厚的经济效

益。但是作业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乱象。例如地方保护主义、截机、拦机等现象层出不穷。

新世纪以来，农机跨区服务迎来了全面推进的阶段。2000年农业部颁发的《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

管理暂行办法》对农机跨区作业的组织管理、服务质量和信息服务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这标志着中国

的农机跨区服务进入了综合管理和全面发展的阶段。政府由过去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协调者转变为

监管者和信息发布者，而跨区服务的主体也由单一的农机大户变为组织化程度更高的农机合作社和

农机服务公司。

表2 2004-2014年中国主要粮食作物跨区机收面积与增长率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跨区机收小麦

面积（千公顷）

12011.5
11501.9
10718.6
11189.4
12339.8
13126.2
13556.0
14789.7
14161.8
14425.7
8376.3

增长率（%）

-4.2%
-6.8%
4.4%
10.3%
6.4%
3.3%
9.1%
-4.2%
1.9%

-41.9%

跨区机收水稻

面积（千公顷）

3046.7
3646.1
4288.7
4789.7
4872.7
5985.5
6180.0
6418.2
7425.4
7696.7
4884.5

增长率（%）

19.7%
17.6%
11.7%
1.7%
22.8%
3.2%
3.9%
15.7%
3.7%

-36.5%

跨区机收玉米

面积（千公顷）

85.4
187.7
206.7
406.6
680.9
989.6
1374.0
2238.5
2744.1
3250.9
3171.9

增长率（%）

119.8%
10.1%
96.7%
67.5%
45.3%
38.8%
62.9%
22.6%
18.5%
-2.4%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农业机械化年鉴》。

虽然农机跨区服务面积一直呈现稳步上升态势，但是增长点发生了变化。从作物类别来看，随着

农业结构的调整，小麦的播种面积不断下降，部分地区的小麦机收市场已经接近饱和，参加小麦机收

的收割机数量增长率开始回落。与此同时，水稻、玉米等其他物种成为跨区机收新的增长点（如表2所
示）。从生产环节来看，如图2所示，跨区机耕和机播增长速度较快，虽然这一时期机收依然占到总跨

区面积的一半以上，但增长速度放缓，2008-2013年年均增长率仅为7.4%。而这一时期跨区机播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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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机耕面积的年均增长率则分别达到12.3%和10.8%。

图2 2008-2014年中国农机跨区面积（单位：千公顷）

注：跨区机收为主坐标轴，跨区机耕和跨区机播为次坐标轴。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农业机械化年鉴》。

但自2014年，中国农机跨区服务面积出现了骤减，比2013年减少了约700万公顷（见表2），下降幅

度达 19%，机收面积下降了 32%，其中机收小麦、机收水稻、机收玉米同比分别下降 41.9%、36.5%和

2.4%。仇叶（2017）在调研中发现，由于农村中“熟人社会”的特征，内生性农机服务开始替代外地市场

占据主导地位，大范围的农机跨区服务市场萎缩，辐射空间变小。

（三）谷物产量和农机化水平的空间分布

再来看 2014年农机动力和谷物产量的空间分布，如图 3所示，谷物生产主要集中在粮食的主产

区，以河南、山东、黑龙江为龙头省份，而农业机械大省也主要集中在这些地区。同时可以发现，无论

是谷物产量还是农机化水平，都存在一定的空间正自相关性，即一个地区的数值越大（小），其周边地

区的相应数值也越大（小），这可能是因为地理、气候上的相似性和技术的外溢性。另外值得注意的

是，机械化水平高的区域，其周边的粮食产量也普遍较高，表明农机化水平可能不仅仅对本地区的粮

食生产有促进作用，还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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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a  2014 年中国各地区农业机械动力 图 3b  2014 年中国各地区谷物产量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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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中型和小型农业机械空间自相关性的差异

虽然农机动力整体上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但大型农机和小型农机在省级层面的空间自相关性是

不同的。小型农机的作业范围一般不超过村一级，而大型农机主要由农机户或者农机服务公司使用，

农用大中型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跨区、跨省作业的现象十分普遍，从而导致其空间范围内出现自相

关。图 4体现了 2001至 2014年间中国大中型和小型农用拖拉机动力值全局Moran’I指数的动态变

化。全局Moran’I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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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样本方差， ijω 为空间权重矩阵的（i,j）元素（用来度量区域 i与区域 j

之间的经济距离）①。Moran’I指数的取值介于-1到1之间，大于0表示空间正自相关，小于0表示空间

负自相关，接近于0表示空间分布是随机的。由图4可以看出，农用大中型拖拉机的空间正相关性较

高，Moran’I指数集中在0.02至0.05的区间范围，并显著为正，在08年后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而小

型拖拉机的空间相关性低，Moran’I指数大致分布于0.01左右，统计上不显著②，且自2011年后逐年递

减。两者的Moran’I指数在数值和趋势上的分化体现出中国农业机械化路径的特色，大中型农机跨区

服务的广泛存在导致了其在空间上显著的自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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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01-2014年农用大中型和小型拖拉机的Moran’I指数

①本文采用的空间权重矩阵为各个省的省会城市之间的经济距离的倒数，经济距离的计算使用Google map查询到

的两地的行车时间（精确到分钟）。经济距离是商品、服务、劳务、资本、信息和观念穿越空间的难易程度，体现了时

间和货币成本，是对市场准入和供给获得难易程度的有效衡量（Redding and Venables，2004）。以往研究大多采用

两地间的欧氏直线距离，将其倒数作为权重引入空间计量模型中。但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位置和质量、运输的

便利性可能会极大影响任何两个区域间的经济距离，尽管它们之间的数字距离可能相等（世界银行，2009）。因此，

采用欧氏直线距离作为空间权重也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偏误。选取区域间交通时间的倒数构造空间权重矩阵，突破

了常用设定方式（如0-1矩阵和两地直线距离矩阵等）的局限性。由于本文的交通时间计算基于实际距离，考虑了

实际道路的通勤效率，更接近经济距离，因而使本文的空间计量分析比以往研究的估计结果更加准确。

②实际上，除 2001年外，历年农用大中型拖拉机的动力值的Moran’I指数均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除

2014年外，历年小型拖拉机的动力值的Moran’I指数仅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2014年的p值为0.11。

32



2018年第2 期 总第75期

基于以上分析可得，农机化水平在空间上的自相关性主要是由大中型农机所引致的。为了探究

农机化水平是否对谷物产量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可以首先观察二者的Moran散点图是否具有相似性。

Moran散点图的每个点代表一个地区，纵轴为某变量标准化后的局部Moran’s I指数，横轴为该变量标

准化后的数值。可以用来检测同一指标在不同地区的空间相关性，从而度量空间单元属性值的集聚

程度和溢出效应。类似于全局Moran’s I指数，局部Moran’s I指数取值范围是-1到1之间。

以2014年谷物产量的Moran’s I散点图为例，散点位于第一象限表明谷物产量高的地区其周边区

域粮食产量也高，第二象限表明谷物产量低的地区被谷物产量高的地区包围，第三象限表明谷物产量

低的地区其周边区域谷物产量也低，第四象限表明谷物产量高的地区被粮食产量低的地区包围。由

图5可知，谷物产量和农业机械动力水平的Moran’s I散点图极为相似，4个象限均有散点分布，并以第

二、三象限为主，位于第一象限的数目最少。一方面，这种相似性说明农机化水平与谷物产量之间存

在空间上的某种关联；另一方面，Moran’s I散点大多分布在第二象限，即农机化水平低的地区其周边

地区的农机化水平反而可能更高，这说明农机存在空间上的竞争性，即一个地区的农机化水平高，会

增加对其周边地区农机服务的供应，从而降低这些地区的农业机械存量，相反，若该区的农机化水平

低，会增加对其周边地区农机服务的需求，增加这些地区的农业机械存量。但拟合线斜率为正表示两

类指标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正自相关性①，这与图3的直观印象是相吻合的。

图 5a  2014年谷物产量的Moran散点图 图 5b  2014年大中型农用拖拉机动力的

Moran 散点图

图5a 2014年谷物产量的Moran散点图 图5b 2014年大中型农用拖拉机动力的Moran散点图

四、计量分析：来自全国数据和省级数据的矛盾

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农村人口呈现老龄化和妇女化的背景下，我国粮食产量却自 2003-
2015年间实现了“十二连增”，农业机械化的迅速发展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Yang et al，2013）。农

业机械化对粮食产量的正向影响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1）在种粮劳动力短缺的条件下，农业机械成为

了必不可少的种粮生产要素，避免了劳动力减少对于粮食产量的负向影响；（2）减少了生产环节由于

人工操作而带来的无效率损失，根据安徽等地的农机管理部门的对比试验，手动收割小麦、水稻一般

①实际上，标准化后的 2014年各地区大中型农用拖拉机动力值和其Moran’s I指数的

相关系数为 0.31，并在 10%的显著性条件下显著；标准化后的 2014年各地区谷物产量

和Moran’s I的相关系数为 0.27，但在 10%的显著性条件下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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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经历收割、捆绑、装运、碾打和清选等五道程序，自然损失率为10%-12%，而联合收割机能将五道工

序一次完成，损失率在3%左右。按照比手工收获减少总损失8%测算，2013年单单小麦和稻谷的跨区

机收环节就可以为农户增加143亿千克粮食的收益；（3）粮食生产各个环节对时令有着严格的要求，农

机化减少了由于人工效率低而引发的错失时令的风险。

基于我国粮食生产过程中农业机械的重要地位，本节提出假说一：利用全国数据，农机化水平对

粮食产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但是我国的农业机械化经历了特殊的发展路径。机收的跨区服务面积占总机收面积的一半以

上，并且大范围的跨省农机服务占据了很大比重。地区之间的大型农业机械储备是十分不平衡的，某

些地区组建了大规模的跨区机收队伍，成立了专门的合作社，而某些地区没有大型农机储备，粮食生

产各个环节的机械化均靠购买农机服务实现。依据《中国农业机械化年鉴》的统计口径描述，农业机

械动力的归属地依照农机的归属地。比如江苏省的跨区农机队在四川省完成水稻的机收服务，产生

的农机动力被统计到江苏省，但粮食产量被统计至四川省。做一个比较极端的假设，从统计数据来

看，即使四川省农机动力值为0，粮食生产中依然可以依赖外省的农机动力输出实现增产，所以一个省

的农机动力和该省的粮食产量并没有显著的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本节提出假说二：利用省级数据，农机化水平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不显著。

为了验证以上两个假说，本节构建Cobb-Douglas形式的生产函数，假说一需要采用面板的回归方

法，假说二需要采用时间序列的回归方法，基本的计量模型为：

itit4it3it2it10it εlnlaborαlnlandαlnfαlnmααlnp +++++= …………………………（1）
其中，lnpit表示在 t年，i区域的谷物①产量的自然对数，是本节的因变量。lnmit是自变量，代表投入

于谷物生产的农业机械总动力的自然对数，用于衡量谷物生产过程中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水平。另外，

选取影响谷物产量的劳动力数量（labor）、化肥施用量（f）和谷物播种面积（land）作为控制变量②。εit表

示服从独立同分布的误差项，均值为0，方差为s ；

同时，考虑到技术进步等因素和各个地区的资源禀赋、农业生产方式的差异，有必要在控制个体

效应的同时也控制时间效应，模型中加入时间趋势变量T和个体效应μi，得到：

itiit4it3it2it10it εμφTlnlaborαlnlandαlnfαlnmααlnp +++++++= ……………（2）

①由中国统计年鉴的分类标准，谷物包括小麦、稻谷和玉米，是中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种类。本

文之所以采用谷物而并非粮食的口径，主要是因为在中国，粮食作物下划三个大类：谷物、豆类

和薯类，农业机械主要是应用于谷物类的生产、收割环节，而豆类和薯类的生产环节机械化程度

低，所以农机跨区服务的对象主要是谷物，采用谷物的各类指标作为本文的研究范畴更加贴近实

际生产。

②由于各类宏观数据库均没有省级的专门投入于谷物生产的劳动力、农业机械和化肥使用量的

指标（实际上由于家庭农业生产活动的多样性，这类数据也无法采集），本文参考 Lin（1992）和李

宁等（2017）的做法，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laborit=cvit/avit*alit，其中，cvit为 i地区第 t年的谷物产

值（按当年价格计算），avit为 i地区第 t年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alit为 i地区第

t 年的农林牧渔业劳动人口；mit=(cvit/avit)*tpamit，tpamit 为 i 地区第 t 年的农业机械总动力；fit=
(cvit/crvit)*cfit，crvit为第 i地区第 t年的种植业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cfit为 i地区第 t年的化肥

使用量。由此大致估算出各个指标的数值。全国数据也采用同样的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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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由于大规模的跨省农机服务是新世

纪后才开始出现的，结合数据可得性，搜集了全国31个省、地区、直辖市2001-2014年的面板数据以及

1978-2014年的全国数据。

对省级面板数据的处理，首先检验其平稳性，Hadri LM面板单位根检验和协整秩迹检验的结果表

明，各变量均存在一阶单整过程，但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所以可以不对变量进行差分处理。首先考虑

既没有时间趋势也没有个体效应的混合回归，利用稳健最小二乘回归得到回归结果（1）；进而考虑个

体时间效应模型，通过固定效应①和可行广义最小二乘（FGLS）的方法分别得到回归结果（2）和（3）。
由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如果不控制时间趋势和个体效应，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为

负，这显然不符合常识。说明模型可能遗漏重要信息，事实上，在个体时间效应模型中，地区虚拟变量

和时间虚拟变量的联合F检验均不为0，说明生产函数在时间和空间维度都存在显著差异，对其进行控

制是必要的。2）播种面积和化肥施用量在各类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说明土地和化肥依然是粮食生产

中重要的投入要素；近些年来我国谷物播种面积的持续下降对粮食安全构成一定威胁；3）农用机械在

混合回归中并不显著，这表明虽然总体来看田间农机数量上升很快，但是单纯从数字上来看，农机发

展迅速的省份谷物产出量增长速度不一定快。

表3 省级数据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Ln（机械总动力）

Ln（化肥）

Ln（播种面积）

Ln（劳动力）

Regional dummy
Time trend
Adjusted R2

RHO

混合回归

（1）
系数

0.029
0.275***
0.804***
-0.119***

No
No

0.982

标准误

0.021
0.063
0.051
0.020

个体时间效应模型

（2）
系数

0.026
0.073***
0.863***

0.048
Yes
Yes

0.978
0.900

标准误

0.032
0.025
0.050
0.047

（3）
系数

-0.0004
0.277***
0.793***
-0.082***

Yes
Yes

0.977
0.878

标准误

0.017
0.026
0.037
0.018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Adjusted R2值表明，在FE和FGLS对数据的拟合效果均很好，考虑到截面相关性和组间异方差的

存在，本文采用上表中模型三的结果解释。在模型三中，代表农业机械化水平系数为负，但是不显

著。表明在其他因素相同时，一个地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并不会显著影响当地的粮食产量。劳动力的

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如果不考虑到农业机械化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甚至为负，这

一方面可能与谷物生产领域劳动力数量测算的误差有关，另一方面证明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广泛

存在，部分地区虽然劳动力充裕，但效率低，导致劳动力对于粮食产量造成了负面影响。

对全国时间序列数据的处理，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均存在一阶单整，但最大特征值检

验表明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故采用EG-ADF两步法直接回归，回归方程不包括时间趋势项得到回归

①在 Sargan-Hansen检验中，统计量显著不为 0，说明μit与自变量相关，应采用FE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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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4），包括时间趋势项得到回归结果（5）。如表4所示，Adjusted R2值表明模型五的拟合效果更好，

反映出谷物生产函数的动态变化，应考虑时间趋势。参考模型五的回归结果，首先农机动力值在5%的

条件下显著，表明全国范围内看农机是谷物的重要生产要素，播种面积的弹性系数大于1，表明土地的

规模效应，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耕地细碎化程度严重。此外劳动力不显著，说明剩余劳动力存在的普

遍性。

表4 全国数据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Ln（机械总动力）

Ln（化肥）

Ln（播种面积）

Ln（劳动力）

Time trend
Adjusted R2

（4）
系数

0.041
0.316***
1.210***

0.038
No

0.973

标准误

0.091
0.061
0.130
0.097

（5）
系数

0.258**
0.434***
1.110***
-0.106

Yes
0.977

标准误

0.122
0.074
0.128
0.107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基于以上实证结果，本文验证了假设一和假设二，即使用全国数据和省级数据所得出的矛盾结

论。本文进一步假设，这种显著性上的矛盾来自于大范围的跨省农机服务，并且形成了省级范围内农

业机械对粮食产出的空间溢出效应。高鸣和宋洪远（2014）认为中国各省区的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存在

空间收敛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机跨区作业。进一步，他们认为农机跨区作业可以将先进的

农机技术推广到其他行政区域，使得其成为技术溢出的一种途径和工具。因此，农业机械的跨区作业

已经成为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重要模式。农业机械跨区作业不仅使农业产业实现了专业化分工，

产生了规模效应，并且通过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在不同区域之间产生了空间溢出效应。

五、空间计量分析

从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农业机械化水平和谷物产出之间的空间自相关性相似，农业机械化水平可

能对谷物产出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为了探究这种空间溢出效应是否显著，在空间范围内的分布规律，

以及大型农业机械和小型农业机械在空间溢出效应上的差异，本节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实证

分析验证农业机械发展对粮食产出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

（一）基本模型设定与估计

首先为了将空间变量引入计量模型中，本文采用LeSage和Pace（2009）构建的一个相比空间滞后

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更一般的空间面板模型——空间Durbin模型。该模型同时包含空间滞后的内生

变量和外生变量，是一个捕捉不同类型空间溢出效应的合适框架模型（Beer and Riedl，2012）。它具有

如下优点：一是无论真实的数据生成过程是空间滞后模式还是空间误差模式，其都能保证模型系数的

无偏估计；二是其对潜在空间溢出效应的规模没有提前施加任何限制（参见Elhorst，2010）。
本文将谷物生产函数的空间面板Durbin模型设定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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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方程（1）， itlnp 代表 t年度 i地区谷物产量的自然对数， itlnm 代表各省投入于谷物生产的

农业机械总动力的自然对数，用于衡量谷物生产过程中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水平。另外，选取影响谷物

产量的劳动力数量（labor）、化肥施用量（f）和谷物播种面积（land）作为控制变量。各变量的计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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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3）将农业机械动力做为一个整体带入空间计量回归方程中，而忽略了大型和小型农业机械

在对谷物产出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上的不同。为了研究二者的差异性，构建计量方程（4），表

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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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tlnlm 和 itlnsm 是自变量，分别代表 i地区 t年份投入于谷物生产的农用大中型拖拉机和小

型拖拉机动力的自然对数，用于衡量各省投入谷物生产的大型农机和小型农机的发展水平②。其余变

量的经济意义均与方程（3）相同。

本节的原始数据来源于2002-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机械化

年鉴》。采用该区间的数据是因为：（1）此时间段为农业机械跨区服务兴起的阶段，而农机跨区服务是

引致农机对谷物产量空间溢出效应的现实基础；（2）此时间段为我国农业机械大型化发展阶段，因而

可以更好地捕捉到大型农机和小型农机空间溢出效应的差异。

在空间面板Durbin模型中，解释变量中包括被解释变量的变形，违反了传统计量模型中关于解释

变量严格外生性的假设，因此采用普通最小二乘估计（OLS）方法得到的结果是有偏且不一致的。为

此，本文根据Lee和Yu（2010）的建议，采取极大似然估计（MLE）对回归方程（3）和（4）进行参数估计。

通过Hausman检验确定使用个体固定效应形式③，回归结果见表5。
①该处ωit的计算参考前文计算Moran’I时的方法，采用的是两地经济距离的倒数。

②mit和 smit的估算方法同样参照 Lin（1992）和李宁等（2017），lmit=(cvit/avit)*tpalmit，tpalmit为 i地区

第 t年的农用大中型拖拉机动力，smit=(cvit/avit)*tpasmit，tpasmit为 i地区第 t年的小型拖拉机动力。

③本文分别采用了随机效应、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时间双固定效应进行回归，其中个

体固定效应为最优，为节约篇幅，这里仅报告了个体固定效应的结果。如对其他结果感兴趣，可向作

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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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方程（3）和（4）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Ln（机械总动力）

Ln（大中型拖拉机动力）

Ln（小型拖拉机动力）

Ln（化肥）

Ln（播种面积）

Ln（劳动力）

*Ln（机械总动力）

*Ln（大中型拖拉机动力）

*Ln（小型拖拉机动力）

R2

sigma2
rho
观测值

方程（3）
系数

0.109***

0.066***
0.845***
-0.042***

0.045

0.654
0.003***
8.437***

434

标准误

0.016

0.016
0.037
0.016
0.062

方程（4）
系数

0.035***
-0.010

0.099***
0.804***
0.062***

0.096***
0.008

0.914
0.003***
3.029
434

标准误

0.007
0.010
0.016
0.037
0.016

0.025
0.049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从方程（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影响本地谷物产量（lnpit）的主要影响因素后，用于测度

lnpit空间效应的空间滞后系数 rho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周边

省份谷物产量加权值每提升1%，本地谷物产量提升约8.4%。测度农机化空间溢出效应的回归参数β1

的 t值仅为0.73，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将农机化水平作为一个整体无法检测出其对谷物产量显

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这一结论与伍骏骞等（2017）年的实证结果相反，原因可能是他们的模型中没有加

入劳动力变量，也没有对数据进行口径上的处理。另外在方程（3）中，劳动力的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

着农业劳动力对谷物产出造成了负面影响，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因而有必要将大型农机和小型农

机加以区分。

方程（4）的回归结果表明：第一，在考虑到谷物生产中大型农机和小型农机的功能性差异后，模型

的拟合度显著提升，达到0.914，总体回归的可信度提升；第二，rho系数不再显著，即谷物产量的空间自

相关性消失，结合此模型中β1系数的显著性和方程（3）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谷物产量在空间上的自相

关性其实是由于大型农业机械化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所引致的。该结论也与高鸣和宋洪远（2014）结

论一致，他们认为粮食生产的技术效率在空间存在收敛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机的跨区作业；

第三，β1、β2的方向和显著性符合理论预期，验证了农业机械化水平对谷物产量的确存在显著的空间溢

出效应，并且是通过大型农机化水平实现的，小型农机的发展水平并没有这种空间溢出效应；第四，α1

和α2的方向和显著性符合理论预期，表明真正影响谷物产出的是农业大型机械，小型拖拉机等小型农

业机械更多的是扮演交通工具的作用，而并非直接作用于农业生产；第五，劳动力的弹性系数α5显著

为正，从而更进一步验证了回归方程（4）相对于（3）的合理性。

但是，空间Durbin模型的估计参数并不是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的大小，需要通过求解偏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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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求解（Lesage and Pace，2009；Elhorst，2010）。参照伍骏骞等（2017）的做法，进一步估计出各变量的

直接影响、空间溢出效应和总效应，如表6所示。

表6 方程（4）中解释变量直接影响、溢出效应和总体效应的计算结果

解释变量

Ln（大中型拖拉机动力）

Ln（小型拖拉机动力）

Ln（化肥）

Ln（播种面积）

Ln（劳动力）

直接影响

0.036***
-0.010

0.099***
0.809***
0.063***

标准误

0.008
0.011
0.014
0.035
0.019

空间溢出效应

0.082***
0.004
0.011
0.095
0.007

标准误

0.011
0.040
0.010
0.080
0.006

总体效应

0.117***
-0.006

0.110***
0.904***
0.070***

标准误

0.011
0.040
0.018
0.086
0.021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由表6的结果可得：第一，在直接影响方面，除小型农机之外，其余变量均显著为正，这与回归方程

的结论是一致的。在我国，土地依然是谷物生产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弹性约为0.81，农用大中型拖拉

机动力的弹性为0.036，表明大型农机化水平每上升1%，可提高本地谷物产量0.036%。将各生产要素

的直接影响系数相加得0.997，这表明如果不考虑空间溢出效应，我国谷物生产大致处在规模报酬不变

的阶段。第二，在空间溢出效应方面，只有农用大中型拖拉机动力是显著的，这也是与实际相符的，其

他的生产要素不存在跨区服务的现象，自然不存在空间溢出性。从系数的大小来看，农用大中型拖拉

机动力的空间溢出弹性达到了0.082，是其直接效应弹性的2.3倍，这表明，在中国，大型农机对于谷物

的产出贡献主要体现在其空间溢出效应上，大型农机的服务对象不仅是本省，更为主要的是周边省

份。第三，将总体效应中的系数相加得1.195，并显著大于1，这表明，在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后，我国谷

物生产实际处在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也用从侧面证明了罗必良（2017）提出的由土地规模化向服务

规模化的转变的存在性和合理性。

（二）空间溢出效应的空间分布规律

上述是从总体上探究农业机械化对于谷物产出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实现方式，那么，农业机械化

空间溢出效应的空间范围到底有多大呢？地理学第一定律认为任何事物之间均相关，离的较近事物

总比离的较远的事物相关性要高（Tobler，1970）。实际上，由于运输费用或交易费用的存在，农业机械

作业也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的强弱之分，距离越远，农机跨区作业的成本越大、不确定性因素越多，农机

化的溢出效应越弱，直至这种溢出效应几乎为零。为了研究其在空间上的分布规律，分别构建方程

（5）和方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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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4）和方程（5）、（6）的区别在于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 ijj 和 ijf 可由以下公式得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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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f ………………（7）

利用回归方程（5）可以测算空间溢出效应在经济距离为半天之内的数值，利用回归方程（6）可以

测算溢出效应在经济距离为一天之内的数值。

表 7列出了方程（4）、（5）、（6）中农用大中型拖拉机动力的直接影响、空间溢出效应和总体效应。

由此可得如下结论：第一，将空间权重矩阵调整为经济距离为半天之内（ ijj ）和一天之内（ ijf ）的形式

并不影响农用大中型拖拉机动力的直接影响、空间溢出效应和总体效应的显著性；第二，从影响数值

的大小来看，三个模型的总体效应接近，在0.110-0.117之间变动，但在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上的

分布不同。权重矩阵所包含的范围越广，空间溢出效应占比越大，但变化幅度均匀，这与现实发生的

全国大范围农机跨区作业是相符合的。Yang et al.（2013）的调研发现，江苏省农机户的跨区机收服务

北至黑龙江、南至广西、西至四川，纵横中国的大江南北，这种空间溢出的范围是非常大的，并不会随

着地理距离的扩大而迅速消逝。半天之内辐射区域的空间溢出效应为0.056，占全部空间溢出效应的

68.3%，一天之内辐射区域的空间溢出效应为0.070，占全部空间溢出效应的85.4%。这意味着约15%
的空间溢出效应可以辐射到经济距离为一天之外的区域。

表7 空间维度的估计结果

模型

方程（4）
（基准模型）

方程（5）
（半天之内）

方程（6）
（一天之内）

直接影响

0.036***
（0.008）
0.054***
（0.007）
0.044***
（0.008）

空间溢出效应

0.082***
（0.011）
0.056***
（0.008）
0.070***
（0.011）

总体效应

0.117***
（0.011）
0.110***
（0.010）
0.114***
（0.011）

R2

0.914

0.855

0.875

rho

3.029

0.143*

0.189*

sigma2

0.003***

0.003***

0.003***

注：***、**、*和分别代表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三）跨经纬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我国幅员辽阔，区域间的谷物生产周期差异性明显，这就为农机跨区服务创造了时间差。从实际

出发，农机化水平对谷物产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在跨经度和跨纬度有所不同，跨纬度的溢出效应比跨经

度的溢出效应要明显。原因在于谷物生产对时令要求较高，不能错过了各个生产环节的最佳时机。所

以只有相同生产环节有足够时间差的地区之间，农机跨区服务才能开展。所以，这种跨区服务通常跨

纬度而行，因为处于同一纬度的地区耕种收的时间点大体相同，农机无法分身两地进行跨区作业，而纬

度不同的地区之间谷物生产环节有时间间隔，农机在对一地完成作业后，有充足时间转移至另一地。

①由于本文采用的是经济距离的倒数，半天为 720分钟，一天为 1440分钟，所以半天之内是

指行车时间不超过 720分钟所能到达的地区，大致是北京到上海的经济距离；一天之内是指

行车时间不超过 1440分钟所能达到的地区，大致是北京到广西南宁的经济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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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位于同一经度的典型省份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Ln（大中型拖拉机动力）

Ln（小型拖拉机动力）

R2

Sigma2
rho

直接影响

0.024
-0.076**

0.994
0.003***
-0.040

标准误

0.019
0.031

空间溢出效应

0.093***
0.113

标准误

0.027
0.072

总体效应

0.117***
0.037

标准误

0.028
0.081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表9 位于同一纬度的典型省份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Ln（大中型拖拉机动力）

Ln（小型拖拉机动力）

R2

sigma2
rho

直接影响

-0.016
-0.031

0.418
0.001***
0.031**

标准误

0.019
0.041

空间溢出效应

-0.042
0.001

标准误

0.052
0.112

总体效应

-0.058
-0.029

标准误

0.070
0.147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因此，本文选取了我国地理分布上大致位于同一经度和同一纬度的谷物生产典型省份，具体为：

同一经度的省份有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和广东；同一纬度的省份有江苏、安徽、

湖北、重庆。空间Durbin模型的形式和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参照主模型。由此，分别对处于同一经度

和同一纬度的省份做空间计量回归估计得出模型十和模型十一，结果参见表8和表9。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处于同一经度的省份之间，农用大中型机械动力对谷物产量的空间溢出效应

十分显著，占到其总效应的79.5%，而对本地谷物产量的直接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从而进一步验证了

我国大型农业机械主要用于跨区服务的论点。处于同一纬度的省份之间，农用大中型机械动力对谷

物产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这也与我国农机跨区作业南北而行的事实相符。

（四）时间维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为了研究农机化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随时间的变化趋势，本文将研究区间分成三个时间段，分别

为2001-2005年、2006-2010年以及2011-2014年，采用公式（4）对各自区间样本进行空间计量回归，回

归结果如表10所示：

表10 时间维度空间溢出效应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Ln（大中型拖拉机动力）

Ln（小型拖拉机动力）

R2

sigma2
rho

2001-2005年

空间溢出效应

0.049*
0.028

0.860
0.002***

0.150

标准误

0.029
0.041

2006-2010年

空间溢出效应

0.089**
0.060

0.879
0.001***

0.201

标准误

0.038
0.140

2011-2014年

空间溢出效应

0.227***
0.166*

0.737
0.001***

0.224

标准误

0.081
0.085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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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估计系数的大小来看，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出递增的趋势，2001-2005年仅为0.049，而2011-2014
年达到 0.227，从显著性来看，三个阶段分别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条件下显著。这表明，2001-
2005年间，虽然农机跨区作业初具规模，但还不足以在省级范围产生显著性的空间溢出效应，新世纪

以来，中国的农机服务市场由期初的混乱走向成熟，组织化程度进一步加强，农机合作社、农机公司成

为农机跨区服务的主力军，大规模的农机跨区服务成为农户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主流方式，深刻影响了

种粮农户的生产方式，从而产生了越来越大、越来越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伍骏骞等（2017）的实证结

论也表明，由于农机跨区服务自新世纪才开始壮大，1999年之前农机化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甚至

在1989-1998年间显著为负。时间维度的分析结果同我国农机跨区作业发展历史的事实相符。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首先从利用省级数据和全国数据所得出的矛盾性回归结果入手，认为之所以产生这种矛盾

是因为大范围的农机跨省服务。在谷物生产中，因为种粮劳动力的流失和农业机械对劳动力的有效

替代，全国范围内看，农业机械化对谷物生产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但是一省的农业机械化水平不仅

对当地的谷物产出产生正向影响，而且可以辐射到周边地区，所以如果不考虑空间溢出性，利用省级

数据无法观测到农业机械化对于谷物产出的显著性作用。

这一矛盾性的结论引导笔者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这种空间溢出效应的显著性以及

空间分布规律，得出的主要结论有：

第一，农业机械化水平对谷物产量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其他区域的农业机械发展水平对当

地谷物产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空间溢出效应是通过大中型农机的跨区服务产生的，小型农机

不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这一结论证明我国大范围的农机跨省服务已经成为农业机械化的重要实现

途径，以农机服务组织为代表的各类农业生产性服务主体正在重新定义我国农业生产方式，这是农业

分工的表现形式。

第二，农机化的空间溢出效应随着地理范围的扩大而增强，经济距离半天之内的地区空间溢出效

应占比为68.3%，一天之内的地区空间溢出效应占比为85.4%。这一结论说明我国的农机跨区服务辐

射范围非常广，从而空间溢出效应的范围很大，并不会随着地理距离的扩大而迅速消逝，这是同我国

实际发生的横跨南北的农机服务的现实相吻合的。

第三，从空间范围来看，农机化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纬度不同的区域，农业机械发展

水平在同一纬度区域之间的溢出效应不显著，契合了中国农业机械跨纬度作业的现实情况。

第四，从时间范围来看，2001-2014年间，农机化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其

中2011-2014年空间溢出效应是2001-2005年的4.6倍，且显著性大幅增加。这契合了新世纪来农机

跨区服务规模不断壮大、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发展趋势。

不足之处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第一，本文在定量研究农机跨区服务所引致的农机化水平对谷物产出的空间溢出效应时，因为数

据的限制，特指农机的跨省服务。而普遍存在的省内农机跨区服务所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则不能被

本研究捕捉。更加微观的空间溢出性需要市、县级的数据和空间权重矩阵来进行定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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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由于农机跨区服务是快速城镇化和土地细碎化背景下的时代产物，在未来土地流转加速、

农地经营规模持续扩大成为不可逆转之发展趋势的条件下，农机跨区服务将会受到怎样的冲击，而由

其所引致的空间溢出效应是否会消退，则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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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有益于农民增收吗？**

——来自江苏沭阳的证据

曾亿武① 郭红东② 金松青③

摘要：本文利用江苏省沭阳县 1009个花木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电子

商务采纳对农户农业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电子商务采纳能够对农户农业收入产生显著的

促进作用，利润率和销量的提升构成增收效应的来源机制；与此同时，电子商务加剧了农户内部的

收入不平等程度，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内的资本禀赋状况是导致电商农户增收差

异的重要因素。政府应继续缩小互联网接入可及性差异，为更多地区的农户创造良好的电子商务

创业环境，同时要有意识为贫困地区和弱势农户进行政策倾斜。

关键词：数字鸿沟；数字红利；信息沟通技术；电子商务；农民收入

中图分类号：F304.3 F328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伴随信息沟通技术的不断发展，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城市与农村之间、贫富阶层之间会划下

一道更加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还是大多数生产者尤其是农村地区和传统产业中的

小农能够在信息沟通技术的帮助下分享到数字红利（digital dividends）？对于这一问题，学界一直存

在较大的争议。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小农难以分享数字红利的原因可归结为两点：一是信息技术

基础设施的可接入机会欠缺；另一是信息技术的使用能力不足（DiMaggio et al.，2004）。即便随着发

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手机和互联网等信息沟通技术逐渐得到普及和应用，Britz and Blignaut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淘宝村形成机理及其‘三农’影响效应研究”（编号：

71673244）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学科群项目“农业产业组织体系与农民合作社发展：

以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为中心的农业产业组织体系创新与优化研究”（编号：71333011）的阶

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但笔者文责自负

①曾亿武，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博士生；

②郭红东，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导；

③金松青，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浙江省千人计划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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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DiMaggio and Hargittai（2001）和Bonfadelli（2002）等人坚持认为，信息沟通技术只会对受教育

程度和收入水平高的富裕阶层有利，并会造成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另有

学者使用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调查数据证明，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对增加农产品市场销量、提高农产

品销售价格和改善农民的福利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例如 Jensen，2007；许竹青等，2013；Burga and
Barreto，2014；Shimamoto et al.，2015）；但也有个别学者的研究没有得到与上述一致的结论，他们发现

信息沟通技术未必能够给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带来显著的积极影响（例如Molony，2008；Futch and Mc⁃
Intosh，2009；Fafchamps and Minten，2012）。

近年来，随着农村交通和网络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互联网普及率和网民规模快速增长，物流快递

配送体系不断往农村地区蔓延辐射以及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的兴起，中国农业电子商务迎来了蓬勃

发展的态势（曾亿武等，2016）。在部分农村地区，电子商务广泛地与当地特色农业产业和农户有机

融合，催生了一批主营大闸蟹、山核桃、花木、蜂蜜、苹果等农产品的电子商务专业村，由于农户主要

以淘宝网为交易平台，这些专业村常被称为“淘宝村”。部分地区的淘宝村甚至实现连片发展，产生

了“淘宝村集群”的现象。中国农村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本质上就是数字红利往“三农”领域的扩散

过程，淘宝村的出现是这一过程的典型产物和生动证据。本文试图为发展中国家小农的数字红利问

题提供一个电子商务发展视角的理论考察以及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即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

江苏省沭阳县 1009个花木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研究电子商务采纳对农

户农业收入的影响效应。这既是对手机和互联网使用效应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又有助于加深对农户

采纳视角下电子商务发展效应的理解和认识，同时拓展了农业与农村电子商务领域农户微观视角的

定量研究，并为中国农业和农村电子商务的深化发展提供依据和启示。

二、理论分析

（一）电子商务采纳的增收效应：群体平均效应

在经济学看来，农民是理性且精于计算的，他们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并对价格的变化或潜在的

赢利机会有着迅速而正确的反应（Schultz，1964）。农村电子商务兴起的经济本质在于实现了消费者

和农民网商之间的双赢。当采纳电子商务的净收益大于传统销售方式的净收益时，农户便会选择采

纳电子商务。归纳起来，电子商务采纳促进农户增收的逻辑在于以下两方面：

第一，电子商务有助于提升农户的利润率。在传统的中间商收购模式下，农产品交易的中间环

节多，加上中间商可以利用信息和区位的垄断优势，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抬高销售价格，获取高额

利润，使农户和消费者利益受损。电子商务市场通过直接匹配买卖双方，使中间商从分销渠道中被

排除（Bakos，1998）。对于农户而言，采纳电子商务可以有效填补信息和渠道上的短板，改善自身的

市场地位，摆脱被中间商低价收购的命运，获得比原来更高的利润率。另外，传统的商业环境受到地

域限制，信息比较分散和不充分，信息传递的滞后性、失真性情况严重，这不但无法给农户生产提供

指导，有时反而会产生误导，甚至会加速滞销问题的产生，而供给过剩是导致农户利润率低下的经常

性因素。电子商务的出现使大量买家和卖家可以突破时空限制，集聚在虚拟的平台上，进而产生各

种即时信息和过往记录，形成大数据。电子商务有助于提升网商搜集和利用信息的能力，更好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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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Baorakis et al.，2002）。电子商务还促进实现以销定产，例如，有的地区通过开展农产品网上预

售活动，拉长了农产品的销售周期，提前获得农业生产投入所需的资金，并根据预售的情况制定生产

计划，避免了盲目生产、过度供给及其引发的低价贱卖情况的发生。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根据施振荣

（1996）提出的“微笑曲线”理论，生产制造位于曲线中间的最低端，附加值和利润率最低，而研发设计

和营销服务分别位于曲线左右两端，附加值和利润率高得多，农户通过采纳电子商务实现营销和售

后服务内部化，有助于提升其产品的附加值和利润率。

第二，电子商务有助于提升农户的产品销量。众多研究表明，电子商务能够促进采纳主体扩大

其市场份额、发掘潜在的客户，以及开发新的市场（Fraser et al.，2000；Baourakis et al.，2002；Mon⁃
tealegre et al.，2007）。对于农户，在传统的中间商收购模式下，假定其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是P0，单位

流通成本是C，农产品市场价格是Pm，对应的市场需求数量是Q，则有Pm=P0+C；而C又是流通环节数

量 I的递增函数，即C=C（I），且 ∂ C（I）/ ∂ I＞O。因此Pm=P（I），且 ∂ P（I）/ ∂ I＞O，对于需求曲线而言，

存在 ∂ Q（P）/ ∂ P＜O，则 ∂ Q/ ∂ I＜O。也就是说，给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电子商务通过减少流

通环节、降低流通成本，能够提高农产品的市场需求量。电子商务还有助于降低信息搜寻成本，促进

解决信息不对称（Varian et al.，2004）。从消费者的角度看，电子商务有助于使更多消费者获取到产

品信息从而成为新增的购买群体或者让原本知道产品却不知何处购买的消费者的购买愿望成为现

实，进而扩大产品的市场需求量。此外，在传统的农产品流通模式中，农户与消费者通常是分离的，

很多时候农户不知道自己生产的农产品最终卖到谁的手里，消费者购买的产品也不知道是哪个农户

生产的，而电子商务可以实现农户和消费者之间的一对一互动。在反复的互动中，消费者可以了解

到农户的生产过程、故事、理念和价值观等方面的信息，从而形成认同、信任和黏性，这既能提升消费

者的回购率，又能促进消费者将产品推介给更多的消费者。

虽然在现实中，并非每个农户都适合电商创业，也并非每个参与电商创业的农户就一定能够取

得成功，但从整个农民群体的角度讲，他们在行为努力上具有与其他任何社会群体、任何社会阶层同

样的人性和能力，即追求并实现利益最大化。从群体平均效应的角度来看，给定其他因素不变的条

件下，电子商务采纳能够对农户农业收入产生正向作用。

（二）电子商务采纳的增收效应：群体内部差异

现实中，农户之间的异质性是毋庸置疑的。根据邱泽奇等（2016）的观点，这些异质性在转化成

为“互联网资本”之后，会在网络市场规模的乘数效应和人气口碑传播的循环累积作用下，催生出农

户之间的数字红利差异。本文认为，资本禀赋是农户异质性因素的重要方面。由于资本禀赋因素的

作用，农户对于数字红利的分享不会是同质、等量的状态，农民内部出现电子商务采纳增收差异现象

具有必然性，并导致农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结果。社会实践理论认为，资本是一组可被使用的资源和

权力，资本状况会影响个体的实践活动和行为选择（Bourdieu，1986）。电商创业作为农户的一项实践

活动，其经营过程中的决策、行为及绩效同样会受到资本禀赋的影响。在本文，资本禀赋具体指农民

网商个人及其家庭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的总和。进一步地，按照资本的表现形态，本文将资本禀赋

划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基本类型。

物质资本是最基础的资本禀赋，在这里，具体指农民网商及其家庭拥有的有形物资。学者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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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表明，家庭耕地、经营支出等物质资本因素对农户内部的收入差距有正向影响，例如，冯振东、惠宁

（2010）经调查发现，物质资本是拉开农民收入差距的间接力量；Wan and Zhou（2005）的研究表明，物

质资本对中国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正在快速提高。对于电子商务的实施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农

户所需的物质投入呈递增趋势：在农村电商早期发展阶段，开网店的农户尚且不多，电商创业的门槛

较低，所需投入的资金还不大；随着网商队伍的壮大，线上竞争日益激烈，农户在网店装修、宝贝展

示、广告促销、客户服务以及线下产品供应管理等方面需要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邵占鹏，2017）。拥

有丰富物质资本的农户可以在激烈的电商市场竞争中保持良好的主动权和抗压力，在应对同质化竞

争的问题上也会具有更好的转型条件。相反，随着电商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在“水涨船高”的网络营

销费用以及差异化经营需要的双重压力下，部分物质资本匮乏的农户可能会丧失电商创业的积极性

和信心。综上，农户物质资本越丰富，其电子商务采纳增收效应越大。

人力资本是蕴藏在劳动者体内的体力、知识和技能的总和。众多学者的研究已表明，人力资本

是影响农户收入增长与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例如高梦滔、姚洋，2006；Fleisher et al.，
2010）。健康投资是其他人力资本投资的前提，农户的健康程度决定了其工作的体力，而体力又是智

力或精神活动的基础。只有拥有健康体魄，农户才能成就持续良好的工作绩效，获得更多收入。对

于电商农户，由于电子商务采纳使其比从前更加充分利用每天的时间，工作的强度有所增强，身体素

质显得尤为重要。教育投资是提升人力资本的有效途径。一般地，用户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越能利

用互联网获取收益（DiMaggio and Hargittai，2001；Bonfadelli，2002）。从淘宝村的实践来看，电子商务

的快速发展和激烈竞争要求农户具备较强的素质，既包括计算机使用技能、文字表达能力、宝贝拍照

和图片处理能力，又包括品牌认知水平、产品质量意识、客户服务态度、经营管理理念等方面。受教

育程度高的农户，往往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创新意识，更经得起日新月异的网络市场竞争。崔丽

丽等（2014）的实证研究表明，大专以上学历的网商是带动淘宝村商户网络销售增长的主要群体，他

们更懂得使用网络和现代管理知识改善其网店经营，进而提高网络销售业绩。综上，农户人力资本

越丰富，其电子商务采纳增收效应越大。

社会资本概念最早由布迪厄（Bourdieu，1986）提出，他认为社会资本是通过对制度化的关系网络

的占有而获得的，此后Coleman（1990）对社会资本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并使之产生了深厚的影响

力，他认为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组织之中，是一种社会结构资源，为社会组织内部行动者

的特定行为提供了便利。本文融合Lin（2001）和Uslaner（2002）对社会资本的分类逻辑①，按照异同性

将个体拥有的社会资本划分为差异性社会资本和共有性社会资本。由于本文关心的是相同地区和

产业情况下导致电商农户收入变化差异的个体层面因素，因此本文对社会资本的分析只限于电商农

户的个体差异性社会资本。从理论上讲，电商农户的人际关系越广、交往越密切、信任程度越高、在

集群网络中越靠近中心位置、参与的行业组织越多，则其差异性社会资本存量越多。但是，社会资本

的积累是要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的，即所谓的社会资本投资，投资的越多，朋友也就越多，关系就越

①Lin（2001）按照主体类型将社会资本划分为个人的社会资本和团体的社会资本；Uslaner
（2002）将社会资本分为特定性社会资本（紧密性人际信任和排他型社会网络）和共通性社

会资本（包容性社会信任和开放型社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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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感情就越深，最后获得的收益就越多（张克中，2010）。社会资本不仅对农户增收具有直接促进作

用，还通过提升农户信息获取能力、新技术获取能力、抗风险能力、信贷能力和政治参与能力而实现

收入增加（路慧玲等，2014）。周晔馨（2013）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社会资本投资（亲友邻礼物支出）

对农户收入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崔丽丽等（2014）的实证研究表明，邻里示范、社交示范、网商协会组

织等社会资本有关因素能够显著促进淘宝村商户的网络销售业绩增长。综上，农户社会资本越丰

富，其电子商务采纳增收效应越大。

三、方法、数据和变量

（一）实证方法

为度量电子商务采纳对农户农业收入的影响，建立如下的计量模型：

i i i iY D Xa d b e= + + + （1）
（1）式中，i 表示不同的农户；Y表示农户的农业收入；D为农户是否采纳电子商务的虚拟变量，

如果采纳了电子商务则Di=1，否则等于零；X是其他解释变量向量；α是常数项；ε是随机干扰项。若

农户是被随机分配到电商组和非电商组中，则参数 δ能够精确反映电子商务采纳的增收效应。然

而，是否采纳电子商务是农户根据自身特质和资源等有关因素而有意识选择的结果（后文表 3的结

果证实了这一点），如果不考虑农户潜在的自选择过程而直接估计上述模型，参数的估计结果是有偏

的，因为前后两个过程的误差项是相关的，换句话说，农户是否采纳电子商务是内生的。

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方法是处理自选择问题的一种常用方法。本文将

运用PSM处理农户电子商务采纳的自选择问题，通过从非电商农户样本中为每个电商农户挑选一个

非电商农户，并使这两个农户除了在电子商务采纳行为方面不同之外，其他方面的特征均近似相

同。于是，两样本个体的结果变量可看作是同一个农户的两次不同实验（采纳电子商务和不采纳电

子商务）结果，其结果变量差值即为电子商务采纳的净效应。对整个电商农户组而言，这个净效应称

为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f the treated，ATT），其表达式是：

1 0 1 0( 1) ( 1) ( 1)ATT E Y D E Y D E Y Y D= = - = = - = （2）
（2）式中，Y1为农户采纳电子商务采纳后的农业收入水平，Y0为农户不采纳电子商务时的农业收

入水平。该式中，只能观测到E（Y1｜D=1）的结果，而E（Y0｜D=1）是不可观测的，称为反事实结果，可

以利用PSM方法来构造它的替代指标。

倾向得分估计主要是基于可观测解释变量，影响决策变量的不可观测特性不直接发挥作用。如

果可观测变量设定不正确，则不可观测特性将导致倾向得分的有偏估计和错误的样本匹配（Heck⁃
man and Navarro-Lazano，2004）。由于潜在偏误难以直接测量，Rosenbaum（2002）提出敏感性分析的

方法，即通过考察随着所设定之不可观测因素对是否接受处理的几率作用幅度大小的变化来评估这

类因素影响处理效果的敏感性，本文将使用敏感性分析方法检验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程度。

为了检验电子商务采纳是否导致农户内部收入差距扩大，本文将根据PSM得出每个电商农户的

反事实收入，计算得出电商农户在采纳电子商务之前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然后根据真实观察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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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出电商农户事后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通过比较观察电子商务采纳后电商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变

化情况。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衡量收入差距最常见的评价指标，国内外不少学者对其计算方

法进行了研究，但绝多数计算公式无论是数学推导过程还是实际计算过程都过于复杂繁琐，既难于

理解，又不便于记忆和应用。鉴于此，张建华（2005）提出一种简便易用的计算方法：

1

1

1
1- (2 1)

n

i
i

G W
n

-

=

= +å （3）
（3）式中，G表示基尼系数，n表示全部人口的分组数量，Wi表示从第 1组到第 i组的人口总收入

占全部人口总收入的比重。本文将借鉴该方法计算电商农户采纳电子商务前后的基尼系数。

本文还将使用PSM分组比较的方法检验电子商务采纳对农户收入的差别性影响。首先，按照分

组变量（即影响因素）将总样本分为若干个子样本，接着各子样本分别进行PSM，最后将各子样本的

PSM测算结果进行比较。使用 PSM分组比较的方法研究某个变量影响效应的差异性，学界不乏先

例，例如，Mendola（2007）使用PSM分组比较的方法研究农场规模和土地质量对农业技术采纳减贫效

应的影响；陈飞、翟伟娟（2015）使用PSM比较分析得出，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福利效应随着教育水平

的提高而增加，以及随着人均耕地面积和家庭非农收入占比的增大而增加。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课题组于 2016 年 5 月对江苏省沭阳县 22 个淘宝村花木农户的问卷调

查①。沭阳县素有“中国花木之乡”的美誉，同时也是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沭阳全县的

花木种植面积和销售额分别由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 0.3万亩、100余万元，发展到 2015年底的 48.1万

亩、85亿元，沭阳成为江苏省花木种植面积最大的县域。经过近十年的探索，沭阳县成功实现电子

商务与花木产业的融合发展。据统计，2014年和 2015年沭阳在阿里零售平台上的农产品交易总额

稳居全国县域排名第三的位置②。2015年沭阳全县拥有 22个淘宝村，多数淘宝村几乎所有家庭都有

从事花木的种植，参与网店经营的平均家庭比例在35%左右。根据研究需要，课题组分别设计了“沭

阳县淘宝村电商农户调查问卷”和“沭阳县淘宝村非电商农户调查问卷”③。针对电商农户的问卷总

共发放 500份，每个村的发放量在兼顾本村电商农户数量的同时控制在 15～25份的区间范围内；针

对非电商农户的问卷总共发放 1000份，每个村的发放量在兼顾本村非电商农户数量的同时控制在

30～50份的区间范围内。最终，电商农户有效回收 347份问卷，非电商农户有效回收 826份问卷；由

于本文所涉及变量的部分问卷存在数据缺失的情况，剔除掉这些问卷以及极端值问卷后，最终进行

PSM的样本容量是 1009个，其中电商农户 327个，非电商农户 682个。一般来说，非电商农户数量大

①选取沭阳县为例的原因在于：一是截至 2016年 8月全国已发现的 38个淘宝村集群中，只有沭

阳县淘宝村集群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农产品淘宝村集群，另有淘宝村集群主营加工后的干货农

产品，其产品特性近似于工业品；二是从分析方法角度来看，样本集中于同一地区且经营同一

个产业的电商农户和非电商农户，使得试验组和对照组农户更有可比性，从而使实证分析获得

的电商采纳对农业增收的影响的因果关系更加可信；三是调研的开展具备有利条件。

②参见阿里研究院（编）：《阿里农产品电子商务白皮书（2015）》，http://www.aliresearch.com/blog/
article/detail/id/20897.html。
③对于电商农户，接受调查的是家庭网店经营的主要决策者；对于非电商农户，则是家庭花木

生产经营的主要决策者。两组农户涉及到的相关变量总体上大同小异，可比性较强，即便碰到

个别变量（如销量增幅）由于技术原因存在度量差异，课题组也是尽可能地保证其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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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电商农户数量更有利于样本匹配成功。

（三）变量选取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同时采用总纯收入和人均纯收入两个指标测度农户的农业收入水平，对于沭阳县的淘

宝村而言，农户的总纯收入具体是指农村家庭从事花木产业的年净收入，人均纯收入则是农村家

庭花木产业成员的人均净收入，由花木总纯收入除以家庭里专门从事花木产业的人数所得。前

文的理论分析指出，电子商务采纳通过影响利润率和销量进而引起农户的收入增加，为检验这种

农户收入效应的来源机制是否成立，本文增加利润率和销量增幅两个结果变量。利润率是指花

木产品的年净收入占花木产品的年销售收入的比重；销量增幅对于电商农户是指相比于开网店

前而言的花木产品销售总量变化率，对于非电商农户则是相比于 2013年而言的花木产品销售总

量变化率（以 2013年作为基期是因为沭阳县从 2013年开始出现淘宝村，进而带动整个地区向淘

宝村集群演进）。

对于 PSM的匹配变量，本文采用以理论和前期经验研究为基础，以匹配效果为导向的选取

思路，即既要从理论上尽可能将同时影响农户农业收入与电子商务采纳行为的相关变量考虑进

来，同时又要根据匹配效果对变量组合进行调整，直到实现电商样本损失少、平衡性检验结果满

意的匹配效果。经过反复的操作尝试，最终选取的匹配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

程度、工作经验、工作经验平方、创业经历、家庭耕地面积、亲友是否公务员。其中，对于电商农

户，工作经验和创业经历都是询问其在开网店之前的相应情况；家庭耕地面积指的是农户从村

集体那里所分配到的耕地规模。对于开展PSM分组比较的变量，本文分别采用经营支出水平反

映物质资本因素，健康程度和受教育程度反映人力资本因素，家庭送礼支出反映社会资本因

素。其中，经营支出水平是指农户家庭在花木产业上各项经营支出的总和，电商农户的经营支

出由种植投入、雇工成本、物流运输支出、产品包装支出、网店经营投入和宽带网络费用六项加

总而得，非电商农户的经营支出由种植投入、雇工成本、物流运输支出和产品包装支出四项加总

而得。

所有变量的基本情况见表 1。从表 1的均值一栏可以看出，这些农户的平均总纯收入 8.76万

元，人均纯收入 4.39万元，平均利润率和销量增幅约为 33%和 24%；主要经营决策者以男性为主，

平均年龄在 40岁左右，学历主要集中在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多数健康程度很好，平均拥有 8
年多的先前工作经验以及 1.6次的先前创业经历，家庭分配到的耕地面积平均 4.16亩，多数农户

没有亲友担任公务员；农户每年平均经营支出11.32万元，平均送礼支出是2721.65元。

表 2是两组农户进行 PSM的结果变量与匹配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到，电商农户

的总纯收入和人均纯收入分别是 12.27万元和 6.00万元，显著地比非电商农户分别多出 5.19万元

和 2.38万元，电商农户的利润率和销量增幅分别显著地比非电商农户约多出 12.8和 14.1个百分

点；匹配变量方面，两组农户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程度、工作经验等变量上表现出显著

差异，电商农户比非电商农户拥有更多的女性经营决策者，年龄上更为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健

康程度更好，工作经验少很多，而创业经历、家庭耕地面积和亲友是否公务员没有表现出显著的

统计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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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结果变量

匹配变量

分组变量

变量名称

总纯收入

人均纯收入

利润率

销量增幅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健康程度

工作经验

创业经历

家庭耕地面积

亲友是否公务员

经营支出水平

家庭送礼费用

变量说明及赋值

花木产业净收入，单位：万元

花木产业成员人均净收入，单位：万元

花木产业净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单位：%
花木产品销售总量变化率，单位：%
男=1；女=0
单位：周岁

初中及以下=1；高中或中专=2；大专或本科=3；本科以上=4
很好=1；一般=2；不太好=3
先前工作年限，单位：年

先前创业次数，单位：次

从村集体分配到的耕地，单位：亩

是=1；否=0
花木产业各项经营支出总和，单位：万元

单位：元

全部样本

均值

8.76
4.39
33.50
24.30
0.90
39.88
1.33
1.24
8.86
1.62
4.16
0.18
11.32

2721.65

标准差

13.13
6.38
22.15
24.02
0.30
11.68
0.58
0.52
8.07
2.28
3.01
0.39
22.23

6120.67
注：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程度既是匹配变量也是分组变量，不重复列出。

表2 电商农户与非电商农户变量差异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结果变量

匹配变量

变量名称

总纯收入

人均纯收入

利润率

销量增幅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健康程度

工作经验

创业经历

家庭耕地面积

亲友是否公务员

电商农户

均值

12.27
6.00
42.12
33.83
0.86
29.97
1.47
1.06
4.16
1.58
3.99
0.21

标准差

20.24
9.19
22.65
28.38
0.35
6.08
0.66
0.27
3.95
3.47
2.28
0.41

非电商农户

均值

7.07
3.62
29.36
19.74
0.92
44.63
1.27
1.32
11.11
1.65
4.25
0.17

标准差

7.10
4.23
20.68
20.09
0.28
10.70
0.53
0.58
8.56
1.39
3.30
0.37

均值差

（T检验）

5.19***
2.38***
12.77***
14.09***
-0.06***
-14.66***
0.20***
-0.26***
-6.97***

-0.07
-0.26
0.04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农户电子商务采纳决策方程估计

表3是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性别、年龄、健康程度、工作经验、工作经验平方、创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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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和亲友是否公务员等变量显著影响农户的电子商务采纳行为。具体地，以女性为主要经营决策者

的家庭具有更高的概率参与电子商务，体现了电子商务在促进女性创业方面的积极作用；受访者的

年龄越大，其越不倾向于开展电子商务；受访者的健康程度越好，越能为其从事电子商务提供支持；

工作经验的回归系数为负且高度显著，说明受访者的先前工作年限越长，其越不倾向于采纳电子商

务，可能的解释是，受访者的先前工作多为传统的线下产业，常年累积下来，商业思维和营销渠道的

偏好上可能形成一定的路径依赖性，造成其与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格格不入或是对互联网思维难以适

应，从而对其电商采纳行为产生阻碍作用；但是，工作经验平方的系数正向且显著，说明工作经验对

农户电子商务采纳行为存在非线性的因果关系，影响效应呈U型，当先前工作年限超过某一阈值时，

其对电子商务采纳决策的影响作用开始减弱；受访者的先前创业经历越丰富，则其越有可能开展电

子商务创业；亲友有当公务员的农户相比于没有政治资本的农户，其从事电子商务的可能性更大。

此外，受教育程度和家庭耕地面积两个变量虽然回归系数为正，但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在统计上

不构成影响农户电商采纳决策的重要原因。

表3 基于Logit模型的农户电子商务采纳决策方程估计结果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健康程度

工作经验

工作经验平方

创业经历

家庭耕地面积

亲友是否公务员

常数项

Pseudo-R2

LR统计量

样本量

系数

-0.600**
-0.149***

0.060
-0.853***
-0.216***
0.004***
0.179***

0.006
0.428*

6.810***
0.4101

521.36***
1009

标准误

0.293
0.013
0.146
0.292
0.033
0.001
0.065
0.037
0.243
0.685

Z统计量

-2.05
-11.34
0.41
-2.92
-6.46
3.85
2.76
0.16
1.76
9.93

P值

0.041
0.000
0.681
0.003
0.000
0.000
0.006
0.896
0.078
0.000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

（二）共同支撑域与平衡性检验

电商农户和非电商农户的倾向得分区间会有一定范围的重叠，此重叠区间称为“共同支撑域”。

通过查阅数据表发现，电商农户的倾向得分区间为[0.0064，0.9981]，非电商农户的倾向得分区间为

[0.0002，0.9704]，共同支撑域为[0.0064，0.9704]。共同支撑域的范围越大，匹配过程中样本损失的可

能性就越小。不同的匹配方法会产生不同的样本损失值，为了让电商农户样本得到最充分利用，本

文在匹配方法上最终选择了最近邻匹配（1～5匹配）、最近邻匹配（1～10匹配）、核匹配（窗宽=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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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核匹配（窗宽=0.10）四种方法①。上述四种匹配方法的电商农户样本损失值均为 2个，损失的比例

很小，因而共同支撑域条件是令人满意的。

另外，匹配后多数解释变量的标准偏差有了较大幅度的减少，并且所有解释变量的标准偏差都

在 10%以内，匹配后试验组与对照组的农户在所有解释变量上均不再有显著差异。从表 4可以看

到，Pseudo-R2值由匹配前的 0.406显著下降到匹配后的 0.010～0.012；LR统计量由匹配前的 516.29
显著下降到匹配后的8.95～10.64，解释变量的联合显著性检验由匹配前的高度显著变得在10%水平

上总是被拒绝；解释变量的均值偏差由匹配前的 53.0%减少到 4.0%～4.8%，中位数偏差由匹配前的

33.2%减少到 4.5%～5.4%，大大降低了总偏误。上述检验结果表明，倾向得分估计和样本匹配是成

功的，匹配后的电商农户与非电商农户之间基本一致。

表4 匹配前后解释变量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匹配方法

匹配前

最近邻匹配（1～5匹配）

最近邻匹配（1～10匹配）

核匹配（窗宽=0.06）
核匹配（窗宽=0.10）

Pseudo-R2

0.406
0.011
0.012
0.010
0.010

LR统计量

516.29
9.63
10.64
8.95
9.34

P值

0.000
0.382
0.301
0.442
0.407

均值偏差

53.0
4.0
4.8
4.5
4.7

中位数偏差

33.2
5.4
4.5
4.7
4.6

（三）农户电子商务采纳增收效应测算结果

表 5报告了分别利用四种匹配方案所得到的试验组和对照组的总纯收入和人均纯收入水平及

其相减所得的ATT值，可以看到，各种匹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非常接近，从四种匹配方案测算结果的

平均值来看，电商农户如果没有采纳电子商务，其总纯收入和人均纯收入分别约 6.41万元和 3.51万

元，但由于采纳了电子商务，总纯收入和人均纯收入分别增加到 12.28万元和 5.98万元，分别增收

5.88万元和 2.48万元，并且在 1%水平上显著。实证结果显示了电子商务应用对于农户农业收入的

促进作用，反映了以淘宝村现象为代表的农村电子商务新发展正在逐步使中国农民分享互联网红利

成为事实，并且已经在局部地区给不少农户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增长。

按照前文的理论分析，农户采纳电子商务后，正是利润率和销量随之发生变化而引起农户收入

的增加。表 6报告了电子商务采纳对农户利润率和销量增幅的影响测算结果，从中可以看到，各种

匹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非常接近，并且都在 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最后一行的平均值显示，电

子商务采纳使农户的产品利润率和销量分别显著增加 10%和 16%。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一致，证明

了利润率和销量的提升构成农户电子商务采纳增收效应的来源机制。

①最近邻匹配（1～5匹配）和最近邻匹配（1～10匹配）即是分别为每个电商农户寻找倾向得分

与之最接近的 5个和 10个非电商农户，并将这 5个和 10个非电商农户进行加权平均得到 1个样

本个体，该样本个体作为电商农户的匹配对象；核匹配（窗宽=0.06）和核匹配（窗宽=0.10）即是

分别将倾向得分在窗宽 0.06和 0.10内的所有非电商农户样本个体进行加权平均后与电商农户

样本个体进行匹配。

55



CARD三农研究

表5 农户电子商务采纳的增收效应测算结果

匹配方法

最近邻匹配（1～5匹配）

最近邻匹配（1～10匹配）

核匹配（窗宽=0.06）
核匹配（窗宽=0.10）
平均值

总纯收入（万元）

试验组

12.282
12.282
12.282
12.282
12.282

对照组

6.502
6.391
6.364
6.361
6.405

ATT
5.780***
5.891***
5.918***
5.921***

5.877

人均纯收入（万元）

试验组

5.981
5.981
5.981
5.981
5.981

对照组

3.527
3.490
3.497
3.504
3.505

ATT
2.454***
2.491***
2.484***
2.477***

2.476
注：***表示在 1%水平上显著；ATT值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利用自助法得到，重复抽样次数为 300次。

表6 电子商务采纳对农户利润率和销量增幅的影响测算结果

匹配方法

最近邻匹配（1～5匹配）

最近邻匹配（1～10匹配）

核匹配（窗宽=0.06）
核匹配（窗宽=0.10）
平均值

利润率（%）

试验组

42.049
42.049
42.049
42.049
42.049

对照组

32.151
31.651
31.487
31.466
31.689

ATT
9.898***
10.398***
10.562***
10.583***

10.360

销量增幅（%）

试验组

33.857
33.857
33.857
33.857
33.857

对照组

17.874
17.545
17.910
18.073
17.851

ATT
15.983***
16.312***
15.947***
15.784***

16.006
注：***表示在 1%水平上显著；ATT值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利用自助法得到，重复抽样次数为 300次。

表7 农户电子商务采纳总纯收入ATT的敏感性分析

Gamma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sig+

3.2E-09
2.0E-07
5.3E-06
0.000072
0.000581
0.003097
0.011835
0.034492
0.080529
0.156697
0.262518

sig-

3.2E-09
2.7E-11
2.0E-13
1.2E-15

0
0
0
0
0
0
0

t-hat+
2.05
1.75
1.5
1.3
1.1

0.916666
0.75
0.6
0.45
0.3
0.2

t-hat-
2.05
2.3
2.6
2.8
3.05
3.3
3.55
3.75

3.96667
4.15

4.31667

CI+

1.31667
1.06667

0.85
0.6
0.42
0.25
0.1

-0.05
-0.2
-0.3

-0.433333

CI-

2.8
3.1

3.41667
3.7
4

4.25
4.51
4.75
5

5.25
5.5

注：Gamma表示由于未控制因素导致的不同安排的对数发生比，sig+表示显著性水平上界，sig-表示显著性水平

下界，t-hat+表示Hodges-Lehmann点估计上界，t-hat-表示Hodges-Lehmann点估计下界，CI+表示置信区间上界（0.95），

CI-表示置信区间下界（0.95）；人均纯收入、利润率和销量增幅ATT的敏感性分析结果与之相近。

（四）敏感性分析

表 7报告了农户电商采纳总纯收入ATT的敏感性分析结果，其中，伽玛系数被用来指代被忽视

的因素变量对农户是否采纳电子商务产生的影响。如果在伽玛系数接近 1的时候已有的结论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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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不显著了，那么实证结果就经不起推敲；如果在伽玛系数取值很大（通常接近 2）的时候，已有的结

论才变得不显著，那么实证结果是站得住脚的（Rosenbaum and Rubin，1983）。从表 7可以看到，当伽

玛系数增加到 1.8时，已有结论才在 0.05的水平上变得不显著，因此可以断定，虽然不可观测因素可

能存在，但处理效应估计对这些潜在因素并不十分敏感，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我们对于不可观测

因素等未控制变量可能导致前文PSM测算结果存在较大偏差的担忧。

（五）电商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变化情况

前文已述，四种匹配方法的电商农户样本损失值均为 2个，换句话说，有 325个电商农户样本个

体参与了 PSM。本文将这些完成 PSM后的电商农户按照收入变量升序排列后，均等分为 5组，每组

有 65个农户。表 8是根据式（3）计算得出反映电商农户内部差距的基尼系数，可以看到，电商采纳

前，这些电商农户的总纯收入基尼系数在 0.48～0.51之间，人均纯收入基尼系数在 0.48～0.54之间，

采纳电子商务后，收入基尼系数扩大到接近 0.63，表明电商农户之间的电商采纳增收效应存在较大

差异，从而加剧了电商农户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而当

基尼系数大于 0.5时，则意味着贫富差距悬殊，从这个意义上讲，电子商务采纳导致沭阳县淘宝村电

商农户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至悬殊的程度。

实证研究表明，利润率和销量增幅构成农户电商采纳增收效应的来源机制，因此可以预料，利润

率和销量增幅的基尼系数也会有类似的变化。从表 8可以看到，采纳电子商务后，电商农户之间利

润率和销量增幅内部差距都有所扩大。由于收入变化是利润率和销量增幅的叠加结果，因此，收入

变量的基尼系数变化幅度要大于利润率和销量增幅基尼系数的变化幅度，而实际结果也是如此。

表8 电子商务采纳前后电商农户内部基尼系数

变量

总纯收入

人均纯收入

利润率

销量增幅

采纳前

最近邻匹配

（1～5匹配）

0.5097
0.5336
0.5067
0.5581

最近邻匹配

（1～10匹配）

0.4999
0.5162
0.4982
0.5237

核匹配

（窗宽=0.06）
0.4893
0.4968
0.4924
0.5123

核匹配

（窗宽=0.10）
0.4877
0.4887
0.4931
0.4985

采纳后

0.6283
0.6278
0.5446
0.5691

（六）农户电子商务采纳增收效应的差异性分析

由于样本容量所限，为保证匹配效果，同时也便于组间的比较，本文对所有分组变量统一划分为

两个组别。健康程度的“很不好”选项、受教育程度的“大专或本科”和“本科以上”两个选项，都因为

所涉及的样本量过少而无法进行PSM，不得不将这些选项与邻近选项进行合并。对于连续型的分组

变量，首先计算出它们的均值，然后分为大于均值和小于均值两个组别进行PSM。

从表 9可以看到，采纳电子商务以后，经营支出水平较高的农户在总纯收入和人均纯收入上分

别增收 7.82万元和 4.71万元，而经营支出水平较低的农户仅分别增收 5.05万元和 1.72万元。健康程

度方面，身体很健康的农户采纳电子商务后实现显著的增收，总纯收入和人均纯收入分别增收 6.56
万元和 2.50万元，这说明身体素质越好越有利于农户收获电子商务所带来的红利，而健康程度一般

或不健康的农户采纳电子商务后的增收幅度相对小些，总纯收入和人均纯收入分别增收4.04万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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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万元，不可否认的是，电子商务确实为个别身体较差甚至是残疾的农户提供了创业机会，并且出

现通过电商创业实现大幅创收的案例。受教育程度方面，初中以上学历的农户采纳电子商务后的增

收效果显著，总纯收入和人均纯收入分别增收13.38万元和5.41万元，而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农户采纳

电子商务后总纯收入和人均纯收入分别仅增收 3.13万元和 1.42万元。家庭送礼费用所衡量的社会

资本方面，社会资本较多的农户总纯收入和人均纯收入分别显著增收10.73万元和4.88万元，而社会

资本较少的农户分别仅增收3.22万元和1.15万元。

PSM分组比较的结果证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资本禀赋因素影响着电子商务采纳

的农户增收效应。伴随中国城乡一级数字鸿沟的不断缩小，部分地区农户开始分享数字红利，与此

同时，农户群体内部的红利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形成新的数字鸿沟；甚至可以这么说，以电子

商务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应用，已经在局部地区构成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重要源泉。正如邱泽奇等

（2016）所指出的，从互联网红利中受益的差异已经替代了早期的接入鸿沟，成为了数字鸿沟的新形

态；互联网资本的组合性让用户很难具有完全同质、等量的资本，并由此造就了红利差异。

表9 农户电子商务采纳增收差异的影响因素

分组变量

经营支出水平

健康程度

受教育程度

家庭送礼费用

大于均值

小于均值

很健康

一般或不健康

初中以上

初中及以下

大于均值

小于均值

总纯收入（万元）

试验组

14.772
11.309
13.141
8.872
19.985
9.283
16.104
9.502

对照组

6.948
6.263
6.583
4.832
6.606
6.158
5.370
6.280

ATT
7.824***
5.046***
6.558***
4.040*

13.379***
3.125***
10.734***
3.222***

人均纯收入（万元）

试验组

7.450
5.397
6.359
4.524
8.955
4.836
7.970
4.526

对照组

2.739
3.680
3.858
2.190
3.547
3.419
3.090
3.381

ATT
4.711***
1.717**
2.501***
2.334**
5.408***
1.417**
4.880***
1.145**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本表列出的是核匹配（窗宽=0.10）的测算结果，其他三种匹

配方法的测算结果与之都比较相近。

五、结论与启示

电子商务作为信息沟通技术的一项重要应用，能够帮助农户跳过中间商直接对接消费者，实现

营销和售后服务内部化。基于江苏省沭阳县花木农户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电子商务采纳能够对农

户农业收入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利润率和销量的提升构成增收效应的来源机制。在中国，电子商

务正在成为数字红利向农村地区和农业领域扩散的实现路径和重要形态，未来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发

展还将帮助更多农户分享到数字红利。另一方面，农户对于数字红利的分享不会是同质、等量的状

态，由于资本禀赋不同，农民内部必然出现电子商务采纳的增收差异现象。

本文的研究对于政府政策和农户经营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既然电子商务在部分地区已经

成为促进农民增收的一条有效途径，未来政府要继续缩小互联网接入可及性差异，为更多地区的农

户创造良好的电子商务创业环境。与此同时，政府要保证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尤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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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贫困地区和弱势农户提供金融信贷、技能培训、创业孵化等政策扶持，将数字红利差距控制在适度

合理的范围内。对于电商农户，要重视提升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增强学习能力，适度进行社会资本

投资，建立起良好的社交网络，加强与其他网商之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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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人力资源变迁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证据

张艳虹① 卫龙宝② 高叙文③

摘要：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农村卷数据，采用逐步 OLS 回归的方法估计了农户人力

资源变迁对家庭总收入和农业经营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代表人力资源数量变迁的外出务工人

数对家庭总收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于农业经营收入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在代表人力资

源质量变迁的年龄指标中，老龄化对于农业收入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衡量教育水平的各个指标总

体上正向影响总收入与农业经营收入；代表观念因素的两类指标中，家庭对于未来的正面预期对

于提升家庭收入和农业收入有着显著积极影响。通过进一步的讨论表明，针对样本中人均总收入

和人均农业经营收入高低不同的组别来说，人力资源变迁产生的影响不尽相同。从政策建议方面

来讲，政府应当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与劳动力外出务工以此增加农户收入，同时还需要考虑到劳

动力数量减少对于农业收入下降带来的影响；在人力资源质量方面，既要重视老龄化带来的影响，

又要继续提升教育水平与引导农户树立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关键词：人力资源；家庭收入；农业经营收入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一、引言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对于农村劳动力吸引力的提升，农户家庭的人力资源呈现城市-农村的双

重配置，农户在从事以往的农业生产活动之外，有选择性地进城务工获取工资性收入，丰富家庭获

得收入的渠道；同时进城务工农户接受到来自城镇文化与思想观念的冲击，由此带来个人、家庭甚

*项目来源：农业部“十三五”规划前期重大课题“十三五”农业现代化发展重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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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艳虹，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②卫龙宝，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导；

③高叙文，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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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村庄层面的质素、思想观念等系列变化。而从另一方面农村内部变迁来看，伴随着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建设，农户在教育、政治觉悟与思想意识等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以上的这些转变所

形成的农户人力资源数量与质量变迁，是自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发展一大特征。

对于农户家庭来讲，以家庭收入最大化为经营目标是理性农户的最优选择，而家庭人力资源

变迁对于收入产生的影响是萎缩还是扩张？尤其是在现阶段我国农业的生产模式下，务农的劳动

力数量与劳动力素质直接对农业经营收入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与家庭人力资源变迁对于家庭总

收入的影响是否一致？

为了从实证角度解答以上的问题，本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来分析农户人力资源变

迁对于家庭总收入和农业经营收入的影响，以此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来进一步巩固提升农户家

庭收入。

二、文献综述

以往文献较多在新迁移经济学（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NELM）的框架下关注外出务

工劳动力数量的变化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Rozelle et al. 和 Taylor et al. 采用 1995 年在我国河

北、辽宁两省的调查数据发现外出务工的劳动力流失效应会对家庭收入产生负向影响，但是正向

的汇款—产出效应会在一定程度补偿这种不利影响 [1-2]。王子成采用迭代三阶段最小二乘法

（3SLS）估计得出结论，外出务工对于农户家庭农业经营收入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但是外出务工的

汇款可以部分补偿其负面影响 [3]。钱文荣等基于江西省四个县的调研数据分析发现，外出务工并

未对农业收入产生明显的消极影响，但会导致非农生产收入明显下降，从而使得家庭经营收入从

总值上减少；但是他们从迁移的异质性角度出发，分析发现如果外出务工者是家庭户主，则会威胁

农业生产，导致家庭经营明显萎缩 [4]。

此外，还有文献在Mincer收入函数基础上，进行改进分析，如蒲艳萍结合我国西部地区 289个

自然村的截面数据和 2000-2007年西部省份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于农村居民收

入、人均纯收入等具有积极影响 [5]。时红艳采用陕西省安康市 3县 1106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也

得出类似结论 [6]。

从家庭人力资源质量变迁角度出发，文献较多关注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低质化等对于

家庭经营产生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结论尚未达成一致。胡雪枝等以 2003-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

观察点的农户数据，从种植决策、要素投入水平、单产等角度研究发现农村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粮食

生产并未产生负面影响 [7]。李旻等以 2003-2006 年辽宁省的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分析发现，从生

产技术、经营状况、经营收入和生产结构的维度出发，全省劳动力老龄化总体上不利于农业生产发

展，他们通过统计分析发现，由老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其家庭经营纯收入和第一产业纯

收入处于明显劣势 [8]。

总体来看，现有文献较多分别聚焦于外出务工引发的劳动力数量变化、质量变化对于家庭总

收入、农业经营收入产生的相关影响，较少研究针对农户整体人力资源变迁对家庭收入产生影响

展开分析。基于此，本文尝试做如下改进：（1）将农户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形成的劳动力数量变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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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员本身的质素变化统一于人力资源变迁的分析框架下，考察两者对于家庭总收入的影响，

以及对于家庭农业经营收入带来的影响。（2）通过农户收入高低分组展开分样本回归分析，探究在

不同收入水平下，人力资源变迁作用是否有差异。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一）理论基础

新迁移经济学（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认为劳动力做出的迁移决策不是由个体而是

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决策，通过劳动力的迁移来克服市场缺失或者低效率带来的信贷、保险约束而

进行的融资或者风险分散行为，由迁移得到的汇款收入则是实现这种自我融创及保险的主要手

段 [3、9-10]。但是，迁移也存在潜在的负面影响，由于迁移导致输出地家庭劳动资源和资本资源流失

（包括人力资本流失），这种流失可能会对农户的农业生产以及非农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11]。

Schultz开创性的系统阐述人力资本理论，指出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在于对农民的智力投资 [12]，

之后Becker从微观家庭视角，将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与个人收入分配结合起来 [13]。除此之外，在新经

济增长理论框架下，Solow、Romer、Lucas等人均对人力资本相关理论进行了深入的阐释[14-16]。

在人力资本对于收入的影响研究方面，Ben Porath 首先进行了明确的公式表达 [17]：Wt = Pt.Ht，
并且可以通过对数化处理转换成 log Wt = logPt. + logHt 。其中 Wt 代表市场上的工资率，Pt. 代表

一系列劳动技能的价格，Ht 代表这些劳动技能（人力资本）的数量。Porath的公式主要贡献在于明

确Ht（.）是可以被具体阐释为一系列可以观测到的人力资本变量。Mincer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经典

的收入函数模型 [18]，强调教育和工作经验的重要性，其标准表达式如下，log Wt = β0 + β1 · Schoo⁃
lingt +β2 · expt + β3 · expt2+εt 其中 W 代表工资（收入），Schooling 代表教育收益率，exp 代表工作经

验，t代表时期，β0是截距项，β1-β3是各变量的相关系数，εt 代表误差项。此后大量研究以此模型

为基础，进行改进研究，补充填入适当影响因素。

（二）研究框架

本文在新迁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结合人力资本理论，以农户家庭为决策单位，考量劳动力

的迁移数量和农户家庭人力资源质量对于家庭总收入和农业收入的影响机理。（见图 1）

务农劳动力

数量减少

人力资本素

质提升

农户人力资源变迁

数量变化 质量变化

农户家庭收入

（农业收入）

图1 农户人力资源变迁对家庭收入（农业收入）影响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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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来源与样本分析

本文的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年度的农村卷部分。该年度调查针对农村住

户展开关于个人、工作、家庭、社会经济活动与态度、行为等的抽样调查，覆盖范围较广，调查问题

较为全面。在结合了本文研究主题后，经过筛选，剔除掉一些缺失样本、极值样本，最终获得的有

效样本数量为 3661个。

根据调查问卷的题目设计与实际情况，本文的农户家庭收入，定义为 2005年度家庭农业经营

收入、非农经营收入、资产性收入与务工汇款收入的总和。其中农业经营收入包括种植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水产养殖和禽畜养殖收入的合计；务工汇款收入经过处理后折算成 2005年年度收入①；

非农经营收入与资产性收入直接采用样本的数据。

关于人力资源的含义，本文将其细化为人力资源的数量与人力资源质量两方面。其中人力资

源的数量通过农户家庭外出务工的人数来反应，因为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加，

稀释了农村务农的劳动力数量，使得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力资源数量出现下降的趋势；但是同时这

种数量的变化却又通过务工汇款收入弥补家庭农业收入的下降。人力资源的质量本文具体从以

下几方面衡量，即年龄、教育、政治身份与观念因素。年龄在具体分析中采纳家庭成员中大于 65
岁的人数与小于 15 岁的人数，这两类年龄范围代表着农户家庭需要承担的非劳动力供养状况。

教育通过衡量家庭成员四类文化水平的人数比例，具体来讲将调查问卷中列出的 12类文化水平

合并成四类教育层次，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定义为低文化水平，小学定义为初级文化水平，初中到技

校定义为中级文化水平，大学及以上为高级文化水平。除此之外，教育的分析指标中还加入了被

访者是否在重点学校就读以及被访者教育年限。因为，被访者近 45%是家庭的户主，是家庭各类

活动的主要决策人，所以其教育水平指标在人力资源质量中起到重要影响力。政治因素通过家庭

成员具有政治身份的比例来衡量，政治身份包括中国共产党员、民主党派和共青团员，通常拥有政

治身份表明在同龄人中思想进步要求较高，以及个人质素较为优秀。观念因素通过采纳被访者认

为家庭现在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未来家庭经济状况来衡量，前者包括上层、中上层、中层、中

下层、下层以及不作选择共六类，后者变化包括越来越好、基本不变以及变差三类。

表 1描述出不同人力资源状况的农户家庭收入的均值比较。从中可以发现，从人力资源数量

角度来看，外出务工户的家庭总收入均值要高于未外出务工的家庭，但是农业经营收入要低于外

出务工户。从人力资源质量角度来看，以年龄和教育水平两个维度为例。在年龄方面，将农户划

分为低龄化和老龄化的典型家庭和青壮年为主体的典型家庭，前者指非劳动力成员（年龄大于 65
岁和年龄小于 15岁）占比达到家庭成员数量一半以上，后者指劳动力成员（年龄 16-64岁）占比达

到家庭人数一半以上。可以明显发现，青壮年家庭的总收入和农业经营收入均高于对照组低龄化

与老龄化家庭。在教育程度方面，将农户划分为低文化程度和高文化程度两种类别典型家庭。其

中低文化程度指调查问题中不识字或者识字很少这类，高文化程度指接受过从小学到研究生以上

①参考王子成（2012）处理方法，通过计算家庭成员外出的起止时间，求出月度平均汇款值，

然后乘以 2005年外出月份得出个人汇款额度，最后进行加总得到家庭总体务工汇款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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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层次的文化教育。可以看到接受过高文化程度的教育农户家庭其农业收入、总收入均高于低文

化程度。由此可以初步发现，人力资源质量会影响农户家庭的收入。

表1 不同人力资源状况农户收入均值比较

样本数（户）

家庭总收入（元）

家庭农业经营收入（元）

全部

3661
7779.7
4386.8

人力资源数量

未外出务工户

1916
7349.9
4851

外出务工户

1745
7779.7
3877

人力资源质量

年龄

低龄化

和老龄化

693
5895.3
3882.6

青壮年

2968
8219.6
4504.5

教育

低文化

程度

261
5697.5
3615.1

高文化

程度

3400
7939.5
4446

五、模型设定、变量描述与估计方法

本文建立针对农户家庭收入的模型如下所示

ln Y c
k = γ0k + γ1kMig + γ2k Age + γ3kEdu + γ4kPcy + γ5kCon + γ6kSqr + γ7kHou + εk ; c = t,a. （1）

其中 Y c
k 代表第 k 个农户家庭收入，t 代表家庭总收入，a 代表家庭农业经营收入。Mig 代表家

庭外出务工人数占家庭总人数的比例。Age代表家庭年龄影响因素，具体进一步包括家庭大于 65
岁的人数（Ageold）和家庭小于 15 岁的人数（Agechd）。Edu 表示家庭教育影响因素，具体包括低

级、初级、中级与高级家庭成员的比例（Edup1到 Edup4），被访者是否在重点学校就读的虚拟变量

（Eduimp，读过取值为 1，未读过为 0），被访者的教育年限（Eduyrs）。Pcy 代表政治因素，以家庭成

员拥有政治身份的比例来衡量。Con代表家庭成员的观念因素，具体分为被访者认为家庭现在所

处的社会经济地位（Sta）和被访者认为家庭未来三年内的经济状况变化（Ftr），两者均为分类变量，

将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下层以及不作选择六类依次赋值为从 1到 6，将未来变化、不变与变

坏依次赋值 1 到 3。除此之外，模型中还包括家庭特征变量 Sqr 和 Hou，前者代表家庭承包的耕地

总面积，后者表示家庭住房价值。衡量住房价值的指标包括以 Mtr 代表的家庭住宅墙体材料（分

类变量，具体赋值为钢筋混凝土=1，砖石=2，木竹草泥坯=3，其他=4）和 Pri表示的家庭住房现值的

对数。 εk 代表随机误差项。 γ0k 表示截距。 γ1k 到 γ7k 为各个变量前的回归系数。

表 2给出了变量具体的统计描述。

表2 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家庭总收入

家庭农业经营收入

人力资源数量

人力资源质量

外出务工人数

年龄Age

Yt

Ya

Mig

Ageold
Agechd

家庭年度总收入（元）

家庭农业经营收入（元）

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占家庭

成员的比例（%）

家庭大于65岁的人数（人）

家庭小于15岁的人数（人）

8.43
8.05

0.16

0.41
0.86

1.04
0.94

0.2

0.87
1.05

2.3
2.3

0

0
0

13.82
11.08

1

7
8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含义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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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特征

教育Edu

政治身份

观念因素Con

耕地面积

住房价值Hou

Edup1

Edup2

Edup3

Edup4

Eduimp

Eduyrs

Pcy

Sta

Ftr

Sqr

Mtr

Pri

家庭低文化水平的人数占

比（%）

家庭初级文化水平的人数

占比（%）

家庭中级文化水平的人数

占比（%）

家庭高级文化水平的人数

占比（%）

被访者是否曾经在重点学

校就读

（读过=1，没读过=0）
被访者教育年限（年）

家庭成员具有政治身份的

比例（%）

被访者认为的家庭现在所

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分类

变量，取值 1-6）
被访者认为家庭未来三年

内的经济状况变化（变好

=1，不变=2，变差=3）
家庭承包的耕地总面积（亩）

家庭住宅墙体材料（钢筋

混凝土=1，砖石=2，木竹

草泥坯=3，其他=4）
家庭住房现值的对数

0.2

0.67

0.1

0.03

0.09

7.07

0.09

4.18

1.44

7.04

2.13

9.66

0.22

0.26

0.17

0.09

0.28

2.76

0.16

0.99

0.59

11.54

0.64

1.32

0

0

0

0

0

1

0

1

1

0

1

4.61

1

1

1

1

1

17

1

6

3

228

4

16.11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含义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本文采用逐步OLS 回归分析来探究农户人力资源状况对于家庭收入的影响。具体来说即逐

步加入（1）式的自变量，首先放入外出务工与年龄因素，其次在前者基础上依次递进添加教育、政

治、观念因素，最终形成四个模型。

六、估计结果与解释

首先以农户家庭总收入为因变量对（1）式进行逐步OLS回归，表 3是得到的结果。

表3 人力资源状况对于农户家庭总收入影响机理的回归结果

Mig

Ageold

Agechd

0.521***
（0.0828）
-0.0427**
（0.0195）

0.0168
（0.0159）

0.468***
（0.0921）
-0.0332

（0.0227）
0.0261

（0.0197）

0.471***
（0.0922）
-0.0331

（0.0227）
0.0271

（0.0198）

0.434***
（0.0908）
-0.0283

（0.0223）
0.0217

（0.0195）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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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p1

Edup2

Edup3

Edup4

Eduimp
（读过重点学校）

Eduyrs

Pcy

Sta
（中上层）

Sta
（中层）

Sta
（中下层）

Sta
（下层）

Sta
（不作选择）

Ftr
（不变）

Ftr
（变差）

Sqr

Mtr
（砖石）

Mtr
（木竹、草泥坯）

Mtr
（其他）

Pri

0.0193***
（0.00143）

0.0638
（0.0520）
0.138**

（0.0655）
-0.190

（0.163）
0.194***

3.347
（2.095）

3.414
（2.095）

3.272
（2.097）

3.181
（2.109）
-0.0433

（0.0668）
0.0387***
（0.00745）

0.0183***
（0.00154）

0.0351
（0.0563）

0.123*
（0.0724）
-0.390*
（0.201）
0.181***

3.393
（2.097）
3.457*

（2.097）
3.297

（2.098）
3.189

（2.109）
-0.0442

（0.0668）
0.0385***
（0.00746）

0.0689
（0.124）

0.0183***
（0.00154）

0.0374
（0.0564）

0.125*
（0.0725）
-0.389*
（0.202）
0.181***

3.855*
（2.059）
3.937*

（2.059）
3.744*

（2.060）
3.668*

（2.071）
-0.00664
（0.0657）
0.0276***
（0.00740）

0.0394
（0.122）
0.532**
（0.237）

0.281
（0.210）

0.253
（0.210）
-0.0169
（0.210）

0.153
（0.223）
-0.228***
（0.0404）
-0.335***
（0.0847）
0.0178***
（0.00151）

0.0253
（0.0555）

0.123*
（0.0715）
-0.389**
（0.198）
0.146***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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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ant
（0.0150）
6.270***
（0.171）

（0.0172）
2.796

（2.107）

（0.0172）
2.749

（2.109）

（0.0172）
2.643

（2.083）

（1） （2） （3） （4）

注：***、**与*分别表示在 1%、5%与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从表 3可以看出外出务工人数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家庭总体收入，其作用机理主要是伴随着外

出务工人数的增加，农户增加了务工汇款的增收渠道，有效提升了总收入。针对年龄的影响因素

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代表家庭老龄化程度的 65 岁以上成员人数负向影响家庭总收入，但是除了

（1）式，其影响程度均不显著。表明农户劳动力老龄化会导致家庭收入微弱的减少，但是影响的作

用力有限。与此相应的代表家庭低龄化的 15岁以下成员人数正向影响家庭总收入，但是影响程

度不显著。由此可以发现家庭成员的老龄化和低龄化对于家庭总体收入作用力有限，不会显著影

响到收入的增减。

家庭成员在四个类别教育程度占比的影响在（4）中呈现 10%的显著性，通过回归系数发现，初

级教育程度的比例影响程度高于其余三个教育程度的影响，可见在农户家庭中接受较为基础的初

级教育水平即可以提升家庭收入，这也从反面反应农户从事的农业、非农等生产活动所需要的教

育程度有限。纳入模型中的被访者两项教育程度指标的回归结果展示被访者曾经读过重点学校

相较于没有读过重点学校的被访者对于收入影响不显著，但是被访者的教育年限在 1%的显著性

水平下正向影响家庭收入。鉴于样本中被访者 45%为家庭户主，其教育年限的增加意味着可以更

加有效应对家庭收入的决策，其知识储备的增长会带来相应的收入效应。

家庭成员拥有政治身份的比例正向影响收入，但是作用效果不显著。

针对观念因素的回归结果表明，以当前家庭经济状况处于上层为参照组，处于中上层的家庭

显著正向影响家庭收入，表明中上层的家庭更有动力增加收入，更加积极提升家庭收入等级。而

其余的中层、中下层、下层以及不作选择的家庭对于收入的影响作用力不显著。观念因素的另一

个变量对于未来的预期，回归结果表明，以未来会变好为参照组，不变与变差的家庭在 1%的显著

性水平下降低家庭收入。这主要由于家庭对于未来的负面预期会降低家庭增收的积极性，影响家

庭从事各类生产活动增加收入的信心。

其余控制变量中，耕地承包的面积在（1）-（4）中均 1%的显著性水平正向影响家庭收入，因为

农户大部分依然会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耕地作为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其投入量显著影响产出

量，从而影响农业收入。家庭房屋材料的回归结果显示，以钢筋混凝土材质为参照组，砖石与木竹

等结构房屋相对正向影响家庭收入，其他材质产生负向作用。这主要是因为选择次级材料的砖

石、木竹等家庭更有动力改善家庭居住条件，因而对于其收入增长的贡献更明显。尤其是木竹结

构房屋在（1）到（4）中在 1% 到 10%的水平下显著，反应其对于收入的增长拉动十分明显。家庭房

屋价值的对数在回归中均 1%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家庭收入，表明家庭的财富累积对于收入的

增长呈现带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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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展示人力资源状况对于农户农业经营收入的影响，以此为因变量，对（1）式的逐步

OLS回归结果如下表 4 。

表4 人力资源状况对于农户家庭农业经营收入影响机理的回归结果

Mig

Ageold

Agechd

Edup1

Edup2

Edup3

Edup4

Eduimp
（读过重点学校）

Eduyrs

Pcy

Sta
（中上层）

Sta
（中层）

Sta
（中下层）

Sta
（下层）

Sta
（不作选择）

Ftr
（不变）

Ftr
（变差）

Sqr

Mtr

-0.431***
（0.0760）
-0.0694***
（0.0179）
-0.000993
（0.0144）

0.0233***
（0.00129）
0.135***

-0.448***
（0.0845）
-0.0553***
（0.0210）
-0.00447
（0.0180）

1.103
（1.876）

1.148
（1.876）

1.000
（1.878）

0.642
（1.889）
0.0227

（0.0612）
0.0164**

（0.00683）

0.0233***
（0.00139）

0.129**

-0.448***
（0.0846）
-0.0553***
（0.0210）
-0.00447
（0.0181）

1.103
（1.878）

1.147
（1.878）

0.999
（1.879）

0.642
（1.890）
0.0227

（0.0612）
0.0164**

（0.00684）
-0.000339
（0.114）

0.0233***
（0.00139）

0.129**

-0.471***
（0.0842）
-0.0524**
（0.0209）
-0.00733
（0.0179）

1.428
（1.862）

1.484
（1.862）

1.320
（1.863）

0.970
（1.874）
0.0469

（0.0608）
0.00949

（0.00685）
-0.0256
（0.113）

0.157
（0.221）
0.0999

（0.194）
0.0991

（0.194）
-0.107

（0.194）
0.0203

（0.207）
-0.140***
（0.0372）
-0.185**
（0.0786）
0.0231***
（0.00138）

0.119**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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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石）

Mtr
（木竹、草泥坯）

Mtr
（其他）

Pri

Constant

（0.0486）
0.234***
（0.0603）

-0.131
（0.148）
0.114***
（0.0139）
6.744***
（0.157）

（0.0527）
0.240***
（0.0668）

-0.292
（0.184）
0.109***
（0.0159）
5.585***
（1.888）

（0.0528）
0.240***
（0.0669）

-0.292
（0.184）
0.109***
（0.0159）
5.585***
（1.890）

（0.0524）
0.236***
（0.0666）

-0.294
（0.183）
0.0864***
（0.0160）
5.571***
（1.884）

（1） （2） （3） （4）

注：***、**与*分别表示在 1%、5%与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从表 4可以发现代表人力资源数量的外出务工人数在（1）-（4）中均是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

负向影响农业经营收入，与表 3中其对于收入的影响方向呈现反向关系。这表明，家庭从事农业

劳动力数量的减少显著影响了农业收入，劳动力数量的投入对于产出收入的影响依然拥有较强的

解释力。

代表家庭老龄化程度的指标Ageold在表 4中在 1%或 5%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家庭收

入，并且其对于农业经营收入的解释力度大于其对家庭总收入的影响程度。代表家庭低龄化的指

标Agechd负向影响农业经营收入，但是与表 3中类似，其影响程度不显著。家庭成员各阶段教育

水平占比均正向影响农业经营收入，但是回归结果影响系数不显著，其解释力度有限。衡量教育

水平的其他两个针对被访者的相关指标，回归结果正向影响农业经营收入。政治因素负向影响农

业收入，但是与表 3中类似，其对于因变量的解释力度有限。观念因素的两个变量回归结果与表 3
中的结果，影响方向与解释力度相近。

控制变量中的耕地承包面积和房屋现值在表 4中回归结果与表 3类似，其均为 1%显著性水平

正向影响农业经营收入。而另一个控制变量家庭房屋材料与其在表 3中的结果略有不同，房屋材

料为砖石结构的家庭相较对照组钢筋混凝土材料，其在表 4中 1%水平上正向影响农业经营收入。

七、进一步的讨论

在上文分析的基础之上，本文开展进一步的讨论，分别按照家庭人均总收入和人均农业收入

的高低，从低到高依次将样本划分为最低的 25%、25%-50%、50%-75%和 75%以上四个组别，然后

按照式（1）进行回归分析。表 5展示了两者的分组回归结果。

表5 按照人均家庭总收入与农业收入划分的分组回归结果

Mig

Ageold

最低的 25%
-0.021

（0.1547）
0.129***

25%-50%
0.158

（0.0797）
0.163***

50%-75%
0.303***
（0.0634）
0.198***

75%以上

0.278***
（0.095）
0.14***

最低的 25%
-0.275*

（0.1605）
0.127***

25%-50%
-0.332***
（0.1109）
0.08***

50%-75%
-0.5996***
（0.1097）
0.084***

75%以上

-1.057***
（0.1415）
-0.125**

按照人均总收入分组 按照人均农业收入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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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chd
（0.0254）
0.133***
（0.0245）

（0.0169）
0.153***
（0.0146）

（0.0183）
0.139***
（0.0147）

（0.0392）
0.0957***
（0.0291）

（0.027）
0.122***
（0.0252）

（0.0238）
0.089***
（0.0204）

（0.0319）
0.024

（0.0258）

（0.0578）
0.058

（0.0426）

按照人均总收入分组 按照人均农业收入分组

注：本表按照式（1）纳入了所有的自变量，但只报告了以上三个自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余变量结果从略。***、**
与*分别表示在 1%、5%与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从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人均总收入高低不同的组间比较，外出务工人数（Mig）对于家庭总收入

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其对于高的收入组的作用效果更明显，即 50%以上的组别均在 1%的显著性

水平上显著；代表家庭 65岁以上成员数量和 15岁以下成员数量的两个变量均是在 1%的显著性水

平下正向影响各个收入组别。

与之相对应的，在人均农业收入高低不同的组间比较下，外出务工人数对于家庭农业经营收

入的影响均为负向显著；老龄化指标的Ageold在人均农业收入位于全体排名 75%以上这一组别呈

现负向显著，其余为正向显著，这表明农业收入较高的家庭其受到老龄化的消极冲击比较明显；家

庭低龄化指标Agechd在 50%以上的两个组别不显著，表明高农业收入家庭较少受到青少年家庭占

比的影响。

八、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农村卷数据为样本，采用逐步OLS回归的方法估计了农户人力资

源变迁对家庭总收入和农业经营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代表人力资源数量变迁的外出务工

人数对家庭总收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于农业经营收入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2）代表人力

资源质量变迁的年龄指标对总收入不存在显著影响，但是对于农业收入，年龄指标之一的老龄化

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衡量教育水平的各个指标总体上正向影响总收入与农业经营收入；政治身份

在回归中的影响不显著；代表观念因素的两类指标中，家庭对于未来的正面预期对于提升家庭收

入和农业收入有着显著积极影响；（3）通过进一步的讨论表明，针对样本中人均总收入和人均农业

经营收入高低不同的组别来说，人力资源变迁产生的影响不尽相同。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可以发现人力资源的数量变化，即外出务工人数的扩张，对于我国农业经

营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为了继续保障务农收入，应该继续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以科技要素代替农

业生产中劳动力要素，实现技术替代，从根本上提升生产效率；除此之外还应该改善农村公共品供

给环境、条件，创新农业经营模式，吸引人才与资金进入到农村地区。从农户总收入来讲，外出务

工有效提高了家庭收入水平，为此应该继续健康、合理、有序地推动城镇化进程与引导适龄劳动力

转移，进一步丰富农户收入来源；并且为了保障务工人员有效获得劳动报酬、形成务工汇款，应该

建立健全政策法规，持续推动消除城乡二元化的劳动力身份歧视，让劳动者的付出得到等价回

报。在人力资源质量变化方面，政府应当持续关注老龄化带来的影响，针对具体问题出台相应措

施；应该继续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建设，着力继续提高教育水平，改善教育环境，使

得农户素质可以适应日益科技化的农业生产；要引导农户树立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以此为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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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家庭向着更好的未来发展。

本文的研究仍然存在着若干不足，如衡量人力资源质量的指标中应该加入是否培训等这一类

指标，因为当今科研院校、推广机构等大力加强对于农村生产的支持帮扶，其对于农业收入的提升

大有裨益。但鉴于所用的调查中没有详尽涉及到此方面的问答，因此在方程设置中忽略了此项因

素。除此之外，本文使用的是截面数据，仅能考察一年的相关情况，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之后的问

卷结构有所更新，无法形成相一致的面板数据，使得数据的分析存在局限性。今后如何克服以上

存在的若干不足是需要继续深入思考和改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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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淘宝村转型与发展研讨会

顺利召开

2017年 12月 28日上午由浙大CARD农村电商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淘宝村转型

与发展研讨会》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圆正启真酒店召开。来自江苏宿城、河北清

河、浙江温岭等淘宝村集群的政府负责人，浙江白牛村、山东西代庄村的电商带头人

以及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阿里巴巴研究院等专家学者参加本次研讨会。

会议由 CARD 农村电商中心主任郭红东教授开场，郭老师介绍了浙江大学

CARD农村电商研究中心的研究方向、实践经验以及国家自然基金课题”中国淘宝村

形成机理及其三农影响效应研究”的研究框架和研究进展。随后，来自淘宝村的代

表们分享了本地淘宝村发展的现状、面临的问题与瓶颈、转型升级的思考与探索。

各类淘宝村的发展经历，引起了与会嘉宾们的强烈兴趣。这些淘宝村在发展过程中

均遇到了一些共性的问题，聚焦在：1、淘宝村的产品与产业升级，2、淘宝村的人才培

养与留存，3、政府和政策环境如何助力淘宝村转型升级。

在共创环节，嘉宾们凭借在各自不同领域的研究和实践经验，分组针对这 3个问

题进行深度的探讨和碰撞，最终形成了一些体系化创新性并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针对淘宝村的产品与产业升级提出淘宝村的跨区域协作，一方面弥补品类单一造成

的季节性销售现象，拓宽品类，一方面运用成熟淘宝村的经验帮助更多区域产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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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电商运营；针对淘宝村的人才培养与留存，提出“乡贤”文化的营造以及跨区域跨时空

的新人才合作机制；针对政府和政策环境如何助力淘宝村转型升级，提出政府各部门之

间需加强合作、整合资源，制定整体的电商规划、提升服务效率。这些观点和建议的输

出，为淘宝村的转型升级带来了很多新的思考和思路，淘宝村的代表们表示可以马上操

作和实践这些思路，并邀请各方专家持续关注实施效果。

本次研讨会既有经验分享又有协同共创，这种新的研讨方式受到了与会嘉宾的普

遍欢迎。会议最后，嘉宾们都感叹时间太短，并纷纷加入淘宝村研究联盟，期待在今后

有更多的研究、合作与实践。浙大CARD农村电商研究中心的郭主任表示，浙江大学中

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将持续主办此类深度的研讨会，以聚焦话题，汇集各方智慧，共同为

中国的三农发展提供决策建议。

CARD电商中心主任郭红东教授应邀参加

2017年广东县域电商大会

2017年 12月 28日至 29日，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办，汕头市网信办、商务局指导，

南方日报社、南方农村报社、外砂镇人民政府承办的 2017年第三届广东县域电商大会在

中华毛衫名镇”——汕头龙湖区外砂镇举办，会议主题为“开放 转型 融合 未来”。来

自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江苏师范大学和阿里研究院等院校机构的

300多电商专家，在会上围绕数字经济时代传统产业转型、特色小镇和农特产品新零售

等进行专题探讨，并对汕头市龙湖区、潮南区和澄海区的电商产业进行了调研。

我院电商中心主任郭红东教授应邀作了互联网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主题报告。郭

红东教授指出，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达 22.58万亿元，跃居全球第二，占GDP
比重达 30.3%，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蓬勃发展，但人才、产品（货）和系统不配套问

题制约着“互联网+实体经济”发展，优化环境、做实产业、培育新人、拓宽通道、完善体

系、搭建平台和壮大主体成为推进“互联网+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郭红东教授的报告

受到与会代表好评，其观点被《南方农村报》、《广州日报》等报刊刊登。

CARD电商中心主任郭红东教授

应邀参加中国青年电商助力脱贫攻坚论坛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和发展电子商务、培育经济新动力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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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着力突出青年电商人才在农业发展、农村改革和脱贫攻坚的重要作用，2017年 12
月 16日，由中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协会、中国青年电商联盟和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

心（CCTV-7农业节目）共同主办的中国青年电商助力脱贫攻坚论坛在海南省白沙黎族

自治县成功举办。

论坛由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党委委员、副秘书长，中国青年电商联盟秘书长郭鹏、

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CCTV-7农业节目）主持人刘栋栋联合主持。本次论坛主题为

“精准扶贫，青年电商在行动”，旨在向全国青年电商传播政策导向、发展机遇、转型路

径，并聚合各类社会资源，推动电商精准扶贫。团中央青年发展部部长杨松、中国农业

电影电视中心（CCTV-7农业节目）总编辑傅雪柳、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县委书记张蔚

兰出席论坛并致辞。杨松表示，中国青年一代是电子商务的主力军，而电商扶贫更是全

国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引领广大电商在助力脱贫中发挥生力军作用，是团中央的一项

重要职责。傅雪柳表示，CCTV-7农业节目作为国家主流媒体，三农领域权威发布平台，

用媒体的力量助力青年电商发展与精准扶贫，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历史赋予的义

务与担当。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方建生、京东集团党委书记、副总裁龙宝正、苏宁控股

集团总裁助理马康、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惠农网总裁申斌、赶街创始

人兼总裁潘东明分别围绕“新时代背景下电商发展机遇与社会责任”、“电子商务发展与

精准扶贫”主题进行了主旨演讲。CARD电商中心主任郭红东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

圆桌论坛。

衢江区与CARD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合作

1月 8日下午，衢江区与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合作签

约仪式在衢江区举行。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祖辉，院长助理、农经系主

任金少胜等代表卡特出席会议，省委副秘书长、省农办（扶贫办）主任章文彪，浙江大学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省咨询委三农部部长顾益康以及衢江区党政班子领导

出席会议。会议由区委副书记、区长朱素芳主持会议。

会上，区委副书记、区长朱素芳代表区政府与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签订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议。衢州市政协副主席、衢江区委书记吴江平讲话并向黄祖辉、

顾益康颁发衢江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顾问聘书。

签约仪式后，黄祖辉院长在发言中表示，浙大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将全力支持衢江

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衢江区具有“三农”发展的良好条件和基础。希望衢江区更好处

理乡村振兴和城市化的关系，推动两者融合发展，通过改革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

顾益康教授说，衢江区既要努力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先行先试区，更要成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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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区。要系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建设产业兴旺的“特产”乡村、生态宜居

的美丽乡村、乡风文明的人文乡村、治理有效的“三治合一”乡村、生活富裕的共富乡村；

要在改革创新上先行先试，把构建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作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新动能；要提供有力的领导、制度、投入、人才等保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章文彪在讲话中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是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最重要的是

全面体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最根本的是

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主体地位。要明确定位，深刻理解城市化和乡村振兴是互相融合

带动；要结合衢江区实际，细化实施乡村振兴的要求；要发动全区力量，凝心聚力推动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最后，吴江平作了总结发言，他强调要充分认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意义，抓

好各项工作落实，以党建为统领、生态为底本、产业为支撑、项目为抓手、文化为引领、平

安为保障、民生为根本，为乡村振兴贡献衢江元素；各单位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

今后工作的主抓手，要动员部门、乡镇和每一个衢江百姓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力

军，主动融入、主动谋划，为衢江的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

黄祖辉院长等参加江西乡村振兴战略高峰论坛

1月 6日至 7日，由江西农业大学江西现代农业及其优势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支

持协同创新中心与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峰论坛”在南昌举行。

江西省教育厅厅长叶仁荪、江西省农业厅副厅长唐安来，大会执行主席江西农业

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黄路生教授和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黄季焜教授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论坛旨在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策应中央经济工作和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精神，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精神实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

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研究员，南京农业大学钟甫宁教授，国务院参事、中国农业大学何秀

荣教授，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研究员，浙江大学黄祖辉教授、郭红东教

授，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张林秀研究员，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朱信凯教授等知名专家围绕小农分化与政策调整，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难点和政策导向等方面的内容，作论坛主旨报告；来自北京

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南农业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等以及江西师范

大学、江西财经大学、江西省社科院、江西省农科院、江西省委党校、江西农业大学等省内

外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和师生共计210余位代表参加了本次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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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红东教授团队到河北清河县调研

应清河县政府邀请，浙江大学农村发展研究院电商中心主任郭红东教授率队于 1月

8日至 10日赴清河县调研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情况。

清河县隶属于河北省邢台市，面积 502 平方公里，辖 6 镇 322 个行政村，户籍人口

385717人、常住人口 386231人。清河县域经济发达，特色经济为羊绒制品，被誉为“中国

羊绒之都”，被河北省列入全省首批扩权县和优先培育的中等城市之一。调研团队考察

了中国最早的淘宝村之一东高村，并参观了清河县诸多羊绒加工企业、网商企业、供应

商等。

在 1月 10号举行的清河电商发展研讨会上，电商中心副主任曲江老师首先结合阿

里研究院内部数据进行了分享。她指出，清河县目前存在问题主要集中在四点。1.网
商数量增长缓慢。2010年-2015年，清河县网店数量增长率普遍低于阿里平台各县域。

即便是 2015-2016年的返乡创业高峰期也没有明显增长。返乡人才能够带来新的思路

和资源，而新河的表现不够突出；2.网商结构不健康。从阿里平台数据来看，理想的县

域电商结构为：龙头带动，腰部坚实，草根野蛮生长。清河县虽具有传统的产业优势，但

龙头企业电商转型仍有待推动，大型网商非常少，中型网商占比不高，核心力量不购强，

小型商家占比非常大，但盈利能力普遍较弱；3. 清河各类品牌建设处于初级阶段。羊绒

产业虽优势明显，但以品牌代工为主，缺乏区域公用品牌的认知和打造，企业品牌均侧

重在生产端，缺乏消费者品牌的创建和传播；4.整体发展缺乏忧患意识。互联网更新换

代极快，需要随时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因势而变。而清河网商普遍生活满足感强，在对

全国市场的竞争态势了解及未来发展规划上缺乏深入的思考。希望清河的各类经营主

体，关注消费趋势的变化、勇于创新、敢于尝试，将传统产业优势与数据时代的特征相结

合，以保持快速而稳定的发展。

郭红东教授结合各地调研经历，分享了他对互联网+大背景下传统产业如何利用互

联网转型发展的几点思考。他谈到，清河产业基础雄厚且很早抓住互联网机遇，东高村

更是最早的三个淘宝村之一。如何在中国普遍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紧跟互联网+大势

所趋，促进要素配置优化，是清河政府和网商需要重视的问题。他认为，互联网时代的

趋势是共享。互联网+即是通过网络达成数据化、在线化、透明化、互动化、共享化。传

统企业要紧跟消费趋势，做到柔性化生产，个性化营销，社会化供应链。政府则应做好

服务，做实产业，营造健全的农村电商生态体系。清河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樊英俊等

领导陪同考察并一起参加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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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乡村振兴战略”高峰论坛顺利召开

乘着党的十九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东风，加快推进乡村振兴

的实践经验总结和理论研究，浙江大学全球农商研究院、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和新农村

发展研究院于 2018年 1月 10日在浙大紫金港校区联合举办了首届“乡村振兴战略”高峰

论坛。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部、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湖南韶山市、河南兰考县、广西宜

州区、江西泰和县、贵州湄潭县以及省内嘉善、安吉、长兴、龙泉等地的政府代表，大北农

集团等企业负责人和新农人代表共计 400多人参加了本次论坛。吴朝晖校长出席论坛

并致辞，开幕式由罗卫东副校长主持。

吴校长在致辞中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央“三农”工作方针政策的继承和发

展，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浙江大学作为首批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高校，服

务于“三农”全面参与乡村振兴战略是浙江大学的历史使命和时代的呼唤，要为乡村振兴

战略提供学科交叉汇聚的方案，探索出农业的国际合作的范例和推广“三农”成功转型的

样本，并将积极与各兄弟单位展开深入合作，共同提供高水平的农业教育，培养高素质的

农业人才，转化高质量的农业成果，为早日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简单开幕仪式过后，论坛即进入了精彩纷呈的主题报告环节，首先由农业部农村经

济体制与经济管理司张红宇司长做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实施乡村振兴一定要着眼于

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以“三权”分置为统领，继续创新农村土地制度来提供强大的制

度动力；必须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并充分发挥新型经营主体在引领农

业结构调整、发展新产业新业态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要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作为实

现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抓手，来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双向流动，增强农民的集体意

识和文化认同、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民共

同富裕奠定产权制度基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最关键就是要产业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要高级化，从农业延伸到二三产业，推进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农村产业需要不断朝着高端化、特色化、集群化、融合

化、国际化和信息化等十个方向发展。同时，还要充分运用互联网条件，使产业信息化。

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教授建议：“要通过制度创新、技术进

步，市场改革，农业投入，以及改变现有国家财政制度的体系来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要

遵循农村经济转型规律，稳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加快转型，但是不能搞大跃进。必

须考虑区域差异，不能搞一刀切，需要充分发挥城市和经济转型的拉动作用，来促进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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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中共农业部党校副校长、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朱守银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必须要走向整体稳定，和谐有序，绿色协调，健康持续，必须依赖具有强大引力的市

场机制，具有内生动力的竞争主体，具有孕育活力的乡村系统，具有有效推进的组织指导

和政策支持。并强调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要避免步入四个误区：一是猛打快球，急于

求成；二是部门分割，各自为政；三是盲目模仿，千篇一律；四是以城市思维城建思路来

推进乡村振兴。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黄祖辉教授强调，乡村振兴首先还是要放在城市化的

背景下来做，乡村振兴一个最大的改革突破和前提就是要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而且必须

按照城乡一体、城乡互动的新型城市化战略来引领，以城带乡，以工兴农，城乡互促、城

乡融合，并通过对市场、主体、要素、政策、组织的激活，把握住“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科

技支撑、企业助力、社会参与”五位一体，以及协调好“乡村与城市、政府与市场、人口与

流动、表象与实质、短期与长期”五大关系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兼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办公室主任陈志钢博士从

国际视角来反观乡村振兴战略，指出乡村振兴既要讲国内的城乡融合发展，也要更加

注重国际和中国农业的融合发展。当前农业生产成本的激增、消费者对食品营养安全

的关注以及持续的城乡不平衡等问题，造成了中国农业的竞争力非常有限，这也给实

施乡村振兴带来了很大压力。他还认为粮食安全问题无论是中国或是全球乡村振兴

过程中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因此，中国要建立以营养为导向的粮食安全观，并积极地参

与到全球粮食治理体系当中，通过有效的对外援助、农业投资等手段来主动营造良好

的国际环境，以利于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华南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罗必良教授提出

振兴农业的核心是把农业做成有奔头的产业，要从以下三方面促进农业的转型发展，第

一从产品竞争转型为功能性开发，从成本导向转向了差异策略。第二从资源的损耗转型

为绿色发展，从资源的利用转向资源的功能性的开发，比如说养身休闲等，要保证资源安

全，不要过度利用农业资源。第三从劳动力的挤出转型为分工合作，让更多的人在农业

里面能够得到分工产品，多功能的就业与创业。

大北农科技集团董事长圣牧高科董事长邵根伙博士从企业的视角来谈乡村振兴，强

调要通过构建现代化的产业体系、经济体系和生产体系来创建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企

业，并积极参与农业增收、扶贫攻坚，生态建设，这是新时代农业企业或者农业企业家的

三大责任，一定要将企业发展融入到国家大战略当中。

在下午的主题报告环节，浙江省咨询委“三农”发展组组长、浙大CARD特聘教授顾

益康、浙江大学校长助理，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陈昆松教授、浙江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党委书记、理事会主任邵峰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史清华教授、浙江大学新农村发

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珂教授、浙大 CARD 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徐旭初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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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中国人民大学深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利庠教授以及浙江物产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云集微店、北京农信互联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负责人也作了精彩报告。

在论坛的闭幕式上，浙江大学全球农商研究院负责人鲁柏祥博士还代表与会嘉

宾发起了成立”乡村振兴战略促进联盟“的倡议。本次论坛三家主办单位以及竺可桢

学院神农班的师生代表还宣读了“乡村振兴战略紫金宣言”。

黄祖辉教授应邀出席

乡村振兴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构建学术研讨会

1月 25-26日，为深入探讨乡村振兴战略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构建问题，中国农

村经济杂志社与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联合举办“乡村振兴与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构建”学术研讨会。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黄祖辉教授、南京农业大学钟甫

宁教授、中国农业大学何秀荣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苑鹏教授、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院长万俊毅教授等学者应邀出席研讨会。会议由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副院长罗明忠教授主持。

《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编辑部主任潘劲研究员代表主办方致辞，希望研讨会能

够取得丰硕成果。会上，各位专家代表就乡村振兴战略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构建的

关系、重点、实施路径、政策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黄祖辉教授作了题为“乡村振兴战

略：若干关键与推进路径”的主题报告，受到参会代表们的好评。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

和北京商业管理干部学院代表团访问卡特

1月 22日-26日，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师生代表团和北京商业管理干

部学院代表团访问卡特中心，周洁红教授和梁巧副教授作了热情的接待，并就水产品

质量安全问题进行调研和座谈。

在周洁红教授和梁巧副教授的带领下，MIT和BBMC代表团首先考察了杭州和湖州

等地批发市场，详细询问了水产品市场准入制度、索证索票实施执行情况以及水产品快

速检测实验室建设状况，与市场相关负责人围绕批发市场水产品质量安全保障和建设

问题等进行交流，并与市场经营户深入交流了水产品产地信息与运输等物流状况。

之后，MIT代表团、BBMC代表团在卡特中心会议室与周洁红教授团队进行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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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2天的座谈交流。三方进一步围绕水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周洁红教授和

梁巧副教授根据批发市场调研情况梳理了现阶段中国水产品流通中质量安全问题，认

为水产品市场准入制度，特别是水产品进入批发市场的相关管理和制度，对保障水产品

质量安全问题至关重要，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认同。座谈会气氛热烈，各方畅所欲言

达成了高度的共识，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农业部干部管理学院闫石院长等

一行访问CARD

3月 21日，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院长闫石教授等一行在浙江大学全球农商研究院负

责人鲁柏祥博士陪同下来CARD卡特访问。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农村发

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钱文荣教授接待了来宾。

闫石院长一行首先参观了CARD成果展览室和学术走廊，观看了反映卡特历史与发

展的宣传片。随后双方举行了座谈会，钱文荣执行院长向来宾详细介绍了CARD近年来

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服务社会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接着双方就今后可能开展的合

作事宜进行了初步探讨。

钱文荣教授等应邀参加

首届微观经济数据与经济学理论创新论坛

3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杂志社和中国高校数据调查共享

平台主办，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承办的“首届微观经济数据与经济

学理论创新论坛”在西南财经大学柳林校区召开。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钱文荣

教授和博士生王大哲应邀参加并在“中国农村经济与代际流动”分论坛作了主题汇报。

中国高校数据调查共享平台由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起，

成员单位包括西南财经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北

京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南京审计大学、首都经贸大学、北京大学等九所高等院校及科

研机构（按照加入平台的时间排序）。会前，钱文荣教授参与了《经济研究》杂志社和平

台成员单位举行的预备会议，并参与确定了论坛章程和论文审稿流程。

本次会议对微观经济数据的使用和经济学理论创新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并进一

步加强了平台成员单位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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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讯：浙大农经学科在全国第四轮

学科评估工作中再创佳绩

2017年 12月 28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公布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

结果，CARD 核心学科农林经济与管理学科再创佳绩，摘得 A+桂冠。此前，在 2003、
2006、2012年三轮国家一级学科评估中，浙大农经学科一直名（并）列国内同类学科第

一，并于 2017年 9月顺利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

据悉，第四轮学科评估自 2016年 4月 22日正式启动，历时一年多。共有 513个单

位的 7449 个学科参加。与前三轮学科评估不同的是，第四轮学科评估首次采用“分

档”方式公布评估结果，不公布得分、不公布名次，不强调单位间精细分数差异和名次

前后。根据“学科整体水平得分”的位次百分位，将前 70%的学科分为ABC三类九档

公布：前 10%为A类，其中前 2%（或前 2名）为A+；前 40%为B类，其中前 10%～20%为

B+。评估结果相同的高校排序不分先后，按学校代码排列。浙江大学在此轮评估中

表现优异，共获得 11个A+，11个A，17个A-，评估结果为A类的学科有 39个，占授权

学科总数的 64%；评估结果为A＋学科数位列全国第三，A类学科数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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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举行农经系文奇奖学金颁奖仪式

1月 9日，2016-2017学年“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农经系文奇奖学金”颁奖仪式

在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多媒体报告厅举行。仪式由公管学院农经系副主任阮建青

教授主持，农经系校友三亚华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钱文奇先生、中国农村发

展研究院院长黄祖辉教授、公共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阮俊华老师、公管学院农经系

周洁红教授、管理学院徐新灶老师、获奖学生出席此次颁奖仪式。

仪式开始前，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祖辉教授首先代表农经系对钱文奇校

友不忘初心回馈母校，捐赠设立奖学金支持农经学子发展表示衷心感谢。黄祖辉教

授对获奖学子谆谆嘱咐道：“在座的各位是我们农经系的优秀学子，应该把文奇奖学

金作为鞭策和激励，怀着感恩的心，努力在自己的学科中耕耘，肩负社会责任，为国

家的乡村振兴战略做出贡献。”

随后钱文奇先生、黄祖辉教授、阮俊华书记、阮建青教授、徐新灶老师共同向

2016-2017学年获得“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农经系文奇奖学金”的 20位优秀农经学

子颁发荣誉证书并合影留念。

颁奖仪式后，钱文奇向获奖学子提出三点寄语。第一，在风华正茂的年纪，应该敢

于吃苦、拼搏奋斗，所获得的厚重积累将会在人生的后半段熠熠生辉。父亲在其年少

时的爱但不娇纵的培养使钱先生养成了吃苦的习惯，这在他创业初期的道路上发挥了

重要作用。第二，无论是做事还是做学问，都是一场龟兔赛跑，只要盯住目标，保持努

力和积累，坚持做乌龟，都会取得成就。大学时期“赚 100万”的小目标促使钱先生瞄

准股票市场，借钱借书学习金融理论，开始人生的第一次投资。在股市实践和理论学

习的反复中，钱先生不断实现着自己的目标。第三，在前进的过程中，视野思路要宽

广。从股票市场掘金之后，钱先生将业务扩展到了实业领域，并坚持着“先研究兵书再

去实践，不断反复这个过程”的方法，在商海中不断发现新机会、把握新方向，将事业打

造得越来越辉煌。钱文奇校友的一番人生经验赢得了大家阵阵认同的掌声。

最后，公共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阮俊华老师代表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再次感

谢钱文奇校友对浙江大学人才培养、对农经学科的支持，并希望农经系能够用好这

笔奖学金，激励农经学子不断前行。阮俊华书记深情地说道：“同学们应该学习钱文

奇校友在创业中的吃苦奋斗精神，思考在最好的年华如何努力成长？学习钱文奇校

友回馈社会的精神，思考自己的充分发展能够对未来农经、公共管理学院乃至对国

家和社会有何贡献？希望大家在大学追求自己人生的方向，有朝一日成长起来，为

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发挥更大作用。”

仪式后，钱文奇校友还与农经系师生展开了亲切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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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三农论坛第121期李冬教授学术报告会

顺利举行

3月 28日下午，英国利物浦大学管理学院李冬教授在第 121期卡特三农论坛上

为卡特师生作了一场题为“Food waste reduction——a dynamic retailing approach”的
学术报告。报告会由农业经济管理系周洁红教授主持，卡特老师及研究生参加了报

告会。

报告会上，围绕减少食物浪费这一研究问题，李冬教授首先从管理质量和动态

规划销售这一大的方向进行了阐释。其次，从消费的角度，依据质量进行食品 shelf-
life的动态定义，动态监控质量变化，实现由固定定价到动态定价，进而影响消费者需

求的变化，实现以价格反映质量的变化，探讨如何减少食物浪费。最后，在技术创新

背景下，他提出了食物供给链条的运营管理的创新思路。跟踪观测流程如何进一步

完善？货架期如何可视化？动态运营管理如何管控？针对上述问题，李冬教授以模

型实证分析结果的形式，用大量详实的图表向大家一一作了解答。

李冬教授的报告激发了卡特师生浓厚的兴趣，整场报告会在热烈的讨论氛围中

圆满结束。

卡特三农论坛第122期于晓华教授学术报告会

成功举行

3 月 28 日下午，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浙江大学求是讲座教授于晓华在第 122
期卡特论坛上为卡特师生作了一场题为“乡村振兴的难点：人口学的视点”的学术

报告。报告会由农业经济管理系周洁红教授主持，卡特老师及研究生参加了报

告会。

于晓华教授的报告从十九大报告出发，解读了乡村振兴的总要求、总目标，以

人口学的视角分析了乡村振兴的难点。在此基础上，于晓华教授具体结合当前我

国农村社会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受教育水平较低等挑战，通过对国际经验的介绍为

我国乡村振兴提供了思路和方向。针对目前的粮食结构和农民收入结构面临的新

问题和新挑战，于晓华教授指出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在乡村实现老有所养的养老

模式，保证乡村壮有所用，幼有所交，将先进的管理和技术引入到乡村管理中。

报告最后，于晓华教授就当前研究成果和进一步研究内容与卡特师生展开了交

流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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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黄祖辉教授等撰写的对策性文章

获国务院扶贫办百优论文

据国务院扶贫办函信，经专家初选、两轮专家匿名评选，浙江大学中国农村

发展研究院黄祖辉教授、胡伟斌、朋文欢博士生联合撰写的对策性文章《深化产

业精准扶贫 打赢扶贫攻坚战》在 2017年度“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理

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百优论文征选活动中荣获百优论文。

黄祖辉教授等撰写的决策报告

受到中农办和浙江省委领导肯定和批示

日前，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黄祖辉教授研究团队撰写的两篇决策

参考文章《践行“两山”思想 推进“两山”发展》和《浙江践行‘两山’理念与绿色

发展建议》分别受到中央农办韩俊和浙江省委书记车俊、省长袁家军、副省长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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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淼等领导的重要批示。

两篇决策报告系浙江省咨询委首席专家黄祖辉教授研究团队在省咨询委

智库项目《浙江践行“两山”思想与对策研究》总报告的基础上形成，该总报告主

要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一是阐述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思想精髓；二是概述

浙江践行“两山”思想的实践，并且具体揭示了三种实践模式；三是对推进“两山”

发展提出思路与建议。

中央农办韩俊主任

对卡特一决策报告作出重要批示

日前，中央农办主任、中央财办副主任韩俊对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

院黄祖辉教授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霍学喜教授合作撰写的决策参考文章《开放

引领、创新驱动、绿色主导、合作共赢——西部农业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

建议》作出重要批示。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是西部大开发后的又一重大机遇，即西部大开放的机

遇。抓住这一机遇来加快解决西部农业农村的发展问题，这对于西部地区的整

体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报告作者在对西部农业和农村深入调研的基

础上，提出了西部农业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思路与具体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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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字总要求。其中“治理有效”相比原来的新农村建设要求

中所提的“管理民主”，涵括的内容更为广泛、立意更加深远。一方面，“治理有效”是整

个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与内在保障；另一方面，“治理有效”与第二个百年目标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紧密对接，关乎整个发展

大局。

基于中国国情深刻把握“治理有效”的中国特色。中国农村近 40年的发展历程，积

累了中国乡村治理的丰富经验，其中蕴含着深刻的中国智慧。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到“三权分置”“长久不变”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与经营制度的改革，都体现了这种基

于中国国情的改革智慧。尽管在西方强大的语境中，全球的乡村现代化很多是按照西

方标准而设定。但在新时代，中国需要建构平等的发展语境，进一步探索符合中国国情

的治理措施。一是历史性维度。作为具有深厚农耕文化的文明古国，乡村文化依然以

一种特殊的方式影响着乡村治理格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精华部分成为中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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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 2018年 1月 9日《人民日报》20版
《人民日报》刊发黄祖辉院长观点文章：
基于乡情，探索“治理有效”

来源：本文首发于2018年1月9日《人民日报》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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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文化资源；二是现实性维度。中国所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决定中国

乡村治理的特殊性。

深刻把握“治理有效”的逻辑。从当前乡村治理的现实来看，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

推动了乡村的发展，改善了农民的福利。但是，现实中存在的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与乡

村实际需求的不匹配；产业政策激励与农民经营能力的不匹配；某些乡村治理的创新

之举，在现实中往往效果不佳；规划短视，政策补丁应接不暇，而需要深耕、培育的领域

也被忽视……我国乡村的“治理有效”，应该从乡村微观主体的农民赋权和自主治理出

发，然后建立一套平等的民主协商、市场议价机制，形成由内而外、内外结合的乡村治

理结构。

以“三治结合”深入探索“治理有效”的实现路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

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三治结合”的判断与架构，契合中国乡村治理

的客观实际。深入到基层，在现实问题的解决中，乡村自治中的不少惯例有些可能与

法律之间存在一定的摩擦。这就需要进一步研究法治与德治的匹配问题，自治与他治

的边界与契合问题。在我国乡村社会转向中，从熟人社会转向半熟人、陌生人社会，维

系乡村社群治理的传统社会逻辑被打破，有些乡村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力被减弱，德治

的价值共识弱化导致了自治的决策效率降低。这些问题的具体解答，需要在具体的路

径、方法、机制上进行相应的系统性探索。简言之，我国乡村治理的复杂性，要求在治

理路径上寻求“三治结合”的方案，在具体的情境中，需要探寻不同方法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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